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卷首语 From the Editor




股东权力

是否过大？

ARE WE GIVING

SHAREHOLDERS TOO

MUCH POWER?


众所周知，
 现代资本主义中管理者的首要任务是股东价值最大化。因此，当我们发表关于构建可持续发展公司的文章时，偶尔会从上市公司高管那里听到反对声音。他们认为，尽管这个目标很高尚，但现实压力让他们不得不以股东回报为先，其余事情次之。

然而，如果这一前提本身就是错的，甚至是建立在有争议、不正确的法律解读基础上呢？本期聚光灯《公司领导层的根本性错误》一文中，哈佛商学院约瑟夫·鲍尔（Joseph L. Bower）和林恩·潘恩（Lynn S. Paine）提出了一些十分尖锐的问题。

“股东为先”概念的历史并不长，来自20世纪70年代《哈佛商业评论》 和其他著述中提出的代理理论。其大意就是，股东拥有公司，对公司业务具有最终决定权。鲍尔和潘恩指出了该理论中的谬误，尤其是无法应对出现的“问责真空”问题，因为股东中很多人都是短期投资者，他们对自己持有股票的公司并没有真正的责任。

作者还认为，目前的主流看法是“股东至上的极端版本”，在法律上“令人困惑”，而且对社会有害。它迫使高管过于关注短期目标和业绩，忽视公司长期发展，而且损害整体经济。更好的办法是，聚焦于公司健康发展，而非短期股东回报。公司是依法成立的独立实体，有永续经营的潜力。在英明领导层的带领下，公司能长久地服务市场与社会。

40多年前，学界著作改变了现代公司经营的方式，今天，鲍尔和潘恩的文章或能让我们踏上一条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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殷阿笛
 （Adi Ignatius）

作者为《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总编辑





致读者 TO THE READERS




拿起笔，

共享你的

管理实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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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的“大风蓝”






本
 期封面文章是《成功CEO的过人之处》。三位作者均来自领导力咨询公司ghSmart，他们在工作实践中发现，解雇CEO将会使得公司蒙受巨大的损失，其背后原因是高管和董事会经常陷入这样的误区：董事会理想的CEO与真正带来业绩的CEO存在巨大差异。

为此，三位作者开启了为期10年的研究，结果发现，真正伟大的CEO须具备以下4个特质：果断、鼓励参与、主动适应和稳扎稳打。他们坦承，这4条有些“老生常谈”，但知易行难。聚焦于这些基础行为，能够提高董事会选对CEO的可能性，并能增加领导者取得成功的几率。

相信在仔细阅读该文后，管理者一定会就此三省吾身，纠正自己日常行为中的偏差，改进管理方式。

毋庸否认，学习先进的管理经验对于每一位管理者都至关重要。但我们认为，在当前的中国商界，总结自身的管理经验同样重要。因此，创刊之初，我们就将总结中国管理实践作为己任，为此，我们开办了《大趋势》《洞见》《对话》以及《中国案例》等本土栏目。近5年来，这些努力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比如2015年11月刊的《建行再转型：顶层设计+技术主导》就成为哈佛商学院教授克里希纳·帕利普的研究案例，他耗时1年，完成了相关教学案例的写作，并于2017年4月25日正式在哈佛上海中心授课。

但在共享经济年代，我们这种“中心化”的操作显然有些不合时宜，相较于众多中国实践，更是杯水车薪。因此，我们决定从今年开始，联手当代最具影响力的管理大师拉姆·查兰共同推出“拉姆·查兰管理实践奖”。该奖项旨在表彰在管理理论和实践中有突出表现的企业管理者。该奖项的启动仪式已于4月初在海南省三亚市举办。在此，我们再简要介绍一下该奖项的操作方式：本年度评选采用“初选提名+终审投票”机制，初选名单由企业高管自主报名和专家推荐产生，初选提名后，评审委员会筛选出20个入围优秀案例。经评审委员会投票合议后，最终产生3个全场大奖。具体流程，可参见近期《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杂志和微信公众号的相关内容。

因此，请读者拿起笔，记录下自己公司管理上的创见与实践，与其他人一起分享。让我们共同提升中国的管理水平！





主创者 CONTRIBUTO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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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恩·潘恩（Lynn Paine）
 初次听到有理论称，管理层的唯一目标就是将股东财富最大化时，“基本上不接受这个说法”，因为和自己在法学院学的知识相差太远。“这大错特错。该理论像野火一样迅速传开了。”她说。作为董事会成员之一，她清楚地认识到，该理论和“经营可持续发展公司时应用的实际措施”之间存在严重分歧。在本期聚光灯主打文章中，她与合著者约瑟夫·鲍尔（Joseph Bower）探讨了这一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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加布里埃尔·西尔维拉（Gabriel Silveira）
 在圣保罗工作，是一位插画家。他多数时间都在家里的工作室从事自由职业工作，但最近他开始正常上班，每天都要搭乘汽车、地铁和火车，备受折磨。他说，受这段通勤经历启发，他创作了本期自管理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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员工带着孩子上班，

其实公司赚翻了


员工更看重的是：能够管理自己的时间、专注于结果、公司尊重他们的家庭生活和家人。所以，让我们忘掉桌上足球和免费墨西哥卷饼这类 “廉价”福利，提供真正尊重员工的文化，理解员工是人，他需要的不只是一份工作。





Palo Alto 软件公司 CEO 高级副总裁 塞布丽娜·帕森斯 | 文





近年来，监管合规已经成为了华尔街为数不多的成长领域之一，但是种种认知工具也正在袭击该领域。看不到经济机会的人未必立即做出反应，但是他们最终一定会有所反应。



员工为何离职

改进全时工作

艾琳·里德｜文

让你的员工反叛！

弗朗西斯卡·吉诺｜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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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网精彩内容推荐

战胜 “奉献疲劳”

在工作中无私奉献，不仅令自己疲惫，而且往往伤及你希望帮助的人。本文告诉你如何更高效地分享自己的时间和经验。



让明星员工 “智慧合作”

如何才能将竞争激烈、明星员工独领风骚的公司文化转变为注重合作的文化？很多公司对此都很困惑，特别是知识密集型行业。



BolthouseFarms公司 CEO：胡萝卜变酷营销术

如果可口可乐能够说服人们每天消费逾10亿份汽水饮料，我们为什么就不能在推销一款蔬菜时取得同样业绩呢？垃圾食品公司是需求创造领域的专家，我们只须运用一些它们的策略即可。





随时关注

读者反馈、纠错、互动交流，请联系：010-85657511、hbrchina@hbrchina.org，或通过 @哈佛商业评论
 微博账号或微信账号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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下载《哈佛商业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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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者越自恋

跟随者越多


玛格丽特·梅约（Margarita Mayo）|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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研
 究结果很明确，当人们选择谦逊，不摆官架子的人当领导者，世界会更美好。

从长期来看，谦逊的领导者可以推动公司业绩发展，因为他们能营造更加合作的氛围。这种领导者对自我的看法也比较公正，不管优点还是缺点都能正确看待，而且擅长发掘他人身上的长处和做出的贡献，比较愿意接受新鲜想法和反馈。此类领导都是“无名英雄”，会帮助追随者建立自信，表现超出预期，营造良好的团队氛围，协助个人尽可能为公司贡献力量。

举个例子，一项对美国软硬件行业105家中小企业的研究显示，如果企业的CEO个性谦逊，高管团队更有可能精诚合作，共享信息，尽可能发挥人才的能量。

另一项研究显示领导者的谦逊会感染他人：如果领导者行为低调，身边的人也会模仿其态度和行为方式。还有一项对161个团队的研究显示，跟着谦逊领导者的员工更愿意承认自身不足和限制，也更愿意跟他人分享鲜花和掌声，在接纳新想法新建议和反馈意见方面也表现更好。

然而人们并不是总愿意跟随谦逊的无名英雄，而是更喜欢超级英雄：浑身散发个人魅力的自大型领导者。

魅力的希腊原文是Kharisma，意思是“神的礼物”，魅力的含义是极具风度、个人吸引力，能感染其他人的热情和投入。德国社会学家马克思·韦伯（Max Weber）将魅力定义为“具有神圣根源或有表率作用，具备这些特质的人会被当成领导者。”关于个人魅力型领导力的研究证据显示，之所以个人魅力突出的人容易当上领导者，是因为他们精力充沛，行为不拘泥于常规，且有英雄风范。

魅力确实能产生影响力，大规模推动积极的转变，但魅力型领导方式也有“阴暗面”。杰伊·康格（Jay Conger）和拉宾德拉·凯南格（Rabindra Kanungo）在著作中称：“魅力型领导者容易陷入极端自恋，追求自私又不切实际的目标。”临床试验也显示，当魅力与自恋结合起来，领导者容易滥用权力，利用追随者。另一项研究称自恋型领导者倾向于大胆畅想将来，在他人眼中反而增加了魅力。

为什么自恋型领导者更有可能升到高层？一项研究称，虽然自恋的人看起来傲慢，往往也散发出“高效领导者形象。”自恋型领导者非常了解如何将吸引力转移到自己身上。他们享受万人瞩目。人们要花很多时间才能领悟，看似适合领导者的素质其实并不能一一兑现，而且领导者的自恋情绪会影响团队成员互相交流信息，导致业绩下滑。

并不是说魅力型和自恋型人就没法成为优秀的领导者。某些情况下还是有可能的。举个例子，一项研究显示自恋型CEO“热爱能吸引注意力的大胆举动，结果不是大赚就是大赔。”因此自恋型领导者比较适合高风险高收益的任务。

这也并不意味着谦逊的领导者没机会展现魅力。研究显示我们可以通过倾向追求个人目标还是以集体目标为先，将魅力型领导者分为“消极型”或者“积极型”。这两种领导魅力也可以称为个人型和社会型魅力。虽然社会型魅力的领导者也会散发英雄气概，但由于不够霸气而且比较关注集体利益，英雄气质会受到削弱。与之相反，个人魅力型领导者的气质伴随着极端独裁和高度自恋。当追随者感觉困惑而且看不清方向时，比较容易孕育出个人魅力型英雄。另一方面，如果追随者价值观比较清晰，只将领导者的魅力当成实现集体目标的手段，就会选择社会魅力型领导者。

问题在于我们经常会选出充满消极型魅力的领导者，实际上情况并没有糟糕到需要这样的领导者拯救。虽然这种人总是高看自己，没有同情心，对他人指手画脚，还喜欢争名夺利，但他们的魅力就是让人难以抗拒。一项研究显示，追随者容易被超级英雄的气场所折服：通过强大的吸引力，自恋型领导者可以将周边改造为竞争游戏，追随者也跟着变得以自我为中心，最后变成集体自恋。

如果谦逊型领导者比自恋型领导者更加高效呢，为什么我们还会经常选择自恋的人领导我们？

“领导传奇”假说认为，人们看待社会事件时往往会高估领导人物的作用，而且倾向于用传奇方式解读领导人物的形象。

我自己的研究显示，人们的心理状态也会导致对魅力型领导者的看法出现偏差。如果感到焦虑，会格外需要魅力十足的领导者。结果是，危机中不仅会刺激人们寻找魅力型领导者，也会倾向于认为现在跟随的领导者更有魅力。

所以说，经济和社会危机都是魅力型领导者最好的测试场。危机中充满各种痛苦和不确定性，非常适合充满魅力的人物崛起。然而同时，人们也更有可能选出错误的领导者。危机中，以及其他影响情绪的事件中，自恋型领导者不切实际的想象更容易受到人们的拥护。矛盾在于，这种情况下选出的领导者带领大家成功的机会有可能更低。危机中的人们容易受到超级英雄前来“拯救众生”的说法诱惑，但实际上选出的人可能只会将大家带入更黑暗的深渊。

听起来可能有点令人绝望，但也可以换个角度看。本质上，选出什么样的领导者，说明众人就是配什么样的领导者。我们共同选择拥护领导者是为了满足需要和愿望，所以完全可以选择谦逊型或社会魅力型领导者，放弃自恋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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玛格丽特·梅约
 是马德里IE商学院领导力和组织行为学教授。最近她入选50位思想家榜单，跻身2017年30位思想领导之列。她的新书《此致：领导工作和生活中如何面对真实的自己》（Yours Truly: How to Stay True to Your Authentic Self in Leadership and Life）将于2018年由布鲁姆斯伯里出版社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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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你厌倦了工作，

试着停一停脚步


瑞秋·奥米拉(Rachael O'Meara) | 文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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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
 近，一项由家庭和工作研究所做的研究显示，超过半数美国人“至少有时候感到劳累过度或不堪重负”，70%的人表示，“他们经常梦想拥有一份不同的工作。”大量职场人士不快乐，其中许多人可能会选择辞职。但我的研究表明，辞职为时过早；你可能需要暂停一下，重新校准。

如果你转换工作岗位或跳到一家新公司，那些导致你离开的因素仍有可能如影随形。停顿一下——我把它定义为行为上的有意转变——可以让你抬起头，客观评估当前的处境，改变你的态度、想法或情绪。这未必意味着打破日常生活规律，可以是在下班回家后，有意识地与伴侣或爱人共度20分钟美好时光。或者每天早晨先做6次深呼吸，再精神抖擞地走进办公室。即使是小停顿，也可以有大帮助。

如果出现下列迹象，表明你可能需要在生活中停一停脚步了：


以前你很爱自己的工作，现在讨厌它。
 也许你曾经在角色压力下快速成长，但似乎不再值得为之付出。或者你在走下坡路，身体倦怠是一个信号，提醒你大脑不灵了，需要做出改变。


有人告诉你事情进展得不顺利。
 这可能是前进路上的一种暗示，或是直接明示——你没有完成工作，或者你设想的新策略事与愿违。


一位忧心忡忡的家庭成员或同事介入进来，迫使你远离工作或技术。
 你很容易沉浸于正在进行的业务中，但它开始影响你的幸福和家庭关系，妨碍到那些你所关心的人。


发生重大的生活事件或挑战。
 改变是不可避免的，它可以是一个自然的转折点，让你对自己的选择加以评估，并认清哪些事情对你至关重要。


出现新的机会。
 一份不可抗拒的工作机会，或受邀参与一个激动人心的项目，或一起旅行。你可能需要停下来，在踏上新征途前，想清楚每件事的严重性，特别是可能面临高风险的时候。

一旦你确定需要稍作停顿，接下来的问题是如何做。常见的误解是你要休息一下，以便理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在某些情况下，这样做有助于自省，扪心自问一些在繁忙生活中没有时间思考的问题。你能做些什么不同的事情？如何转变或计划，才能使现有的角色与理想中的工作和生活方式更加协调一致？是否要划定新的边界，或承担/转移责任？但真正的目的是远离日常活动，不要被脑海中挥之不去的想法所左右。相反，最好是享受当下，不要思考任何具体问题，让答案自动浮现。

暂停计划可以有3个步骤。首先，针对现状，迅速记下一些想法——发生了什么，问题在哪里，面临什么挑战，以及你想采取的行动。

下一步，设定意图。你想从这次暂停过程中得到什么收获，暂停结束时希望有什么感觉？一项发表在《心理科学》杂志上的研究表明，远距离审视挑战，采取观察者的角度，可以提高你的推理能力，产生之前所没有的新见解和解决方案。

第三步是计划一下你准备暂停多长时间，要做什么。你可能不清楚想怎样度过这段时间，所以，顺其自然也是很好的。每天都有“迷你”暂停时间，有时候一天几次，如果不影响工作的话，以这种方式开始就非常不错。你也可以每隔90分钟从桌边站起身，午餐后出去散散步，或者设定一段时间内不看数字设备。如果真的时间很紧张，你可以花5分钟在桌子上做一个简单的呼吸练习：跟随呼吸，缓慢地吸气和呼气，连续做10次。

暂停也可以是一天的活动。去一个能带给心灵安宁和欢乐的地方。无论你走到哪里，注意颜色、纹理，并留心周围环境。你可以考虑开始写一本“暂停图书”或日志来记录你的经历。

其他暂停可能包括做一些以前不常做的事情，例如参加课程，给孩子的运动队做教练，或者外出来一次惊喜周末，与心爱的人一日游。

如果你有更多时间，不妨考虑暂停一周的工作。我们大多数人都明白休假的好处，但其中一些人没有利用这段时间，担心离开后工作成堆。根据创意人员组织（Creative Staffing Group）2015年一项调查，72%的高管人员即使不受限制也不考虑额外休假，但大约四成(39%)的人认为，实际上，如果员工花更多的时间休假，产出会增加。暂停后精力恢复所带来的好处不仅能挽回时间上的损失，往往还会激发更大的创造力，并减少压力。神经科学研究表明，分散注意力和多巴胺水平的上升实际上有助于产生新的见解。

如果你正在考虑离开现有工作岗位，我请你先暂停片刻，探讨一下如果不向前迈出这一步，事情能否有所改观。如果你感到疲惫不堪或不知所措，多休息几周是另一种选择，有助于你在按部就班的日常生活之外看得更远。你可能会惊喜地意识到自己所需要的不过是有意识地重新调整，并增加一些不同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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瑞秋·奥米拉
 是《停下来：给自己放个假，人生从此不同》（Pause: Harnessing the Life-Changing Power of Giving Yourself a Break）一书的作者。她也是谷歌公司的销售主管，以及一位帮助他人激发潜能的变革型领导教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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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朗普的

社交媒体制胜战略


芭芭拉·比卡特（Barbara Bickart）

苏珊·福尼尔（Susan Fournier）

马丁·纳森霍兹（Martin Nisenholtz）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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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美国总统竞选活动中，所有党派的政治评论员都希望唐纳德·特朗普的Twitter账号安静一会儿。但特朗普无视他们，并且绕过了主流媒体。他青睐用一种直接、高频度、没有时间限制，且不经过滤修改的方式持续传播他具有煽动性的各种观点。虽然没有明确证据表明他的推文让他在选举中名列前茅，但这些推文不可否认地吸引了包括媒体在内的广大公众的注意，并且这一效果延续至今。本文就来说说从这位“推文大统领”身上，企业领导者可以学到通过社交媒体赢得大量的消费者的方法。


“大种子营销”打败“病毒营销”。
 微软研究院的首席研究员邓肯·沃茨（Duncan Watts）几十年来一直在研究网络社会学。他的“大种子营销”概念指出，如果信息在许多人之间“种子化”，它就能更快更系统性地传播。这与“病毒式营销”截然不同，后者试图针对一些有影响力的人，使他们在与其联系紧密的人群中传播信息，从而创造一种“流行病”。如果这些连接无法传递信息，它很快就会消失。“大种子营销”比设计内容模仿Youtube喵星人的病毒视频来得可靠。像BuzzFeed这样的公司已经使用大种子模型成功创建了新闻网站和广告业务。

特朗普大规模运用了沃茨的理论。他从一个巨大的种子库入手：截止选举日前，他有超过1900万的Twitter粉丝，1800万的Facebook粉丝，和近500万Instagram粉丝。而广播和有线电视几乎是在不知不觉中放大了特朗普的网络效应。每当它们报道这些推文时，都有效地在数百万观众中传播了信息，而观众中许多人又会反过来分享这些推文。线上与线下的互补帮助特朗普在竞选期间Twitter粉丝增长了一倍。特朗普比他的对手更了解需要通过社交媒体和大众媒体携手并进。评估显示，仅在2016年3月，特朗普就获得了将近20亿美元的免费网络传播时间。

企业领导者能从中学到的显而易见：研究“大种子营销”的原则，并将其应用于在尽可能多的联系点之间，播种自己想要传达的信息。


只有引人注目的内容才能获得规模效应。
 如果特朗普的推文不是那么具有煽动性，那么不可抗拒，传统媒体压根不会成为他扩大传播效果的同盟军。他的推文针对具体的个人，并且要求回复。值得注意的是，他在大众面前参与了许多个人间的对抗，例如与演员梅丽尔·斯特里普（Melyl Streep）、福特公司CEO，以及一家印第安纳波利斯电信工厂的工会领导呛声。接收端的人们很快就知道，呛声对手的品牌越大，线上交火的推文进入传播范围的就越多。有时，它的影响力很难消失。然而，处在接收端也会受益颇多，纽约时报和美国高端百货公司Nordstrom就是例证。

特朗普的推文是极具煽动性的，因为它们触动着你最原始的神经，他会大胆地说出人们难以轻易谈论的话题：种族、民族主义与全球主义、金融不安全、地位不平等，以及性别歧视等等。粉丝通过转发和赞扬他的推文以示鼓励，而他的敌人希望通过自己的评论和回复激怒他。特朗普通过推文寻求文化共鸣，这是今天品牌涅槃的方式，他发现了这一点。他知道，虽然自己是品牌意义的作者，但品牌其实是一个联合产物，须在一个文化阶段由一群人共同生产。

Twitter的140字的字数限制很容易导致信息的错误引用。在这些约束下，特朗普不必解释细节或详细说明上下文。而这也允许对信息进行多重解释。这种格式容易引起争议，鼓励媒体选择和发展不同种类的受众。

领导者应该考虑如何使他们的社交媒体信息具有煽动性，从而吸引注意力。除此之外，还要在远远超出了最初发布信息的社交媒体平台上，鼓励讨论。然而，决定要走多远，意味着要仔细权衡风险与收获，下面会针对这一点展开讨论。


自我形象的原始表达创造了私人化关系。
 与前总统巴拉克·奥巴马主要使用社交媒体来大规模地动员支持者不同，特朗普使用Twitter时，是与观众一对一进行沟通。特朗普的推文是未经过滤的、首发的，并且直接展示他的一切个人感受和情感，从对媒体到对美国著名户外品牌L.L. Bean，让人们觉得自己与特朗普之间有某种连接。不论喜爱与否，人们相信自己了解的是真实的特朗普。这种看似人与人之间的毫无保留，赋予了令人羡慕的真实性和比大众传播更强的影响力（和反弹）基础。

企业领导者能从中学到什么？真实度很重要。它是将一对多消息转换为一对一关系的秘密要素，能为品牌带来巨大的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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衡量风险和回报。
 直接向公众发出真诚的声音是有成本效益的。特朗普仅用了竞争对手在宣传自己观点上支出的一小部分，就获得了巨大的吸引力。在共和党提名比赛期间，特朗普击败了16个对手，但几乎没有在广告上花费多少钱。例如，党派初选时，在电视广告上，他获得每个选票大约只花费了2美元，就从初选中获胜。而共和党人中得票最高的克里斯·克里斯蒂（Chris Christie）大约是用257美元赢得一张选票，林赛·格拉汉姆（Lindsey Graham）获得每张选票花费247美元，而杰布·布什（Jeb Bush）的每张选票花费了241美元。在2016年10月大选期间，希拉里·克林顿花在电视广告上的钱大概是特朗普的3倍，两者分别是2.1亿美元和7400万美元。虽然特朗普在竞选活动的最后几周增加了他的广告支出，但其中大部分是投给了社交媒体。

然而这些数据计算并没能揭示出这种策略背后的巨大风险。通过煽动获得的吸引力的信息都很极端、疏离，且情绪易被点燃。它们不断挑战着受众的极限，让人感到不舒服。它们来自那些简单且不害怕出错的信息源。对于打算借用这一策略的企业领导者来说，你须考虑的是：你的煽动性能到达什么程度？

此前，从来没有人利用“大种子营销”和线上线下媒体的良性循环成为总统。但还有其他值得注意的成功案例：维珍集团创始人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有920万Twitter粉丝。而那个在1999年以5.7亿美元价格出售了一个未盈利网站给雅虎的马克·库班（Mark Cuban），买下了NBA达拉斯小牛球队，还是鲨鱼坦克（Shark Tank，又称创智赢家，美国ABC电视台一档发明真人秀节目——译者注）的明星，现在声称自己有610万Twitter粉丝。所有“明星高管之母”应该是金·卡戴珊（Kim Kardashian），她已将自己从一档非常受欢迎的电视真人秀收获的4950万名粉丝，成功转化为一个价值3亿美元的商业帝国。

所有这些家喻户晓的名人都有着自己的煽动方式，但还没有人能达到特朗普的影响力。也许在商业世界中最接近特朗普的人是T-Mobile的首席执行官约翰·莱格尔（John Legere），他自己身处弱势地位，但经常挑起与大品牌的竞争，甚至还与特朗普本人呛声，从而建立自己的品牌。

大多数CEO似乎明智地倾向于选择比较安全地通过个人披露与大众建立亲密关系，而非挑衅。能表达真实声音的，能让人感觉诚实且私人的CEO最有可能和受众产生联系。想一想Box的CEO亚伦·莱维（Aaron Levie）发表的关于特朗普推文的启发性评论，理查德·布兰森晒他为自己第一个女朋友写的诗，蒂姆·库克推荐One Republic乐队的新专辑，或是奥普拉·温弗莉在世界职业棒球大赛期间坦白她对芝加哥小熊队的喜爱。这就是为什么CEO的个人账号在社交媒体上比公司或品牌账号获得更多关注和参与的原因。

只有当CEO没有什么可失去时，极端的煽动策略才是可取的。原先获胜希望渺茫的特朗普和在移动通信市场底层的莱格尔就是这样。然而，特朗普的总统任期刚刚开始，他的战略在商业环境中绝大部分还未经测试，其效果和影响也还不清楚。但2016年已经证明了，我们的确迎来了一个新的品牌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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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比卡特
 是波士顿大学Questrom商学院营销学助理教授。苏珊·福尼尔
 是波士顿大学管理学Questrom教授以及高级副院长。马丁·纳森霍兹
 是波士顿大学传播学院数字传播教授，此前是纽约时报数字版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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霸气客服正当红


马修·狄克逊（Matthew Dixon），拉拉·波诺马雷夫（Lara Ponomareff），斯科特·图尔纳（Scott Turner）和里克·德力西（Rick Delisi），《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月刊文章








客户经常会因为客服态度不好而不满意。本文作者表示，原因是企业没有请到合适的一线客服人员，或者客服没有足够的资源处理复杂状况。客服可以分为7种类型。人数最多的是支持型体谅者，管理者最喜欢这种类型。热心负责的掌控者只占客服总人数的15%，却是最擅长解决客户问题的类型。




作者分析称，在转型自助服务的企业，客户代表面临的问题会越发难以解决，因为都是客户自己无法解决的难题。文中引用了一位管理者的话，他承认，正是因为这个缘故他负责的呼叫中心“总是弥漫着悲伤气氛。”


——斯宾塞·戴维斯

得州农工大学金融系学生





掌控者类型看似没有创新者之类价值高，因为创新者更有可能提供反馈影响产品或服务，推动对客户有持续影响的解决方案。客户不仅喜欢优秀的客服体验，还希望获得优质的产品或服务，而实现的唯一方式就是根据一线反馈持续不断改进。在多数企业里，客户支持方面最大的问题就是总被当作成本中心，而不是有价值的产品反馈源头。


——沃伦·约翰逊

微软公司首席项目经理





这种想法不只适用于呼叫中心。举例来说，我相信掌控者思路在咨询客户设计科技解决方案或流程时同样有效。设身处地为对方着想是掌控者动机中重要部分。掌控者会一心想着解决客户的问题。


——威廉·奥修丁

普华永道咨询经理





这篇文章对当今客户服务行业提供了详尽的分析。随着企业日渐推进自助式和自动化服务，服务补救已成为客户服务的核心技能。作者明确指出，客户指导方式需要改变，我很同意。动辄“在负责人办公室开会讨论”的方法已经过时，解决不了当前商业环境中的问题。


——肖恩·贝尔丁

贝尔丁集团CEO





我负责咨询呼叫中心30年了，这篇文章确实道出了现在很多企业面临的挑战。不过我要补充一点，管理层会阻挠聘请最优秀的一线客服代表。呼叫中心负责人通常是内部晋升，所以人数本来就占优的体谅者更容易升上领导岗位，他们工作的重心是努力完成手上的工作，不会积极有效地争取需要的资源。很多管理层故意指定不抱怨不闹事的管理者负责呼叫中心，结果是这块业务总是默默背锅。


——凯瑟琳·彼得森



PowerHouse咨询公司首席前瞻官






HBR.OR

近期热门话题





《今年多读（很多）书的八招》

8 Ways to Read (a Lot) More Books This Year



《情商包括 12 要素。哪些你需要改进？》

Emotional Intelligence Has 12 Elements. Which Do You Need to Work On?）



《企业选不出增长潜力大的员工》

Companies Are Bad at Identifying High-Potential Employees



《信任之神经科学解释》

The Neuroscience of Trust



《如果团队对什么都说好，合作就会迷失方向》

If Your Team Agrees on Everything, Working Together Is Pointless



《击败奉献疲劳》

Beat Generosity Burnout



《为什么说创新者应该研究威尼斯帝国浮沉的历史》

Why Innovators Should Study the Rise and Fall of the Venetian Empi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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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高估客户忠诚度


雷富礼（A.G. Lafley），罗杰·马丁（Roger Martin），《哈佛商业评论》1月刊文章








为什么企业总是被迫重新包装品牌？研究显示，竞争优势持续的秘诀在于尽量避免让客户选择。客户选择市场上领先的产品，是因为这样最简单。每次选择后，领先产品的优势又会比落选的产品高出一点，作者称之为累积优势。




如果其他方面都一样，习惯的力量远超过理性决策。如果面前有一堆品牌，你只会选择习惯下意识让你选的那款。不过现在其他方面的因素差别越来越大。

以克莱顿·克里斯坦森的“机会点”理论为基础，丽塔·麦格拉思（Rita Gunther McGrath）与作者观点对比中敏锐地观察到，只要客户的购物目标和方式不变，就会出现累积优势，即品牌强者恒强。只要出现更具吸引力，更简单，更便宜，又更巧妙的方式完成购物，累积优势就会被颠覆性优势取代。为什么？因为其他条件发生巨大变化：如今客户下意识里会认为新产品或服务比原来的好。


——米哈伊·约内斯库

战略系统咨询公司高级战略顾问





从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学界普遍认为客户（也可以说所有人类）都是“认知吝啬者”。人们用这个理论解释很多领域出现的次优选择现象，例如舆论形成、选举行为以及投资。本文在知识上的贡献在于，将“认知吝啬者”理论正确应用于消费品领域（例如，升级产品时注意不要过度革新；根据客户习惯设计等等），但应该充分肯定陈述客户决策过程中自发性作用的核心论文，之后的分析都是“站在巨人的肩膀上”。


——乔纳森·诺尔斯

Type 2咨询公司CEO



聚光灯栏目里这篇文章的辅文《习惯如何击败创新》也非常好，准确分析了更新产品可能导致的危害。但有两个关键概念不要弄混，虽然经常会有重合。“努力让产品脱颖而出”并不一定意味着“追求标新立异”。过分追求创新容易适得其反，但抓住一切机会突出产品亮点是非常值得的。只要对品牌合适，产品脱颖而出很重要。


——菲利斯·易索普

Ezop and Associates咨询公司总裁







众说 | Interaction



延伸目标的悖论


西姆·希特金（Sim B. Sitkin），切特·米勒（C. Chet Miller），凯利·西（Kelly E. See），《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月刊文章








延伸目标很少成功。问题在于真正适合延伸目标的企业——最近刚刚成功而且资源不多的公司很少用这种方式。现实中往往是身陷困境的企业在绝望中拓展目标，希望出现一线转机，结果都是失败。




延伸目标虽然可能对个人积极进取方面有帮助，但对企业可能会产生负面作用，尤其是基本目的有问题的时候。如果企业考虑实施，一定要确保员工内心就有动力，因为这是达成目标的关键，而且目标要基于现实而不是虚幻的空中楼阁。为了避免影响积极性，要设立短期目标。


——Ojoh Taiwo Oluwakayomide

Blackbit有限公司首席会计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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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找对问题了吗？


托马斯·韦德尔-韦德斯伯格Thomas Wedell-Wedellsborg），《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月刊文章








作者研究了17个国家91家公私企业里106位高管，发现其中85%的人都认为自己的公司处理问题能力不够，87%的受访对象认为，这种情况会导致巨大成本。调查发现这些高管最头疼的不是解决问题，还是找出问题在哪。作者提供了7种可以有效重新界定问题的方法。




斯坦福大学教授伯纳德·罗斯（Bernard Roth）也提到过要正确找出待解决的问题。他用设计思路重新界定问题，同样是简单快捷的方法。他建议问问自己，“如果我解决了这个问题会有什么用？”

这个思路符合作者提出的7种方法么？


——法哈德·阿拉马里

沙特阿拉伯哈立德国王大学助理教授






作者回复：
 我提出的框架并没打算特别全面，只是分享了我发现对繁忙管理者比较有效的做法。很多其他专家提出过设计式思考活动，还有其他一些地方有人提出有效的重整思路技巧，我鼓励你多实践各种方法，看看哪些最适合自己。你提出罗斯的问题就是个很强有力的例子，其实我研究目标的方法跟他的理论类似。

不过更广泛地说，我发现世界上的问题太复杂，不可能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问题。我建议首先要问，“我们要解决的问题是什么”；然后问，“关于这个问题有没有不同的思考角度？”，然后看看哪个问题（我提出的还是别人提出的）更适合当前实际面临的困难。最后记住也要审时度势。正如我在文中提到的，只是问出正确的问题还不够。





抢鲜读COMING SOON



*具体内容请以最终出版为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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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7年6月刊“大思路”


创新的另一面

产品激增的问题

荷兰最具价值的品牌皇家飞利浦一直是产品创新的领头羊。但21世纪头10年里，其收入下滑了40%，市值也大幅下跌。问题出在哪？后来发现问题是过度创新。21世纪初，飞利浦领导层强力扩充公司的产品线，出现大量新产品和新服务。但由于公司允许不同的产品和地区设计出独立的系统支持自己的产品和客户，极大增加了业务的复杂程度。过于复杂的业务引起客户和员工抵触也就毫不奇怪了。

这就是创新的另一面。飞利浦的客户被迫重复输入同样的数据，跟不同的业务部门打交道体验不一致，要完成某件事不得不联系多个人，如此创新的结果反而是伤害公司。内部员工无法获取重要客户的信息，工作中处处碰壁受挫，公司利益也会受损。后果甚至可能导致公司倒闭，皇家飞利浦就差点如此。

基本观点是：越想为公司产品线增添有效益的创新，越有可能导致业务复杂，从而降低效率。为解决这个问题，作者马丁·默克尔（Martin Mocker）和简妮·罗斯（Jeanne W. Ross）提供了3条建议：不要只想着增加，要专注产品整合；确保产品开发人员与直接接触客户的员工密切交流；扼要说明产品开发目的，为决策提供指导。




[特写]


人才诅咒


有时把“未来领导者”放到快速发展的业务上，并不一定能如预期帮助他们快速成长。对很多人来说，被认定为人才反而是祸不是福。结果要么是还没成熟就经历考验，要么拖累进步，成长受阻，参与度降低，业绩也一蹶不振。问题症结在于：虽然有志气的领导者才会努力工作达到别人的预期，但某些一开始让他们脱颖而出的素质，亦即帮他们表现优秀并积极工作的素质会逐渐埋没。他们的表现越发跟别人一样，渐渐耗尽精力和抱负。最后要么另寻他路，要么开始学会做表面功夫。即便特别注重培养领导力的公司也同样可能发生。




[实战复盘]


道富银行CEO为前途渺茫的年轻人寻找工作机会


我们的思想都是直线式的：如果设备存储量增加，就能容纳更多电影。但很多事并非线性。如果告诉你把油耗10MPG的车升级到20MPG，比起将油耗20MPG的车升级到50MPG明智，会不会惊讶？因为事实就是如此。非线性现象在商业各个领域都会发生，从经营到财务、到决策都会遇到。种种现象都在挑战大脑，让我们用不同的方式处理并寻找更好的决策。这篇文章非常注重实际，列举了大量实例和图表，简要介绍了4种常见的非线性情景，以及应对之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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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其不意的行为能发挥重要作用。

前沿

项目推介会上

风投到底看什么

HOW VENTURE CAPITALISTS REALLY ASSESS A PITCH

蒋荟蓉 | 译 齐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风投者不想看见某些表现，如果你过于感性或表情丰富，那你应该考虑通过练习来避免表现出这些特征。


进
 入学术界以前，拉克希米·巴拉钱德拉在两家风投公司工作过几年，其间多次目睹一个令人大惑不解的现象：风投者收到创业者的商业计划，读完，激动起来，研究一下那个行业，热情有增无减，于是邀请创业者来做正式的项目推介会，然而听过推介后就完全失去了投资的兴趣。为什么一个项目写在纸上显得很有前途，经过做项目的人介绍反而不行了？“所以我去读了PhD，”如今在Babson College担任助理教授的巴拉钱德拉说，“我想分析和研究风投者和创业者之间的这种互动。”

在开始研究前，巴拉钱德拉就有某种预感。许多创业者认为投资决定取决于项目推介的本质，即传达的信息和逻辑，这些东西往往已经在PPT上写明。但多数风投者事先就看了PPT，与创业者本人见面是为了提问、明确疑点以及评估创业者性格。为了更好地理解这种动态，巴拉钱德拉用了约10年时间研究项目推介会，并将得到的结果量化。一些规律从一开始就显而易见，比如，带着笑容做推介的创业者，以及与风投者有共同朋友的创业者更能成功。经过一番深入挖掘，巴拉钱德拉得出了以下4个主要结论：


激情的作用被高估了。
 巴拉钱德拉研究了由真正的风投者做裁决的麻省理工学院创业大赛中185个一分钟推介视频，关掉声音，仅凭画面评估每位创业者的活力和积极或消极程度，并且掌握了创业者的性别、外貌以及所在行业的市场规模。风投者和创业者两个群体都普遍认为，“激情”是一种好的品质，说明创业者精力充沛、坚持不懈并能投入工作。“大家都以为他们想看见你拼命努力工作。”巴拉钱德拉说。但研究人员评估了进入决赛的创业者，发现事实正好相反：冷静的举止态度更受裁判青睐。后续研究表明，人们将冷静等同于领导能力。所以，请给热情降降温，冷静镇定地做准备。


信赖的作用大于能力。
 在第二项研究中，巴拉钱德拉与加利福尼亚的天使投资者网络合作，他们每月聚在一起听创业者做20分钟的项目推介。每场推介结束后，投资者立刻填写详细的问卷调查，表达感想并简单说明自己是否愿意让这家公司进入尽职调查（即投资前的下一步）。结果显示，对初创公司的兴趣更多地取决于对创业者性格和可信赖度的看法，而不是创业者的能力。巴拉钱德拉说，这一点很有道理。如果CEO缺乏的是某种技能，如财务或技术，那么可以自行接受培训或者聘请具备相应技能的人才，但性格已经成型。而且，因为天使投资者往往要跟创业者紧密合作数年，进行高风险投资，所以他们要确认新搭档是坦诚直率的人，不会再增加风险。研究表明，表现出自己值得信赖的创业者，获得投资的几率高出10%。


可教导性很重要。
 天使投资者比传统的风投者参与得更早，对他们来说，影响决定的不只是潜在回报，也有自我价值。多数天使投资者自己就是经验丰富的创业者，有意指导别人实践，所以他们更倾向于投资到自己可以增加价值的地方。因此，创业者必须乐于接受反馈，能当个好学生。

巴拉钱德拉的这个结论，是通过对上述加利福尼亚投资者网络的问卷调查和视频评估得出的。研究者考察了视频中能够说明创业者是否表现出乐于接受他人建议的举止，如回应问题时点头和微笑。如果分析和调查验证了该创业者的确如此，而且投资者有相关行业经验、可以运用自己的知识为创业者增加价值，那么这家公司就更有可能进入尽职调查。


性别刻板印象发挥作用。
 巴拉钱德拉最初在风投行业工作的时候很少遇到其他女性，风投者和创业者都没有。她说，94%的风投者是男性。（后来她在一家全部由女性组成的公司工作，专为女性创业投资。）在研究中，她和同事用麻省理工学院创业大赛的视频，验证风投者对女性创业者有偏见的假设。研究者记录了做演讲的创业者性别，评估此人是否表现出刻板印象中的男性举止（强势、支配、进取、坚持自我）或女性举止（温柔、敏感、表情丰富、感性）。分析表明，性别本身不会影响成功，但具有高度女性化举止的人推介成功率低于其他人。“研究显示，风投者对女性特征有偏见，”巴拉钱德拉说，“他们不想看见某些表现，如果你过于感性或表情丰富，那你应该考虑通过练习来避免表现出这些特征。”

创业者应该记住的最重要的一点是，不要把项目推介当作正式演讲，应该更多地把它当作一场即兴谈话，态度和思维方式比商业基础更重要。仔细听投资者提出的问题，认真考虑过再回答。如果不知道，就说你会去学习，或者询问投资者的看法。对于批判性的问题，不要表现得很戒备。巴拉钱德拉建议，与其纠结PPT上的具体细节，不如“想想如何表现得冷静镇定、乐于接受反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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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冷静、镇定与能力》（Calm, Cool and Competent: The Impact of an Entrepreneur’s Displayed Emotions on Investor Decisions，工作论文），作者巴拉钱德拉、科比特（A. Corbett）；《项目推介中的信赖感》（Pitching Trust: Investors Value Character over Competency，工作论文），作者巴拉钱德拉；《投资者导师》（Investor Mentor: Evaluating the Entrepreneur as Protégé，工作论文），作者巴拉钱德拉、萨皮恩扎（H. Sapienza）、金（D. Kim）；《性别刻板影响如何影响投资者决定》（Don’t Pitch Like a Girl! How Gender Stereotypes Influence Investor Decisions，即将发表于Entrepreneurship Theory and Practice期刊），作者巴拉钱德拉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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邦格·高（Bong Koh）

“我喜欢投资给有使命感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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摄影：瑞安·杨（Ryan Young）





邦格·高曾供职于旧金山湾区一家传统风投公司，与他人联合建立了3家初创公司，其后推出了位于芝加哥和洛杉矶的早期投资基金KohFounders。他对《哈佛商业评论》说了自己如何评估创业者。以下是访谈节选。




创业者是否高估了自己推介的商业创意，对展示方式重视不足？


我完全相信，是这样的。商业创意的确很重要，但我倾向于在决定参加推介会前就过滤掉自己不感兴趣的创意和市场。创业最初阶段，你是天使投资者或者种子前投资者，没有太多信息能说明这个公司能否获得推动力。你必须推测它们是否有市场，评估推介的其他方面，这时候你对这个团队的信赖感就占到很大的比重。对我来说，如果要决定这是一个我想探索的市场机会，信任是最首要的。我想知道这个创业者是否愿意竭尽全力做成这件事情。




研究指出，冷静的态度比激情更加吸引投资者。你同意吗？


我其实更喜欢充满激情、精力充沛的创业者。创业的人要么是为了钱，要么是为了使命，我喜欢投资给后者，这样的人真心相信自己要解决的痛点。




创业者希望接受指导，这一点有多重要？


我无法让一家公司成功。自称能做到这种事的投资者都是吹牛。也就是说，我确实在寻找能成为好搭档、乐于接受反馈的人。太抗拒他人反馈的人可能很难共事。




在一场推介会的时间里评估这些特点有多难？


我试着不过分关注创业者做推介的方式。有人很擅长应对工作面试，但实际工作一团糟，同样，很会做推介的人可能实际操作起来没那么好。在投资之前，我尝试在推介以外的场合跟创业者多接触。这是我不在湾区投资太多的原因之一，湾区的生意变迁太快，要在做决定之前跟一家初创公司多接触是很难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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忠诚

何种情况下客户会跟着跳槽员工一起离开






员工流动
 令专业服务机构格外苦恼，因为客户往往跟着离职员工转投新公司。在一项新的研究中，研究人员运用公开记录来判断客户何时会跟着员工换公司、何时会留下。

一个重要因素是客户与这位员工、与公司合作的时间长短。客户与离职员工合作的时间超过6个月，跟随员工一起离开的几率平均提高近2%，与公司合作的时间则可以抵消这种影响。客户与公司合作时间多处6个月，跟随离职员工一同离开的风险降低约1%。这两种影响的相对值相当可观：3年半年后，客户跟随离职员工离开的几率翻倍。合作关系结构也有影响。接受团队服务的客户跟着某一位员工离开的几率较低，团队中有专业人员时更是如此。专门负责一个方面的员工很难复制整个团队提供的服务。

虽然这项研究针对的是离职员工，但结果对专业服务公司有着更加广泛的意义。研究者说：“我的发现提供了初步证明，可以帮助管理者识别最有可能流失的客户，也提供了一些通过调整合作关系结构保持客户忠诚度的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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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在商店货架上，一系列产品水平摆放，而非竖直摆放，购物者就会看到数量和种类更多的东西，进而购买更多东西。双眼视觉增强了眼球水平运动，所以这样摆放效果更好。




《水平展示与竖直展示对商品分类、多样性感知和选择的影响》（A‘Wide’Variety:Effects of Horizontal Versus Vertical Display on Assortment Processing,Perceived Variety, and Choice ），作者邓晓雁（音）等人







旧档重提：《哈佛商业评论》1987年7-8月刊





“管理者是否愿意把公司的未来交给事事‘猜测’的智能计算机系统？……答案是否定的。这种系统要真的投入使用，除非管理者已经死了。”


《探讨人工智能》，作者博·希尔（Beau Shei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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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员工流动与公司间合作关系转移》（Employee Mobility and Interfirm Relationship Transfer: Evidence from the Mobility and Client Attachments of United States Federal Lobbyists, 1998–2014，即将发表于Strategic Management期刊），作者约瑟夫·拉菲（Joseph Raffi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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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销

别在2020年推出产品





来自年度“最难忘的新产品发布”（Most Memorable New Product Launch）调查的新数据显示出一个有趣的规律：美国消费者对2008年、2012年和2016年推出的产品，记忆程度平均比其他几年的产品低了至少10%，其原因是总统大选吸引了消费媒体和消费者的注意力。研究者说：“立法和政策改变人们生活的方式，产品几乎无法比拟。”竞选广告和相关报道带着强烈的激情，所以“新产品更难唤起集体消费意识”。2016年打破了这种障碍且成绩不错的产品有苹果iPhone 7，特斯拉Model X、亚马逊Echo Dot和一些快餐及零食产品。




能回忆起某个新产品的消费者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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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2016年度最难忘的新产品发布调查”，由Schneider Associates和SentientDecision Science开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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奢侈品

购买者需要好的理由

促使他们花更多钱






研究表明，
 消费者往往对于购买奢侈品怀有罪恶感，因为过高的花费似乎是毫无意义的浪费。要消除这种罪恶感，营销者可以强调功能性的借口——这是研究者提出的概念，即商品的实用特征，帮助人们将花销正当化。这样的例子有高端SUV的越野能力和LV手包里的手机保护袋。研究者分析了网上的评论，了解实用性对于提高价格的重要性，并且通过检验广告来了解强调实用特征时消费者愿意多掏多少钱。例如，孕妇看到Coach尿布包的广告上说这个包里有地方可以单独放婴儿尿布，就表示愿意多花50%的钱。研究者称：“有创意的营销者设计产品、宣传和广告时，要同时顾及消费者对奢侈品的渴望和对正当理由的需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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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功能性借口》（The Functional Alibi, the Association for Consumer Research期刊2016年发表），作者阿纳·凯南（Anat Keinan）、拉恩·基维茨（Ran Kivetz）、奥代德·内策（Oded Netz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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销售

短期指标如何影响利润






销售团队管理者
 面临的一大问题是，设置奖金指标时如何决定完成指标的时段长短。提前达到指标的销售人员可能懈怠下来，落后的人则会觉得指标无法完成。为了检验短期指标的效果，研究者与瑞典一家电子产品零售商合作，该公司将激励制度的每月指标改成了每日指标。

正如理论推测一样，这种改变使绩效一向欠佳的销售人员的表现得以提升，因为考核周期较短，这部分人不容易落后并中途放弃。不过，抛开过去表现不谈，多数销售人员变得更注重提升低价商品的销量。这种做法减少了退货，但却导致高价商品销量降低，利润随之减少。（公司原本担心每日指标会让销售团队冲过头，但研究并未发现此种迹象。）“运用每日指标，每一天都是一个新的开始，”研究者这样写道，“（但）公司必须谨慎应对这一举措无意中对原本表现较好的员工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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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财富》评选出的“美国最受尊敬的公司”榜单上前一百家公司的CEO，自1992年至2010年的年均收入比其他大公司领导者低50万美元。管理者会为了领导名牌公司获得的社会地位和未来职业发展而放弃高薪。




《名牌公司对高管收入的影响》（The Impact of Firm Prestige on Executive Compensation），作者弗洛朗·福克（Florens Focke）、厄恩斯特·毛格（Ernst Maug）、亚历山德拉·尼森-卢恩兹（AlexandraNiessen-Ruenz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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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指标周期对销售人员表现的影响》（The Effects of Quota Frequency on Sales Force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a Field Experiment，工作论文），作者道格·庄（Doug J. Chung）、达斯·纳拉亚达斯（Das Narayanda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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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金筹集

对定额捐款的赞成和反对意见





行为经济学家知道，默认选项增加了参加养老保险（401(k)）和器官捐献项目的人数。这样的“助推”在慈善募捐方面效果如何？非营利机构常常设置建议捐款数目，新的研究运用实验室实验、在线研究和实地测试考察了这种方式的效果。结果显示，设定建议捐款数目不会使捐款总额减少，也不会让人们产生负面印象。如果建议捐款数额较低（低于历史数据中位数），就会有更多的人捐款，但每个人捐出的钱数比没有建议时要少。与之相比，建议数额较高时，捐款的人减少，每个人捐出的数目比平时更多，而人们的评价会降低。

这个结果令人吃惊，因为76%的顶级慈善机构不设置默认捐款数额，担心流失潜在捐款者；而设置默认数额的机构中，86%选择了非常低的数额。研究人员建议慈善机构通过测试来判断设置默认捐款数额对捐款总数的影响。他们还建议机构参照资金筹集战略设置默认捐款数额；“定额较低可以鼓励新的捐助者，但对于经常捐助的人，设置较高的数额能筹到更多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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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要求”何时应当成为助推？慈善捐助默认数额的效果》（When Should the Ask Be a Nudge? The Effect of Default Amounts on Charitable Donations，发表于2016年Marketing Research期刊），作者因杜拉尼尔·戈斯瓦米（Indranil Goswami）、奥列格·乌尔敏斯基（Oleg Urminsk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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零售

销售人员何时应退后





零售店通常鼓励店员帮助顾客，但店员干涉可能产生负面作用。研究人员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考察店员和购物者交流在何时有益，何时适得其反。研究发现，关键在于留给顾客足够的隐私空间：如果顾客发现自己在不需要或不想得到帮助的时候依然被店员观察，他们往往会走开，放弃刚才考虑要买的东西。在一项研究中，购物者感到自己的个人空间受侵犯时，购买原本计划要买的商品的几率降低了25%，而不必要的目光接触会使这个几率降低37%。涉及指甲油、染发剂等修饰外表的商品和计生用具、厕纸等令人尴尬的商品时，顾客对隐私的需求最为强烈。

为确保顾客隐私，研究者提出若干策略供参考。零售商可准备购物篮，消费者可以把自己买的东西“藏起来”；设置“求助”按钮和自助结账台；容易失窃的物品放在自动售货机里（让消费者可以自行完成购买），不要放在锁柜里。他们说：“购物隐私不是说要创造一个店员和购物者完全不交流的环境，而是要让购物者自行掌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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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零售店的私人空间侵入》（Retail Space Invaders: When Employees’ Invasion of Customer Space Increases Purchase Intentions，发表于2016年the Academy of Marketing Science期刊），作者卡罗尔·埃斯马克（Carol L. Esmark）、斯蒂芬妮·诺布尔（Stephanie M. Noble）；《购物者察觉到被店员注视时的反应》（I’ ll Be Watching You: Shoppers’ Reactions to Perceptions of Being Watched by Employees，工作论文），作者卡罗尔·埃斯马克、斯蒂芬妮·诺布尔、迈克尔·布雷齐尔（Michael J. Breazeal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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运营

公司善用数据有回报





一项新的研究考察了美国334家大型公司，根据这些公司利用实时客户数据及分析、利用需求分析和预测模型制造并输送产品、把握客户使用产品的远程数据以及运用技术提升员工表现的情况，划分了数字“领先者”和“落后者”。研究发现，领先者和落后者投在IT方面的收入比例相同，结果却不同。领先者运用技术，以全新的方式运营。例如汽车保险提供商Allstate、Progressive和State Farm用联网设备监控客户的驾驶模式，使公司以更高效的方式定价。研究者称：“领先者以一种不同的战略思维察觉数字机会，以不同的运营模式把握机会。”下图展示了领先者和落后者自2012年至2014年在三个重要指标上的表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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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罗伯特·博克（Robert Bock）、马尔科·扬西蒂（Marco Iansiti）、卡里姆·拉卡尼（Karim R. Lakhani）；标普资本智商库（S&P Capital IQ）；Keystone Strategy







女性创业者因个人原因退出公司的几率比男性高出15% ，
 而人们往往误以为她们退出是由于事业上的失败。



《是失败还是自愿退出？重新评估女性表现不佳的假设》（Failure or Voluntary Exit? Reassessing theFemale Underperformance Hypothesis），作者拉齐达·贾斯托（Rachida Justo）、道恩·德蒂恩内（Dawn R. Detienne）、菲利普·西格尔（Philipp Sieger）





[image: ]



关于本研究：
 妮娜·马萨尔（Nina Mazar）、克里斯蒂娜· 尚帕尼尔（Kristina Shampanier）、丹·艾瑞里（Dan Ariely）：《概率式免费营销研究》（When Retailing and Las Vegas Meet: Probabilistic Free Price Promotions，《管理科学》（Management Science ），20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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领导力

技术能力打败情商





在很多技术领域，人们担心个人工作能力强的人晋升为管理人员效果不好，毕竟技术能力不代表人际能力。不过，一项涵盖了美国和英国3.5万人的新研究显示，上司是不是组织核心业务的专家，会对员工的工作满意度产生很大的影响。研究者提出三个问题：管理者在必要时能否承担员工的工作？管理者是否因为工作优秀而得到晋升？员工如何评价管理者的技术能力？他们说：“我们发现，人们被真正拥有专业技能的人领导时满意度高出许多。”

这项研究是迅速发展的“专业人士领导力”领域的另一个数据点，并且印证了一项正在发展的认知：虽然情商和组织能力很重要，但专业技术能力会给予领导者至关重要的可信度。研究者表示，这项研究说明，医院领导者应该是医生，大学领导者应该是顶级研究人员，而不是现在常见的一般行政人员。数据也显示，上司技术水平高，是目前影响普通员工工作满意度的最大积极因素。研究者说：“影响效果之大，连我们都为之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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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本研究：
 《领导者能力与员工幸福感》（Boss Competence and Worker Well-Being，即将发表于Industrial and Labor Relations Review ），作者本杰明·阿茨（Benjamin Artz）、阿曼达·古多尔（Amanda H. Goodall）、安德鲁·奥斯瓦尔德（Andrew J. Oswal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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董事会

董事难以应对网络威胁





由于网络安全问题招致客户不满和批评的大公司越来越多，但董事尚未认识到自己的公司也可能出现这种问题。在一项针对60多个国家5000余位董事的问卷调查中，只有38%的受访者高度关心网络威胁，做好准备应对这种威胁的人数则更少。研究人员给出23项董事会责任，让受访者根据董事会处理的效率排序，结果对网络安全的准备排在最后。要改善这一点有两种措施：在董事会议上定期讨论网络安全问题，并让管理者请外部专家来做相关介绍。



表示对以下风险领域“十分担心”
 或“极其担心”
 的董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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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示对以下风险领域“做好了准备”
 或“准备很充分”
 的董事比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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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 哈佛商学院鲍里斯·葛罗伊斯堡（Boris Groysberg）、郑耀珠（J. Yo-jud Cheng，音）；女性公司董事基金会（Women Corporate Directors Foundation）；史宾沙（Spencer Stuart)；独立研究者黛博拉·贝尔（Deborah Bell）。







前沿 Idea Watch
 / 奇思辩 Defend Your Research




有时候，

少创新为好

SOMETIMES, LESS INNOVATION IS BETTER

斯科特·贝里纳托（Scott Berinato） | 访 齐菁 | 译 蒋荟蓉 | 编校





[image: ]

伦敦城市大学教授保罗·阿韦尔萨（Paolo Aversa）与同事一起，记录了30年来300多辆一级方程式赛车（F1）上的创新与比赛成绩之间的对照。他们发现，在某些情况下，创新越多，表现反而越差。他们的结论是：






阿韦尔萨教授，

捍卫你的研究吧！



阿韦尔萨：
 这项研究始于我们的观察：在一些F1比赛中，没有在最低要求之外进行创新的基本款赛车表现更好。我跟意大利国际社会科学自由大学（LUISS University）的亚历山大·马里诺（Alessandro Marino）、亚利桑那州立大学的路易斯·梅斯基塔（Luiz Mesquita）和俄亥俄州立大学的贾迪普·阿南德（Jaideep Anand）合作，将观察更进一步，对过去30年F1比赛的数据进行统计模型分析。分析结果表明，创新并非总能带来更好的结果。我们用函数曲线表示两者间的关系，得到了一个倒U形曲线，说明创新的增长在最初有助于提高表现，但过了某个点之后就会产生反作用。不过，这项研究真正的突破性发现是，某些情况下创新更少的赛车成绩更好。普通的赛车手可以驾驶普通的赛车赢得比赛。





HBR：
 为什么创新更少的赛车成绩会更好？


我们认为这跟参与创新时的环境有关。如果你的产品像F1赛车这样复杂，并且处在动荡的市场中，你会本能地想要创新，想要为了跑在一切变化前面而投资。但在这样一个不确定的动态环境里，创新失败的几率非常高。一般来说，更好的做法是等待形势稳定下来再行动，让那些急着在动荡时期创新的人失败去吧。




F1赛车的情况就是这样吗？


是的。举个例子来说，2009年F1官方宣布，参赛队伍可以驾驶混合动力赛车参赛。这很令人激动，但也带来了巨大的不确定性。此前没有人用混动赛车参加过F1比赛。多数车队都开始潜心研究混合动力技术，改造赛车。这是非常巨大的创新投资。

有一个车队没有跟风：F1业界传奇罗斯·布朗（Ross Brawn）的车队。在他买下车队之前，车队一直成绩欠佳，资金预算有限。布朗的团队没有投资新技术，而是设计了坚固的基本款赛车，由前年排名第18的车手詹森·巴顿（Jenson Button）驾驶。在比赛中，这个组合甩开了所有努力创新的混动赛车，赢得了冠军。




在稳定的市场中要挑战极限，而在动荡的市场中要专注提高效率。






也许只是运气呢？或者那一年那个车手状态特别好？


赛后我们进行了分析，结果显示并非如此。而且，等到混动技术逐渐稳定，不确定性降低，布朗就投资了。猜猜怎么样？他的车队后来改名为梅赛德斯（Mercedes），又一次赢得了冠军。他就是要等到技术成熟之后才去用。




但你怎么知道自己是不是处在动荡的环境中？


动荡主要取决于三个因素。其一，变化的强度。与其他时期相比，行业发生了多大的变化？其二，变化的频率。变化多久出现一次？其三，可预测性。你能看到变化发生吗？三者之中，可预测性最为重要。只要是可以预见的变化，你几乎都可以应付。但如果可预测性很低，而且变化频率高，或者变化强度很大，你就须缩小创新规模，等待形势稳定。假如三个因素都对你不利，那你当然更应该少进行创新。




F1赛车好像太特殊了。这个研究发现真的能够应用到其他行业中吗？


我们已经在其他领域运用了这一理论。设想任意一种复杂产品，例如手机或药品，我们看到，一旦市场受到新规发布、政策变化等外部力量冲击，急于创新的公司都容易输掉竞争。突如其来的变化造成了不稳定性，似乎亟待创新，但这个时候更好的做法可能是按兵不动，专注于执行和提升效率。

这三个因素可以用来分析许多行业。时尚行业，变化强度中等，款式、材质等特征都会循环；变化频率稳定，随季节而变化；可预测性非常低，很难猜测下一波流行的是什么。音乐载体，变化频率在提升，但仍然不频繁，黑胶唱片已经存在了数十年，CD也出现了很多年；变化强度巨大，从CD变成流媒体服务；可预测性现在也很低。

我们已经在各个领域应用了这些原则，从啤酒到金融行业，当然还有F1赛车。




听到你说“也许不应该创新那么多”，公司高管是不是很惊讶？


我们不会这么说。F1车队只有一个产品，就是赛车，但多数公司有一系列的产品。所以我会考察公司产品面向的不同市场，看看哪里应该因为不确定性而缩减创新规模。我从来不会让公司停止创新。我会建议在稳定的市场努力寻求创新，在另一个动荡的市场就要专注提升效率。




没有投资全新技术的车队最终赢得了比赛。






为什么研究F1？


我父亲是工程师，我一直很喜欢F1。我自己会开赛车，并且参与设计赛车、组建车队。我从小跟父亲一起看比赛。F1是一项神奇的运动，看起来获胜的总是最顶尖的赛车，但我注意到，有时候平凡的车手驾驶着普通的赛车也会赢。我跟父亲讨论过这是为什么。我父亲觉得是运气，但我不认同。我对他说，“总有一天我会证明你是错的。”




说到底你是在跟父亲打赌？


这项研究也不容易。我们要收集大量的设计图，整理赛车创新六个要素的相关数据，比如底盘、轮胎和空气动力学套件，还要弄清楚是否每个赛季都有更新。然后，我们给每个要素的创新程度打分，从0到3，3分表示创新度很高，0分则是几乎没有创新。最后我们要跟工程师一起审查分数。




为了证明父亲的观点是错的，你真是花了不少力气。


我给他看了我们的研究成果，他很高兴，承认我赢了。让父亲认同我，只用了20年。




你还想把这项研究往什么方向发展？


我们还在研究动荡环境的其他影响，尤其是对管理者建立合作关系的可能性的影响。不稳定时期发生的事情，有很多方面可以研究。比赛还在继续。




你所处的市场环境是否动荡？

在动荡的行业，创新可能是极其危险的。要评估自己所处行业中的不确定因素，请回答以下这些问题：




变化强度


□ 形成竞争的力量是否在经历彻底的转变？

□ 行业的结构、技术标准或竞争对手是否正在发生重大变化？

□ 相关法规是否稳定？

□ 需求或价格是否有重大波动？




变化频率


□ 行业是否在你全面实施某项创新之前发生变化？

□ 最近一段时间，行业中发生了多少变化？

□ 竞争对手是否在不断发布创新？

□ 竞争对手发布创新的速度是否比你更快？




变化的可预测性


□ 你能否预测行业中各方关系的变化趋势？

□ 你能否预测下一个变化发生的时间？

□ 竞争对手最近的行动是否有规律可循？

□ 你能影响行业未来大事件的性质和时机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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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题的关键是建立一个帮助孩子们顺利从校园步入职场的系统。






20
 14年，我接到马萨诸塞州州长办公室的电话，让我参与一个政府与民间合作（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的项目，他们希望提高全美社区大学的教育质量。每位CEO都偶尔会接到这类电话，而且劳动力发展是我关心的一个问题。我愿意在力所能及时提供帮助，所以我同意了。

我参加了几次会议，很快有了挫败感。这不是我第一次参与政府与民间合作的项目，虽然之前有些项目非常成功，但大多都失败了。这会让人有些麻木。在一次会议中，我开始幻想，以道富银行（State Street）的影响力，也许我们自己能够解决一些劳动力发展问题。

道富有一个大型慈善基金会，我们已经在教育和职业培训方面投入了数百万美元。公司是波士顿最大的雇主之一，每年雇用上万名初级员工。这非常重要，对所有人来说，一份工作和一项事业就是教育阶段结束后的胜利。与非营利机构不同，我们能够提供更为实际的工作。此外，公司有大量的千禧一代，他们愿意成为志愿者。在年轻人从高中升入大学再到工作的过程中，导师制是提供全方位帮助的关键。在道富，如果想为学生找个导师，你都不用问第二次。

我开始在公司内部谈论这个想法，员工们都跃跃欲试。我们想超越“点状”的应对措施，创建一个全面、系统和可规模化的项目，目的是产生能测量且可持续的结果。

这就是我们开发“波士顿WINs”（Boston WINs）项目的原因。WINs是“劳动力投资网络（workforce investment network）”的缩写。该项目于2015年启动，我们承诺投资2000万美元、在4年后雇用1000名市区高校的毕业生。到目前为止，效果很不错。我们聘用了200多名毕业生，他们与公司文化的契合度非常高。在公司外，与我交谈过的每位企业领导都对这一模式很感兴趣。



城市教育是核心

我来自中产阶级家庭，所以对经济机会的思考很多。我在波士顿郊区长大，家里有5个孩子。读大学时，我一直做兼职，用自己赚的钱和助学贷款付了学费。我的贷款还到了30多岁。

我父亲在道富银行工作了32年，当时的公司与现在非常不同。在上世纪70年代，道富开始从传统银行向技术驱动的金融服务公司转型。

道富这个转变吸引了我。大学毕业后，我到美国贝尔公司（AT&T的子公司——译者注）工作，它向大型企业销售通信器材，并与IBM等公司竞争。我在那里接受了大量现在称之为信息技术的培训，还在其中一门课程中遇到了我的妻子。当旧贝尔系统（Bell system）解体后，我离开了美国贝尔。但我对技术的青睐没变；我开始专注于寻找用技术手段实现服务和打造能力的方法。

1985年12月，我父亲从道富银行退休，一个月后我加入公司。最初，我用10年时间，在堪萨斯州运营道富银行的一个合资公司。2000年，我回到波士顿，负责公司全球投资服务业务，最终晋升为副董事长，后来成为总裁。2010年，我成为道富银行的CEO。

一直以来，我都参与了当地的慈善事业，特别是成为波士顿男孩女孩俱乐部（Boys & Girls Clubs of Boston）的积极支持者和董事会成员。我有机会到一些俱乐部观看他们的慈善工作。他们提供课后托管、教授技能和组织运动队等服务，还辅导孩子们的功课。这类慈善组织能做的好事非常多。道富参与了一些城市学校的实验项目，我也会去帮忙。

这些工作让我开始相信，如果在这个世界上我只能解决一个问题，我会选择城市教育问题。社会问题往往互相关联，很多问题都与城市教育有关。改善城市教育能够创造经济增长，减少犯罪，缓解失业及社会矛盾，减少无家可归者的数量。这些年来，我参观了很多学校，有一部分非常杰出，但提供良好城市教育的解决方案比较分散，没能形成规模。



接力赛式工作

对这个问题的思考得越多，我越意识到，必须提供课堂之外的内容和服务，这样才有效果。让学生从高中、升入大学再有一份好工作，这须要管理一系列的切换和过渡，就像接力赛中跑者之间必须传递接力棒。举例来说，一些非营利机构善于指导高中生提高学习技巧或在高考中取得好成绩。但它们很少帮助学生们做大学择校和入学申请，但这是合乎逻辑的下一步。有另一些非营利机构提供这种帮助，但学生们很难在两类机构间作权衡。进入大学后，学生们同样需要指导和辅导，确保他们顺利入学并持续成功，这需要不同类型的支持措施。在这之后，他们适应职场和找工作也需要帮助，而所需支持的类型又不同。这与医院体验相似：病人也许会被好几个专家治疗，医生们必须相互交流，才能保证一切顺利。

我们希望创建一个项目，能够整合年轻人在高中、大学、工作各阶段的多种需求，为他们提供必要的专业服务。关键是要建立在各专业服务间的协作系统，而非任由学生自己在多个组织和解决方案中选择所需。

简而言之，我们想联合少数非营利机构，它们有帮助学生从教育系统进入职场的经验。通过我们的资金，它们能够扩大规模，不用再单兵作战。我们彼此合作，致力招收大量的毕业生。



5个合作伙伴

有了愿景之后，新问题来了：我们如何实现它？

通过慈善基金会，我们已经和一些善于解决局部具体问题的慈善组织有了联系，但不想仅限于此。我们对外发布了征询方案，然后举办了一场非营利机构间的竞赛。胜出的5支队伍能在未来4年获得资金。一直以来，非营利机构都渴望长期的资金支持，所以找到多家机构参赛没什么难度。

直到参与了我们的筛选程序后，它们才意识到这会有多难。要想加入“波士顿WINs”，这些机构需要开始与其他组织合作，而这并非他们的强项。很多表现优异，具备活力的非营利机构拥有魅力型领导者；而我们要求它们克制自我意识，专注合作，这并不容易。最初，我对所有人说，团队需要有更大的愿景。我相信这是领导者角色的一部分——鼓励人们有更大的野心。

我们最终选择了4家曾经资助过的机构，以及1家新机构。Year Up总部位于波士顿，是一家为低收入青年提供密集技能培训的全国性组织。UAsipre专注于帮助学生找到负担大学学费的方法。波士顿私营企业委员会（The Boston Private Industry Council/PIC）帮助学生获得实习经验，寻找进入职场的路径。大学咨询团（College Advising Corps/CAC）协助学生的大学择校和入学申请。Bottom Line帮助低收入学生和第一代大学生入学，并顺利毕业。

虽然5个机构彼此独立，但我们期望它们能紧密合作，就像制造业的供应商，需要彼此合作，才能使零件配合完美、交货同步并且保证产品质量。我们称之为协同行动，用互补、强化和适当排序的方式来提供这些服务。我们密切关注每位学生的进展；每两周，五个机构将数据录入到共享的系统中。今年有20个高中参与到项目中。我们与每个学校都会开月度会议，5个机构的代表会就每位学生的进度进行讨论。所有学生都有一张清单，上面有12个时间节点，他们必须在特定日期完成某项任务。比如，提交大学论文，填写助学金表格，参加工作观察项目，写简历和进行模拟面试。协同行动能够保证学生的努力方向，识别未获得恰当支持的学生，并确保各组织间有效的工作交接。特别是在学生从高中进入大学的这段大飞跃时期。



综合影响最大化

在选择了5个非营利机构后，我与它们开了一天的会。我们要确保每个人都致力于实现我们的愿景。它们都跃跃欲试——毕竟，刚刚从竞争中胜出。而挑战在于，这些组织都习惯于掌握控制权。所以我们必须解释，这次与以往不同——每个机构须将客户交给另一个机构，目的是使5个机构综合产生的影响最大化。

这种方式很困难。每个非营利机构都在自己的轨道上运行，对某一具体问题有着完善解决方案。而我们试图让它们以整体并且横向的方式思考和工作。

2015年6月，我们在一次活动中启动了“波士顿WINs”，波士顿市长马蒂·沃尔什（Marty Walsh）与马萨诸塞州州长查理·贝克（Charlie Baker）都出席了那场活动。那是项目第一阶段的高潮部分，但一切才刚刚开始。

“波士顿WINs”的美妙之处在于，此前接触过这5个机构中任意一个的年轻人都在我们的服务范围内。与道富银行合作之前，这些机构都有招募流程（Year Up和Bottom Line都有正式的申请系统，而UAspire、PIC与CAC提供的服务对符合条件的波士顿公立学校学生开放。）。由于每个机构的招募系统都已运行良好，我们决定维持现状。与任何一个机构有过合作的学生都自动成为“波士顿WINs青年”。新项目连接了5个机构，所以获得过CAC大学择校与入学申请协助的学生，现在也可以从UAspire获得财务指导。在项目的第一年，波士顿WINs服务了超过19.43万名青年，道富银行聘用了216名参与项目的毕业生。

我们在马萨诸塞大学开设了一个部门，允许学生兼职，获得工作经验。也让公司对他们的工作方式有所了解。来自Bunker Hill社区大学的实习生也一直保持在50名以上。我们从他们中进行选拔，表现优异者毕业后能够获得我们的长期合同。一旦学生参与到项目中，他们可以拓展技能并获得不同组织的帮助。

我们承诺提供4年的经费支持，但我们会对每个机构进行年度评估，了解其对总体任务的贡献情况。如果有机构不配合，我们保留将其移出项目的权利。我们使用指标和报表检测进度，想知道有多少人受到这些项目的影响，以及他们人生轨迹有了怎样的改变。在考虑投资规模和回报时，指标虽然重要，但每个人的结果也同样重要。当你得知因为这个项目，一个孩子的人生轨迹完全改变了时，会很受鼓舞。这些年轻人在进入职场后也非常努力。对自己得到的机会，他们很感恩，这令人感动。





道富银行资料和数据



成立时间：
 1792年


总部：
 波士顿，马萨诸塞州


员工数量：
 29970人

收入（单位：亿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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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道富银行







不仅仅是慈善

作为CEO，我对自己花在慈善上的时间很谨慎。我向道富银行11人的董事会汇报，也对股东、员工、客户和社区负责。如你所料，我对前3个团体付出的时间最多。我们公司参与的社区活动能体现我的道德心，但这不仅是为了感觉好，我们是在竞争波士顿的人才。我们的员工，特别是年轻员工，都很感激公司对社区的投入。我每个月与员工吃一次早餐，我总问他们两个问题：是什么让你选择继续在道富银行工作？又是什么会让你想要离开？他们通常将灵活的工作条件、职业机会与参与社区活动列为优先。公司对社区活动的参与程度，直接影响我们为股东与客户提供服务的好坏。

为期4年的“波士顿WINs”项目已经过半，我认为我们已经形成了很好的节奏。我们已经开始考虑将项目扩大到波士顿以外的地区，甚至是走出国门。道富银行在堪萨斯城、新加坡、波兰和爱尔兰等地有大量的业务，在这些地方，我们的慈善项目也没有理由不成功。

该项目与公司的战略转变非常契合。作为CEO，将道富银行转变为技术驱动的数字化企业、由处理数据和分析转变为靠数据和分析生财，是我工作的两大重点。战略转变影响了公司的招聘策略，我们需要熟悉数据并懂得分析数据的员工，也需要更多的IT人员。受到经济衰退以及不良资产救助计划的影响，银行还面临着更多监管问题，所以我们还需要合规员工。“波士顿WINs”正在帮助我们寻找这些领域的优秀人才。

我相信，“波士顿WINs”将成为道富银行未来10年的重要成就之一。如果我们能够破解城市劳动力发展的难题，不仅能为公司创造多样化的员工群体，这群人受过良好的教育，有高度的工作积极性，也能满足整个社区的需求。很多公司要求新员工“做好准备”，“波士顿WINs”做到了。这是使社区和股东都能获益的绝佳案例。




“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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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阿兰娜·博登（Alana Hans-Bodden）进入波士顿多切斯特区的公立学校时，她认为自己够聪明，会成为家中第一位大学生。但从择校到申请再到贷款，升学的一系列步骤让她无所适从。24岁的阿兰娜，现在是道富银行独立审核小组的高级顾问，她曾获得了“波士顿 WINs”项目中非营利机构 Bottom Line 的帮助。阿兰娜讲述了这家机构帮助她获得成功的具体措施。摘编如下：




你从何时开始接受 Bottom Line 的帮助？


从高中开始。在我的大学申请过程中，写申请论文、入学面试、贷款和申请奖学金，Bottom Line 都给我提供了帮助。他们想帮你找到最适合的大学。我进入了布里奇沃特州立大学，在大学期间，Bottom Line 的一位顾问也一直为我提供帮助。我们每个学期有三次正式的会议，分别在开学、期中和期末前夕。Bottom Line 也举办了人才招聘会，帮我修改了简历，并帮我准备面试。




如果没有他们的帮助，你能上大学吗？


我想我可以。但我可能会在我母亲去世时，选择休学一段时间。当时我20 岁，上大二，要开始照顾 12 岁的妹妹。Bottom Line 帮我简化了一些事情——如何填写表格，给教授发邮件，告诉大家我能完成那个学期，之后也不需要休学。他们的支持至关重要。




你是如何进入道富银行的？


大一时，我在一场招聘会上第一次接触了道富银行。那个时候，我的专业是政治学，我想去法学院，金融没在我的考虑范围中。但我母亲曾是会计师，在她去世前，我们探讨过读金融或会计专业如何使我长期受益，尤其是在法学院学费较贵的情况下。我与 Bottom Line 的顾问讨论过，她建议我先做个工作观察体验一下。我花了一天时间观察道富银行的员工如何工作。在大四下学期，我受邀在 Bottom Line 的晚宴上发表演讲。演讲过后，道富银行的一位 HR 朝我走来，开始把我介绍给他们的高管。2015 年夏天，我在道富银行实习，并在秋天正式入职。我的工作没有重复内容，很有挑战性。我必须考虑工作流程，通过分析数据找到降低风险并提高合规性的方式。




你现在如何参与“波士顿 WINs”项目？


我与 Bottom Line 的顾问们保持联络，并参加活动，与公司内部其他参与过“波士顿 WINs”项目的同事建立联系。回过头看，我从自己的经验中获得了更多信心，更了解自己在人生中想做的事情，并且有了更强的联络能力，能够做自己，也能在有需求的时候寻求帮助。







特别报道



王洪章：建行转型哲学

时青靖 | 文 钮键军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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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其根本原因是建行所坚持的5大哲学理念






20
 17年4月25日，中国建设银行（以下简称建行）董事长王洪章出现在哈佛上海中心的讲台上。这次他应哈佛大学教授克里希那·帕勒普的邀请，以案例主角的身份与哈佛中心的学员们交流建行转型的经验。

就在此前，建行公布了其2016年年报。该年报显示：2016年，在拨备覆盖率保持稳定、不良贷款额和不良贷款率“双降”的基础上，建行全行实现净利润2323.89亿元，增长1.53%；集团总资产达到20.96万亿元，增长14.25%；平均资产回报率和平均股东权益回报率分别为1.18%和15.44%，各项业务稳中向好。

建行的这些成绩是在外部环境发生激烈变化的情况下取得的。近年来，利率市场化、金融脱媒和客户选择多样化，技术创新和互联网+使客户消费习性发生改变。为应对变化，建设银行提出主动转型，围绕向综合性银行、多功能服务、集约化发展、创新银行和智慧银行转型发展战略，以更高标准打造集约化运营体系，为客户提供优质、高效的金融服务（详细内容可参见《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2015年11月刊《建行再转型：顶层设计+技术主导》一文）。



自己的美食可能是他人的毒药

授课时，建行正值转型步入中盘，因此，王洪章首先介绍了建行转型的独特性。

在他看来，中国商业银行的改革与西方银行有着很大的区别。

全球金融危机之后，西方很多大型银行都进行了转型。 很多专家对此作了对比研究，发现了中外商业银行转型有诸多类似之处，像强化全面风险管控、推动经营管理集约、严格资本管理等。但是，面对具体问题的差异决定了各自转型的方向和路径不同， 因此不能简单地类比，更不能机械地生搬硬套。

比如，西方发达经济体存在“过度金融化”问题，而中国面临的主要是金融失衡的结构性问题，突出表现为存在“脱实向虚”现象、部分领域的金融供给还远远不足等， 这是真正的问题所在。因此， 西方不少大型银行通过转型大幅“瘦身” （包括出售部分非主营的业务条线和机构）、 回归主业，而中国大型银行则围绕主业开展综合性经营、拓展多功能平台。



转型中的“ 大智慧”

从目前财务数据来看，建行的转型已经取得了显著效果：以综合化战略为例，战略协同效应显著。2016 年， 建行母子公司业务联动总量超过 1.5 万亿元， 同比增长 52%。

对于建行目前转型的理念与实践，王洪章进行了深刻反思，他认为，建行成功得益于管理上的5大哲学：


上下同欲。
 转型先转观念， 凝聚共识对于一家大型银行成功转型至关重要。建行转型规划的起草经过反复研讨酝酿，先后修改了 100 多稿，广泛汇聚了全行的智慧。各业务条线制定转型具体实施方案中，将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紧密结合，很多思路、做法乃至具体举措都来源于基层实践。因此，全行上下在转型中做到了认识一致、方向一致， 形成了最大公约数、凝聚了最大的合力，使得转型千头万绪的工作得以协同有序顺利推进。


上兵伐谋。
 这次转型着眼于长远和大局，不争一城一地的得失。 比如，建行率先要求各分行季末年末不冲时点， 转向实施“大资产大负债”策略，跳出存款抓客户、抓账户、抓全量资金经营，跳出贷款抓优质资产、抓综合性投融资服务。虽然短期内可能丢掉一些市场份额， 但是从长远发展和全局看， 赢得了转型主动、抢到了战略先机。实际上， 多下功夫把转型的基础打好了，业务经营指标只要稍一发力就上去了， 完全不需要担心。


守正出新。
 商业银行无论如何转型创新，都不能背离金融的内在规律， 也不能改变金融作为服务业的本质属性。坚持植根于实体经济，坚持按银行的规律办银行、 一心一意办银行，才能确保转型发展不偏离正确方向， 才能做到行稳致远。 这也正是建行文化一直倡导的“善建者行，成其久远” 的理念。 同时，身处大变革时代，银行必须勇于和敏于求变、 敢于和善于创新， 把创新作为破解难题的关键一招。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作为建行的重要文化基因，在 60 多年发展历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在这次转型中也得到了进一步彰显。



[image: ]



2017年4月25日，王洪章在哈佛上海中心授课。






以人为本。
 建行把员工视为最宝贵的财富， 着力将人本理念融入经营管理各项工作中。 战略转型中突出了人的因素，把人力资源管理的转型摆在重要位置， 着力优化人力资源结构，改革人才选拔聘任机制， 启动“ 213 人才工程”“国际化人才千人计划”， 完善人力资源考核激励机制。特别是将薪酬、培训等资源向一线员工倾斜， 后台集约化、智能设备释放出来的柜面人员经过专业培训后走上了新的岗位。以人为本的文化使得全行在转型变革中，始终保持强大的凝聚力和向心力。


和合共生。
 金融的本质是融通， 金融与实体经济之间，银行与客户、合作者和其他利益相关者之间， 不应该是“零和博弈”、粗暴瓜分利润的关系，而应该回归到共生共荣、协同发展的状态。这种“ 伙伴式关系” 是构建和谐金融生态、 实现经济金融可持续发展的基点。 金融转型和创新如果偏离了这个基点， 最终必然是误入歧途。 从这个意义上讲， 西方有识之士在反思金融危机的教训、 探索金融转型该何去何从时， 是否也可以从中国“和合共生”的传统智慧中得到有益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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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青靖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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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领导层的

根本性错误

The Error at the Heart of Corporate Leadership



约瑟夫·鲍尔（Joseph L. Bower） 林恩·潘恩（Lynn S. Paine）| 文

刘筱薇 | 译 刘铮筝 | 校 李全伟 | 编辑






多数董事会和CEO都认为首要责任是股东价值最大化，但这个观点存在巨大问题——问责制缺失。领导者最应该关注的是企业的健康运营，而不是给股东短期回报。





2014年秋，对冲基金维权投资者兼艾尔建制药公司（Allergan）股东比尔·阿克曼（Bill Ackman）对艾尔建的董事会的不满与日俱增。他写信给董事会，指责董事（用他的话说）“拿着每年40万美元的高薪，却没有代表公司的所有者做事”。他声称，董事会的失职之处是拒绝同瓦伦特制药（Valeant Pharmaceuticals）就其主动提出收购艾尔建一事展开谈判——这次投标由阿克曼协助筹划，并在某对冲基金与未来收购者之间建立了新合作关系。

阿克曼在介绍这项交易的演讲中，盛赞瓦伦特对股东友好的资本配置、符合股东利益的高管薪酬机制，以及规避早期研究风险的方案。他告诉分析师，如果艾尔建使用和瓦伦特同样的方法，就能为股东创造巨大价值。他称，瓦伦特的方案可以将艾尔建的研究预算缩减90%，是个“真正的机会”。瓦伦特CEO迈克·皮尔逊（Mike Pearson）向分析师保证，“我们只关心股东价值。”

以上案例说明了当前金融界和商界中治理和管理公司的普遍思维方式。该方式主要强调，管理层的目标是，或者说必须是，将股东价值最大化，但也涉及多个领域的话题——从绩效评估和高管薪酬机制到股东权利、董事职责和企业责任，不一而足。这一思想体系不仅得到阿克曼等对冲基金维权投资者的拥护，在广大机构投资者，以及多个董事会、管理者、律师和学者，甚至一些监管者和立法者中也深入人心，其标准已经被广泛视为“正确治理”和股东维权主义的模板，这一点从艾尔建的例子中可见一斑。

但要求公司管理者将目标定为把股东价值最大化，而且董事会必须确保管理者制定该目标，是近期才出现的趋势。这一想法源于经济学家于20世纪70年代提出的代理理论（agency theory），其核心观点是肯定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坚称股东作为所有者，对公司有最高权力并有正当权利要求公司活动与自身期望保持一致。

规定公司所有权归股东所有似乎天经地义，但进一步分析就会发现，这条原则在法律上概念混淆，而且更重要的是，问责机制容易出现问题。记住，股东即使拥有公司股票，也没有法律义务保护公司或为公司服务。此外，原则上股东在公司欠债和有违法行为时，可以只承担部分法律责任。一般股东购买和抛售股票都不受限制，而且只在特定情况下才被要求披露身份。股东对所投公司的活动往往在身心方面都保持一定距离。也就是说，上市公司的股东没有多少兴趣（大众也不认为他们有义务）考虑，他们支持的活动对公司、其他相关方，或更广义层面上的社会产生什么影响。代理理论成立的关键前提是肯定股东对公司的所有权，而这一观点导致的问责机制缺失问题尚未得到解决。

代理理论的漏洞带来很多问题。我们担心，基于代理理论建立的治理和管理模型在应用过程中正在削弱公司的实力，而且有专家预测，该模型应用范围更广的话，还会削弱整体经济。我们尤其担忧，代理理论对企业战略和资源配置的影响。过去几十年中，代理模型为多种治理和管理实践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这些实践相对扩大了某类股东的权力和影响力，进一步提升股东（而非其他重要利益群体）的话语权，却没有确定行使权力的股东相应担负的责任或当责（accountability）。因此管理者背负的压力越来越大：他们必须以更快的速度实现越来越清晰的预期目标，并缩减有风险的投资，虽然这些投资旨在满足未来需求，并找到全球人口所面临问题的创意解决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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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人们普遍认为，“将股东价值最大化”是董事会和管理者的首要责任。但这个观点在法律层面上概念混淆，对管理者行为是种错误的引导，而且概念本身存在巨大问题——问责制缺失。




解决方案


公司管理者的首要关切应该是公司的健康发展，而非股东财富。这听起来可能是一个小改变，但能够让公司更从容防范维权投资者发起的各种破坏性行动，也有助于管理者聚焦于长期发展。





别误会：我们是彻头彻尾的资本主义者。我们认为，通过购买上市公司的股票来广泛参与经济，对整个社会结构都很重要，而且给股东强有力的保护十分必要。但经济体系能否良好运行取决于股东职责的定位是否准确。代理模型以股东为中心的极端定位本身是错误的，在法律层面上概念混淆，应用过程中也造成不良影响。比较完善的模型能明确股东的关键职责，强调公司是扮演多重角色、得到法律承认、可长期存在的独立实体，并承认社会普遍认可的法律准则，即董事和管理者对公司和股东都负责。换句话说，比较完善的模型更侧重企业本身。

在考虑其他取代方案前，先仔细看一下基于代理理论建立的模型。



代理模型的基础

代理模型背后的理念出自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 于1970年发表于《纽约时报》的著名文章。弗里德曼斥责将企业“社会责任”归类于社会主义原则的做法。弗里德曼认为，公司所有权当然在股东手上。他坚称，“管理者是企业所有者的代理人”，更进一步说，管理者的“主要责任是根据（所有者）的意愿开展业务”。他将高管描述为“为委托人利益服务的代理人”。

迈克尔·詹森（Michael Jensen）和威廉·麦克林（William Meckling）于1976年将以上理念进一步拓展，整理成文并发表在《金融经济学刊》上。在题为《企业理论》的文章中，两人确定了该理论的基本前提：



股东拥有公司，且是对公司业务及事务有原始管理权的“委托人”。

管理者经公司股东授权，负责决策，因此是股东的“代理人”。

管理者作为股东的代理人，有义务按照股东意愿开展公司业务。

股东希望公司的运营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他们的经济回报。（本目标中默认所有股东意见一致的假设在全文中都有体现。）



詹森和麦克林没有讨论股东对道德标准的期许，但管理者在开展业务的过程中必须对道德标准有所了解。弗里德曼在《纽约时报》的文章中提供了两种观点。首先他写道，股东普遍希望管理者“尽可能赚到最多钱，同时遵循社会的基本规则，包括法律原则和道德习俗”。接下来他指出，股东只希望管理者能够通过“公开、自由的竞争，不采用欺诈舞弊手段”配置资源或追求利润。詹森和麦克林同意弗里德曼的观点：公司不应参与“社会责任”方面的行动。

之后几十年中，大部分关于代理理论的学术作品都侧重于确保管理者追求的目标是，将股东回报最大化——激励管理者的方式主要是让他们和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以上观点进一步发展为组织理论——管理者可以（并应该）适当下放“决策权”并制定恰当的激励措施，在公司内灌输重视股东利益的思想。这些观点还演变为另一种看法：董事会是一种控制“代理成本”（agency costs，股东授权管理者可能带来的成本）的组织机制，所以其首要职责是，或必须是监控管理层，并设计让管理者和股东利益保持一致的高管薪酬机制。



代理模型的问题

现在看一下这些观点如何偏离正轨。


1.代理理论与公司法相矛盾：法律上，股东没有公司“所有者”的权利，管理者也不是股东的“代理人”。
 有学者和评论员指出，股东拥有公司的观点说好听一些是概念混淆，不好听就是大错特错。从法律的角度看，股东是公司活动的受益人，但他们对任何财产都没有“支配权”，也不能踏入公司办公场所或使用公司资产。股东真正拥有的是他们的股票，他们也因此拥有各种权利和特权，包括抛售股票的权利和在某些事务上投票的权利，如选举董事、修改公司章程和出售绝大多数或全部公司资产。

超过半数《财富》500强美国公司在特拉华州注册，该州法律也是公司法的基准。根据特拉华州法律，由股东选举的董事会被授权管理公司业务和事务，而董事会授权公司管理者。

在这一法律框架下，管理者和董事是股东和公司的受托人，而非代理人——两者的区分非常重要。代理人有义务实现委托人的期许，但受托人的义务是代表受益人进行独立判断。换句话说，代理人类似于跟单员，受托人则被授权自由决策。法律上，董事担负受托人的职责，以公司的最大利益作为行动准则，而非对股东唯命是从。




2.代理理论不同于一般情况：从“所有者”这个词的传统意义上看，股东并非公司所有者，也不像传统所有者一样，愿意费心管理公司。
 这一发现由阿道夫·伯利（Adolf Berle）和加德纳·米恩斯（Gardiner Means）于1932年的研究中提出并引起瞩目。两人当时的著作《现代公司和私有财产》（The Modern Corporation and Private Property）具有里程碑意义，其发现在今天更具现实意义。如今美国上市公司大概70%的股份由共同基金、养老基金、保险公司、主权基金及其他机构投资者持有，他们代表包括家庭、退休老人、投保人和政府等受益人管理股票。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机构购买股票的公司并不了解受益人的身份。管理这些投资的职业人士每季度根据所管理总投资的回报，得到评估和奖赏。这些措施加上投机者高频交易，导致股票流转率走高（
见边栏《上市公司股票平均持有时间》

 ）。

资产管理者和投机者通过预判较短时间内的股价走势进行决策。经济按周期循环往复，与此同时，公司股票走势在整个行业内也会时高时低。虽然登记在册的股东在任何时刻都可以就递交给他们的提案进行投票，但他们不必知道或关注自己购买股票的公司。他们可规避风险或即刻抛售股票，避免继续受到投票的影响。这类行为不论从任何角度看，都让人很难将他们视为公司的所有者。

股票受益人选择匿名交易，会进一步削弱他们与所购股票公司的联系。美国大约85%公开交易的股票由担任中介角色的机构以行号代名方式持有；这些机构代表自己或客户。在这些股票的最终所有者中，约75%的人指示中介不要将自己的身份泄漏给发行公司。




3.代理理论暗藏太多道德风险：股东作为所有者，对公司活动并不负责，也没有保护公司利益的责任，担负这部分责任的是高管和董事。
 将股东视为所有者，问题还会进一步加剧，因为他们缺乏所有者另一传统特征：财产的使用方式给第三方造成损失时，财产所有者承担责任和当责，有些情况下甚至是法律责任——而股东不承担这类责任。在股东责任有限的原则下，公司一旦负债，或公司行为或不行为导致第三方损失，股东个人将不承担责任。

大多数情况下，股东有权在证券法的范围内，以个人利益为出发点采取行动。人们期望董事克制自我交易行为（self-dealing），股东则可以自由选择与自己有利益关系的交易一方。以艾尔建和瓦伦特之间的竞争为例。艾尔建董事会的一名成员持有瓦伦特的股票，其他人期望他放弃与瓦伦特交易的投票权，也不参与瓦伦特的投标宣传。但和两家公司都有利益关系的艾尔建股东可以按照自己的意愿自由购买、抛售股票和投票，没有义务以任何一家公司的最大利益作为行动出发点。机构投资者持有数千家公司的股票，定期管理与买卖双方都有重要利益关系的交易。

在秩序井然的经济中，权利和责任并行不悖。给股东所有权，但免除其责任，容易导致投机取巧、不自量力、滥用公司资产的行为。如果股东不试图影响重大企业决策，风险还在可控范围内，反之则令人担忧。最严重的问题是，大宗股票的临时持有者可能干预公司事务，要求董事会重组、管理层人事变动，或财政重整来抬高股价，然后抛售股票并转移目标，而不用对干预行为造成的影响（对公司或其他相关方）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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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市公司股票平均持有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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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世界银行，世界交易所联盟数据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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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代理理论保持利益一致的原则在公司中扩散道德风险，并缩小管理者视野。
 问责制缺失，股东很可能放弃从广泛和长期角度思考问题，而代理理论保持管理者和股东利益一致的建议同样可能扭曲整个组织的视角。如果连续多个层级管理者的利益都与股东“保持一致”，那么公司可能过于关注现有股东的狭隘利益，而无法满足客户或其他利益群体的要求。安然（Enron）倒闭的故事说明，不正之风可能全面侵蚀组织肌体。

管理目标可以是让公司获益，也可以是提高股票市场表现，但将两者等量齐观，其实是一种空谈，却有得到很多经济学家认可的数学模型支撑。实际上两者之间差异悬殊。一旦艾尔建的管理层工作重心从维持长期增长转向将公司每股股价提升至180美元（机构投资者继续持有股票的目标），公司的首要职责也会相应改变。结果是研究停止，投资撤销，员工遭到解雇。




5.代理理论假设所有股东意见一致，但事实并非如此：不是所有股东都有相同的目标，也不能将他们视为一个整体——“所有者”。
 代理理论假设，所有股东都希望公司的经营能够在最大限度上提高他们的经济回报。这一简单假设虽然适用于某些情况，但掩盖了一些重要差异，比如股东有不同的投资目标、风险态度和投资回报期。养老基金可能追求当期收入和资本保值，而捐赠基金追求长期增长。年轻投资者对风险的接受程度也许比年长投资者要大得多。代理投票纪录显示，股东对放到自己面前的很多决议都持不同意见。他们对战略机会的看法也有分歧。瓦伦特宣布投标之后几个月里，艾尔建高管与基本由机构投资者组成的董事会会面协商。艾尔建首席独立董事迈克尔·加拉格尔（Michael Gallagher）称，“意见的分歧不能再大了”——有人反对该笔交易，完全不想持有瓦伦特股份（包括股票和现金），有人认为这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不理解为什么艾尔建还不赶快与瓦伦特坐下协商。



代理模型的应用

尽管问题重重，代理理论依然有众多支持者，其理念为一系列实际改革提供了理论基础，而这些改革加强了股东的权力，催生了以股东为绝对中心的治理和管理模型。代理理论的影响可见于以下领域：


高管薪酬机制。
 代理理论的观点推动了主要以现金支付的薪酬机制，向以股票为主转变。该转型的支持者认为，基于股票的薪酬机制最好让高管和股东的利益保持一致。他们还用同一观点游说他人，大力宣传将薪酬与股票表现紧密捆绑的做法，并提倡利用税收激励措施来鼓励这种“按绩效支付薪酬”的机制。按照这个逻辑，美国国会于1992年立法规定高管薪酬超过100万美元的部分没有税收减免，除非他们的收入是“基于绩效”所得。如今大约62%的高管薪酬以股票形式支付，而在1980年，这一比例仅为19%。


高管薪酬信息披露。
 代理理论对绩效和利益一致原则的定义支持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SEC）于2015年提出的，要求公司在年度股东委托书中扩充关于高管薪酬和股东回报率信息的规定。SEC提出的新规要求公司汇报年度股东总回报（TSR），同时为其他同级公司附上年度TSR的统计数字，并描述TSR和高管薪酬之间的关系，以及本公司的TSR与同级公司TSR之间的关系。


股东权利。
 股东是所有者的概念，在很大程度上促成了股东在提名和选举董事时获得更多话语权，也是他们能召开特别大会、以书面同意形式批准新规和罢免董事的重要筹码。FactSet等公司提供的数据显示，标普500公司中，利用多数同意原则选举董事的公司所占比例由2006年的约16%上升到2015年的88%，召开特别大会的公司比例从2002年的41%上升到2015年的61%，股东拥有代理参与权利的公司比例2013年不到0.5%，到2016年年中时已经攀升到约39%。


董事会的权力。
 在代理理论的推动下，董事会轮选制被废除，董事年度选举制确立；“毒丸计划”（poison pills，在该计划下，董事会可以放缓或阻止“所有者”代表公司对溢价收购进行表决）被取消。从2002年到2015年，标普500公司中，实行董事会轮选制的公司比例从61%下降到10%，常备“毒丸”的公司比例从60%跌到4%。（不常备“毒丸”的公司面对不请自来的收购者时可能也会抛出“毒丸”，比如艾尔建董事会对瓦伦特投标做出的反应。）


管理层态度。
 代理理论对管理层责任的定义已经被广泛接受。1997年商业圆桌协会（The Business Roundtable）发出声明，称“管理层和董事会首要职责是服务于公司股东”，而“公司的首要目标是为所有者带来经济回报”。该声明迫于机构投资者的压力发出，实际上修正了圆桌协会早前的观点——“股东必须得到良好回报，但其他利益群体合理的关心也必须得到适当关注。”多个调查显示，管理者现在对股东的回应更加积极。比如研究表明，用多数同意（而非多票表决）原则选举董事的公司更倾向采用赢得一半以上投票的股东提议，很多首席财务官为达到分析师对季度收入的预期，愿意放弃对未来盈利项目的投资。阿斯彭研究所（Aspen Institute）的调查表明，许多商学院毕业生认为自己的首要职责是将股东价值最大化。


投资者行为。
 代理理论促成了股东维权主义的崛起，并使对冲基金的操作合法化。（
边栏《维权投资者的战术》

 阐明代理理论的观点如何得到实践）对冲基金促进资本流通，目的是购买公司股份并利用“所有者”身份发起改革，创造股东价值。维权投资者更频繁地干预并改革公司资源配置的方式。在这一过程中，他们会改变所有公司及其董事会决策的战略背景。

用多数同意原则选举董事等改革措施，从个人层面看或许有可取之处。但从集体的角度看，这类改革会创造对管理者和董事会不利的环境：前者兑现短期财务成果的压力越来越大，后者被迫“像维权投资者一样思考”。



对企业的启示

要了解一个典型维权投资者项目的战略意义，可以使用波士顿咨询集团（BCG）20世纪60年代开发的工具来指导资源配置流程。该工具名为增长份额矩阵（growth share matrix），帮助管理者将所在公司视为一个由不同类型业务构成的投资组合。某类业务可能比较成熟，为适度扩张和改进，只需少量投资。假如这类业务比实力相当的竞争者拥有的市场份额多，就有盈利能力并带来现金收入。另一类业务可能也处于市场领先地位，但市场增长太快；有利可图，但需要大量投资，才能维持或提高市场份额。第三类业务处于成熟市场，竞争力较弱，为了生存需要资金支持，但没有增长或增收的前景。最后一类业务处在快速增长的新市场，市场中只有几家竞争力强的公司，前景可观，但风险高。

该矩阵的开发者将这四类业务分别命名为现金牛、明星、瘦狗和问题。这样分类是为了维持现金牛、给明星足够资金、精简瘦狗，并挑选一些有潜力成为明星的问题业务。（
见边栏《增长份额矩阵》

 ）若公司不用这种全局观来管理投资组合，就可能基于单个项目的预期回报，将资金平均分配给不同类型的业务。

增长份额矩阵虽然简单，运用好这个工具却一点也不简单。维持现金牛的健康发展；应对新竞争对手挑战的同时，发展明星业务；调整或转移没有前景的业务；选择发展一两个问题业务——这些决策的制定要求高管有足够才干，并能进行高效团队合作。如果公司能够成功应对层出不穷的资源配置挑战，就可以持续增长并重塑自己。

增长份额矩阵说明了管理者寻求长期价值创造时，所面临的战略选择，也阐明了短期内抬高公司股价的方法。假设某公司正准备出售瘦狗业务，抽回对问题业务的投资，并削减明星业务的开支，比如压缩营销和研发成本。这些措施可以大幅增加利润，股价也会随之走高。但公司可能失去有潜力发展成明星和现金牛的问题业务。

维权投资者纳尔逊·佩尔茨（Nelson Peltz）2014年对杜邦（DuPont）的建议可进一步解释以上观点。他制定了旨在增加股东回报的“三年计划”，核心观点是将公司拆分为3个独立公司并取消中心研究职能。其中一个新公司GrowthCo负责杜邦的农业、营养与健康，以及工业生物科学方面的业务。第二家公司CyclicalCo/CashCo涵盖低增长，高现金收入的材料、安全和电子业务。第三家公司是杜邦早就决定剥离的高性能化学品部门Chemours。用增长份额矩阵的术语说就是，佩尔茨的计划实际上将杜邦拆分为现金牛、明星和瘦狗，并清理一定数量的问题业务（这些业务可能开发的是原研究中心的创新成果）。佩尔茨还提出，削减其他“多余”成本、增加债务、派发CyclicalCo/CashCo的现金时采取对股东更友好的政策、将GrowthCo项目的首要目标转为高投入资本回报率，以及引入对股东更友好的治理方式，包括让高管薪酬与股东回报之间的联系更紧密。他的计划将有效拆分杜邦，限制公司未来发展，而预期回报是股价翻倍。



创造还是转移价值？

维权运动初期会导致股价波动，但不考虑这一点的话，股东能否从这类行动中获益？答案依然不明了，因为这一领域的研究一直备受方法论问题的困扰。在有些案例中，维权投资者唤醒沉睡的董事会，或推动拖了很久的战略或管理改革方面，的确发挥了作用。但重要的一点是，维权投资者所谓的价值创造基本上可以换一种更精确的说法来表述，即价值转移。如果现金付给了股东，而不是用来资助研究、启动新项目或发展现有业务，就创造不出价值——什么都创造不出来。可以说，本该用来投入再生产的现金付给了现有股东。由于从采纳这类决定到看到决定对利润的明显影响，中间间隔的时间超过了标准金融模型的时限，所以公司和未来股东（更不用提更广义层面上的社会）可能遭遇的损失很容易被忽视。

维权投资者强行削减开支，抬高股价，然后在资金渠道干涸前卖出股票的行为，会给研究和创新带来隐患，因为重大研究的成果要花很长时间才能看到（苹果最新iPhone芯片的开发时间长达8年）。众所周知，金融模型和资本市场给创新估价的能力很差，所以也帮不上忙。瓦伦特和阿克曼的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提出收购艾尔建后，其他对冲基金购入艾尔建股票，带动公司股价猛涨30%。艾尔建卖出一些机构，即刻获得收益，但剩下的机构很快又给管理层压力，要求加快现金流，“继续增加利润”。为留住这些机构的股东，公司加大裁员幅度，甚至超过了原计划人数，同时减少早期研究项目。学术研究发现，绝大多数对冲基金干预措施都包括大幅提高杠杆借贷，大幅减少投资，特别是研发方面的投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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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增长份额矩阵

BCG的增长份额矩阵帮助公司管理不同类型业务构成的投资组合：“现金牛”是成熟、厚利业务；“明星”增长快；“痩狗”是处于弱势，增长前景黯淡的业务；“问题”是快速增长市场中有风险，但前景大好的业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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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波士顿咨询集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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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投资者所谓的价值创造饱受诟病，还因为有证据证明，部分据称是为股东创造的价值，实际上是从其他相关方或民众身上转移来的价值。关于这一问题的大样本调查数量有限，但其中一个研究表明，因对冲基金干预措施的发布而异常增加的回报，部分是从雇员转给股东的钱。研究发现，实行干预措施后的3年里，雇员的工作时间减少，工资停滞不前。其他研究发现，股东获得的部分收益是以债券持有人的损失为代价的。另一些学术调研则将激进的按股价支付薪酬机制与各种违法行为联系在一起，包括损害消费者权益、破坏环境、会计与财务报告违规。

我们不知道是否有研究调查了对冲基金干预措施对所有利益相关方，甚至是对社会的整体影响。但毋庸置疑的是，股东的收益有时仅仅是从公共资金中转移来的钱，比如管理层为增加利润，将公司税收居所（tax domicile）改为低税收管辖区——维权投资者往往会赞成这么做；这也是瓦伦特给艾尔建的建议。同样，削减预算，取消针对一些最令人困扰社会难题的探索性调研，也许会增加当期利润，但社会和公司的前景会因此陷入迷茫。

对冲基金维权主义指出，给不担负责任的“所有者”太多权力，这种做法本身暗藏风险。我们对代理理论基本前提的分析表明，道德风险的问题的确存在，而且后果严重。但实践者依旧赞同该理论的理念原则；监管者依旧把代理理论融入到政策中；董事会和管理者兑现短期回报的压力与日俱增；法律专家预测，股东权力增长的趋势仍会延续。上市公司也许会更严格地按照代理模型运营，这一前景令我们担忧。所有公司都坚持使用代理模型，很有可能增加当期利润，缩减研发和人力方面的投资，减少变革型战略和创新商业模型，使财富只流向老练投资者，而非普通投资者和其他所有人。





 [image: ]
 维权投资者的战术

要想了解代理模型的实际应用，最好的案例就是维权投资者活动。维权投资者第一步会收购标的公司的股票，一般是5%到10%的份额，但有时会低于1%。手握股票后，他会索要发指令的权利。（他往往用这一权力，警戒其他对冲基金，让他们小心自己的行动。）关于所有权的术语通常会起到举足轻重的作用。比如2014年，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的比尔·阿克曼为推进瓦伦特制药收购艾尔建的进程，抨击艾尔建董事会拿着工资，却没有“代表公司所有者”，做自己分内的工作。维权投资者可能以代理理论中的董事职位规范为依据，质疑董事会的专业水准。阿克曼在写给艾尔建董事会的一封信中声称：“你们的行动浪费了公司资源，拖延了为股东创造巨大价值的时间。不论从专业还是个人角度看，你们都很丢脸。”

尽管维权活动分不同种类，但维权投资者的战术基本一致，即增加股东价值。我们的同事伊恩·高（（Ian Gow）和苏拉·斯里尼瓦桑（Suraj Srinivasan）等人在他们的研究中发现，美国公司自 2004 年到2012年之间经历的近 800 次维权活动中，维权投资者往往关注资本结构、战略和治理。这些投资者通常要求综合使用多种手段，包括削减成本、增加债务、回购股票发放特别股息、剥离业务、重组董事会、更换 CEO、改变战略、出售公司或主要资产。减税也是很多维权投资者项目的要素。

如果维权投资者的要求被置之不理，他可能发起代理权争夺战，意图罢免现任董事会成员，换上对自己唯命是从的董事。在有些情况下，维权投资者甚至给自己选择的提名者提供专门用于竞选的资金；如果他们担任董事时增加了股东价值，这些投资者还会给他们额外奖励。

多数迹象表明，对冲基金维权投资者能够成功实现自己想要的改革。行业报告显示，越来越多的公司正成为标的公司——截至 2016 年上半年全球共有 473 家标的公司（其中 306 家公司位于美国），而2010 年这一数字仅为 136；此外，维权投资者的要求经常能够得到满足。2015年，美国维权投资者 69% 的要求都在一定程度上或全部得到满足，达到了 2010 年以来的最高水平。维权投资者在董事会中的影响力也日益提升——他们 2014 年和 2015年赢得了美国公司董事会中 397 个席位。虽然维权对冲基金在 2016 年前 3 个季度资金外流约 74 亿美元，但管理资产额到2016 年底，据估计已经从 2000 年的 27亿美元升至 1160 多亿美元。



（返回原文阅读）








向公司为中心的模型转型

我们建议，更好的模型应该将重心放在企业的健康运营上，而不是给股东短期回报。这个模型首先要认识到，公司是法律承认、可无限期经营的独立实体。公司得到正确引导的话，可以长时间服务于市场和社会。代理理论在很大程度上忽略了这些独特且具有社会价值的公司特征，以及长期主义管理带来的挑战，因为企业只是种“法律建构”（legal fiction）。詹森和麦克林在1976年的重要文章中曾提出，要当心陷入询问公司目标或是否有社会责任的“陷阱”。他们指出，这样的问题错误地暗示，公司是“一个人”，而不是种简单实用的法律建构。弗里德曼持相同立场，称公司不能担负责任，因为它是“虚构的人”。

公司的确是种法律建构，但这不代表它们是虚构的。公司是经济和社会的有机体，其创立得到政府批准，旨在完成其他有限的组织形式（比如合伙和独资）实现不了的目标。公司有将近400年的发展历史，足以说明它们在社会中扮演的重要角色。最初公司的目标定于章程中，比如建造并经营一条运河，但最终这种形式变成一般流程，现在管理层和治理层可以挑选并带领公司实现多种目标。随着公司规模和经营范围的扩大，权力也水涨船高。如今公司决策者做出的选择可以改革社会，影响到全球数百万，甚至可能数十亿人。

我们设想的模型直面长期管理这些组织的现实问题，并回应所有股东（不只包括那些在某一时刻发声最积极的股东）的需求。以下8种观点为公司治理和股东参与上市公司事务提供了截然不同，且在我们看来更具现实意义的理论基础。




1.公司是复杂的组织，能否有效履行职能取决于是否有才能杰出的领导者和管理者。
 领导者的成功更多与内在动机、技能、能力和性格有关，与他们的薪酬是否和股东回报挂钩关系不大。如果领导者不能胜任工作，再加强他们与股东利益的一体化，也不能改善局面，甚至可能适得其反。（基于股票的薪酬机制部分问题出在，将高管技能与运气混为一谈。）公司领导层面临严峻的挑战——制定战略、建立强大的组织、发展并激励有才能的高管，并为现在和未来所得回报，给公司内不同业务合理分配资源。代理理论关注激励措施，认为这些措施是确保高效领导力的关键，却不重视以上挑战和培养能够应对挑战的人才。




2.如果公司能够不断学习、调整并定期重塑自己，就可以保持长期兴盛。
 当今社会中，有些行业的公司可能需要每5年就转型一次，才能跟上市场、竞争或技术的变化。这种改革本身就非常困难，而很多观点又再次提高了改革的难度，比如管理就是给个人固定的决策权、清晰的目标、实现目标的激励措施并根据目标完成情况决定薪酬的支付。这些观点成立的前提是，可预见性、等级制度和任务独立性存在于当今组织中，但事实并非如此。多数任务都要求组织各领域通力合作，所以很难在个人贡献和特定成果之间建立明确联系。




3.公司在社会中履行多种职能。
 其中一个职能是提供投资机会并创造财富，但公司也生产商品和服务、提供就业岗位、开发技术、缴税，也给所在社区做出贡献。从这些职能中选出任意一项并称之为“企业的经营宗旨”，也许只能说明评论者本人的见识，不足以诠释企业本身的职能。代理经济学家似乎倾向于将企业经营的核心宗旨定位为将股东财富最大化。市场营销人员倾向于为客户服务。工程师倾向于创新和打造优质的产品性能。从社会的角度看，公司最重要的特征可能是长时间内同时担负以上所有职能。从历史的角度看，公司最初的宗旨（见于与股东有限责任和普通公司注册法相关的辩论中）是，启动需要长期大规模投资的项目，促进经济增长。




毋庸置疑，股东收益有时仅仅是从公共资金中转移来的钱。






4.公司的目标不同，实现目标的战略也不同。
 从社会的角度看，公司（一般）的经营宗旨与创始人、管理者或治理层眼中公司（独特）的经营宗旨并不相同。各个公司的经营宗旨和战略有很大不同，同样，其绩效评估标准也各不相同。此外，公司的战略往往随市场变化而转变。在评估和对比公司业绩时过度强调TSR，可能导致资源配置不合理并削弱公司执行既定战略的能力。




5.公司必须为多个利益群体创造价值。
 在自由市场系统中，只有顾客想买公司产品，员工愿意为公司工作，供应商希望和公司维持合作伙伴关系，股东想买公司股票，社区希望公司留在本地经营的时候，公司才能够成功。弄清如何维系这些关系，以及决定何时在各方利益之间做出必要权衡，是公司领导层面临的关键挑战。代理理论暗示的决策原则，即管理者应坚持为股东创造最大价值，把这一挑战看得过于简单化了，最终会导致公司在处理其他重要关系时，出现投资不足问题。




6.公司必须有道德标准，指导自己与所有利益群体（包括股东和更广义层面上的社会）的互动。
 这些标准严禁欺诈和共谋行为，而坚持标准对企业赢得信任，长期高效经营有关键作用。代理理论对公司道德的态度含糊不清，可能导致公司破坏性行为，甚至犯罪，最后监管部门必须花重金处置这些行为，但又会被代理理论支持者立即声讨。




7.公司根植于政治和社会经济系统中，而这个系统的健康对自身可持续性的意义重大。
 我们在其他文章中也写过，公司对自身活动产生的负外部效应不闻不问，会造成破坏性，甚至有时是自我毁灭性的后果。我们还发现，社会和系统性问题既可能给公司带来风险，也会带来机遇。比如通用电气（GE）为改善环境问题，推出了“绿色创想”计划（Ecomagination），或中国移动制定农村通信计划，帮助缩小中国城乡人口之间的数字鸿沟，同时推动了公司在大概50年内的持续增长。代理理论坚称，公司是种法律建构，所以不能承担社会责任，社会问题也不在公司的经营范围内，应由政府解决——这一观点导致公司眼界狭窄，公司领导者看不到很多风险和机遇，更不用说采取行动了。




8.公司与任何一个股东或利益群体的利益都截然不同。
 早在1610年，荷兰东印度公司（Dutch East India Company）的董事就认识到，投资回报期长达10年的股东对本公司投资更长期的项目并不热心——这些项目可能只会在最初章程规定的第二个10年投资期内才会有回报。某高管建议的解决方案是，不将关注点放在前10年投资期的股东，而是全力以赴实现公司的战略目标——对荷兰东印度公司来说，就是投资更长期的项目，维持公司在亚洲的地位。所有股东都有相同利益，而且股东和公司利益一致的观点，其实掩盖了上述根本性差异，而且还为手握权力的股东借为所有股东代言之名，行徇私舞弊之实，提供了理论基础。

以上看法凸显了对新治理模型的需要。新模型重视公司的作用，视之为社会中的机构，看重公司的长期业绩，并指出董事会应发挥更重要作用，而且针对董事会和高管的问责体系应包括对股东负责等责任。在新模型中，董事会和公司领导者采取截然不同的方式处理战略制定、资源配置、绩效评估和股东参与度等基本任务。比如管理者在制定战略和分配资源时被要求将眼光放远。

新模型还没有得到充分开发，但我们可以搭建其理论框架。边栏《截然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显示，根据公司基本法，我们设想的以公司为中心模型，主张公司是独立实体；管理层的权力来自公司治理层，终极来源是法律；管理者是受托人，而非代理人，因此有义务以公司及其股东的最大利益作为行动出发点（和实现大多数股东意愿的观点不同）。新模型认同，股东目标不尽相同，而且公司在社会中扮演多种角色。我们认为，与代理模型相比，新模型更强调公司管理应以长期主义胜利为目标，因此更符合公司最初的宗旨和独特潜质（完成大规模长期投资项目的工具）。




延伸阅读

以下书籍和文章探讨了本文涉及的话题。




《资本主义濒临险境：反思企业的角色》


约瑟夫·鲍尔、赫尔曼·伦纳德和林恩·潘恩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年




《坚定承诺：为何公司让我们失望，以及如何恢复对公司的信任》


科林·梅耶尔

牛津大学出版社，2013 年




《调整策略：泡沫、倒闭以及NFL对资本主义的借鉴之处》


罗杰·马丁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年




《股东价值迷思：将股东放在第一位会如何伤害到投资者、公司和大众》


林恩·斯托特

Berrett-Koehler 出版社，2012年




《关注长期资本》


鲍达民和马克·怀斯曼

《哈佛商业评论》2014 年 7-8月合刊




《全球领导者管理企业行为指南》


林恩·潘恩、罗希特·德什潘德和乔舒亚·马戈利斯

《哈佛商业评论》2011年9月刊




《激励措施的泡沫》


米希尔·德赛

《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3月刊




《彭明盛：管理股东新模式》


贾斯汀·福克斯

《哈佛商业评论》2014 年 6 月刊




《要股东干什么》


贾斯汀·福克斯和杰伊·洛希

《哈佛商业评论》2012年7-8月合刊





以公司为中心治理的实践意义重大。我们期待看到采用该模型的董事会表现出以下特征中的几项或全部：



更可能采取董事会轮选制，保持公司经验的连续性和持续传递

董事层对继任计划和领导力发展更关注

董事会花更多时间在公司持续增长和革新的战略上

高管薪酬与公司战略目标完成情况更紧密挂钩

更关注风险分析和政治、环境的不确定性

不只从财务的角度分配资源，而是战略性地进行资源配置

更重视投资新能力和创新项目

在利用杠杆借贷减缓市场波动方面，表现更保守

关注法律责任外的企业公民和道德问题



以公司为中心的治理模型依旧要求公司带来反映资本成本水平的长期回报。但在这一模式下，公司会接受不同的战略位置和投资回报期，并更容易吸引到有共同目标的投资者。投机者往往在股价出现波动时寻找机会，但他们对公司治理的影响是可以避免的。只不过代理理论，再加上其他现代经济学原则，消除了投资者之间的区别，让我们所有人都变成了投机者。

如果我们的模型得到认可，投机者通过改变长期主义者（使之成为追求短期高利润、高股价的人）来获利的机会就会减少。那些不担负责任，持有股票数量不明的股东用来回应指责的理论依据也会失去效力。我们甚至可以想象到，未来将会出现明确关注长期投资的新一代投资者和资产管理者。他们可能会开发新估值模型，从更广泛的视角评估公司前景，或专攻不容易估值且常常被现有模型忽略的创新项目、无形资产，以及负外部效应。只有公司承诺给他们持续稳定的回报且行为表现像正派的企业公民，他们才会持有该公司股票。未来可能出现专门为这类投资者提供服务的代理顾问。

我们还期望有更多人支持有助于增加股东责任的措施。比如寻求重要影响和控制权的维权股东可能被视为公司受托人，出售股票或避险的能力受限；监管者可能倾向扩大股票受益所有权的透明度。维权基金可能被要求披露其投资者身份，并提供更多有关其治理本质的信息。监管者可能关闭现在实行的从对冲基金收购股票（须予披露）到必须披露股票信息的10天窗口期。到目前为止，关闭窗口期的努力仍遭到代理理论支持者的抵抗，他们称对冲基金需要足够的激励，才能壮士断臂，罢免业绩不佳的管理者。

现在是时候质疑公司治理的代理模型了。该模型将股东价值最大化的理念让公司及其领导者不能专注于他们本该关注的创新、战略更新和对未来的投资。历史证明，只要有开明的管理和合理的监管，公司就可以有效帮助社会适应持续不断的变化。但这种理想情况只有在董事和管理者有一定决策自由，能够从更长远、宏观的角度看待公司及其业务时才会出现。在当前社会中，如果公司领导者总面临不担负责任的“所有者”随时可能发起的袭击，他们就没有多少选择，只能关注眼前的利益。



截然不同的公司治理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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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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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瑟夫·鲍尔
 是哈佛商学院Donald K. David教席荣休教授。林恩·潘恩
 是哈佛商学院John G. McLean工商管理教席教授。两人与赫尔曼·伦纳德（Herman B. Leonard）合著《资本主义濒临险境：反思企业的角色》（Capitalism at Risk: Rethinking the Role of Business，《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1年出版）。





聚光灯 Spotlight




CEO观点：


保护好公司，抵御恶意投资者

Defending a Good Company from Bad Investors

萨拉·克利夫（Sarah Cliffe）与艾尔建前CEO大卫·普约特（David Pyott）的对话





大卫·普约特担任艾尔建CEO近17年之久，直到2014年4月，瓦伦特制药和潘兴广场资本管理公司对艾尔建发起恶意收购（详见前文《公司领导层的根本性错误》）。他在收购讨论期间是公司的唯一代表，而对方不断发起恶意投标，公司不堪其扰，最后在董事会的支持下，普约特与对方协商确定，艾尔建由阿特维斯（Actavis，该公司的商业模式与艾尔建类似，都是增长导向型）收购。





HBR：
 你可以描述一下，艾尔建在遭遇恶意投标之前那几年的发展轨迹吗？



普约特：
 我1998年加入艾尔建，成为第三任CEO，也是第一个接任这一职位的“外来者”。从那以后，我们经历了大幅增长。我加入时公司进行了重组，2008年经济衰退时又重组了一次。实行这些精简措施后，我们有更多能力将每股利润提升回并维持在大概中两位数的位置。




你的投资者关系一定经营得特别好。


的确如此。我可以很自豪地说，我们基本上都能完成指标，17年来一直如此。我们还赢得了《投资者关系》杂志颁发的各种奖项。你不能经营公司的时候总想着得奖，但能被认可，感觉还不错。




约瑟夫·鲍尔和林恩·潘恩在文章里描述了公司疲于应对投资者对短期高回报的要求。你似乎能够处理得很好——直到瓦伦特出现之前。你怎么做的？


买方和卖方的投资者就像客户群。你应倾听他们的话语并尽可能给他们回复。但记住：他们可以随便提要求。如果他们说“我们想要更多”，你就要回敬说“我们只能给你这个承诺。如果你知道更好的投资热点，那就请便。”反正我这个人非常顽固。




请允许我问一个“天真”的问题：艾尔建正变得日益强大，为什么要让瓦伦特和潘兴广场收购、拆分你们呢？我明白，他们可以赚到大钱，但从长期看，促进持续增长不是会赚到更多钱吗？


商业模式不同吧。瓦伦特是靠收购起家的公司，对有机增长不感兴趣。瓦伦特CEO迈克尔·皮尔逊青睐我们的资产——他必须持续给他的“野兽”喂食。如果停止购买新资产，他正在剥夺被收购公司全部资产的真相就会浮出水面。

皮尔逊不能凭一人之力完成收购——他的资产负债表已经很难看了，因此他找到阿克曼并获得协助——潘兴广场在我们不知情的情况下收购了我们9.7%的股份。这是为组成“狼群”使出的一招。一旦对冲基金和套利者占绝对优势，你就失去了对公司的控制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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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卫·普约特 照片由克劳迪娅·卢西亚（CLAUDIA LUCIA）拍摄





我依旧认为，我们会继续强势发展，还希望说服有长期主义倾向的股东买新股，稀释对冲基金的股份。但几乎没有人愿意主动出击。他们有各式各样的理由，有些还很充足。这次收购对我来说是个教训。




你一定很失望。


是的，太痛苦了。他们这些人中还有人现在对我说：“我们想念过去的艾尔建。我们正在寻找高增长、极具创新力的股票，但还没找到。”我只是回答：“我打心底里同意你说的话。”

还有一件事让我又惊讶，又失望：我不能说服认同我们所做的事、明白我们为什么不接受投标（报价严重低估公司价值）的人和媒体对话。有些人说，他们本来要去找媒体沟通，但公司高层不允许。而报道企业并购的记者又不太了解这些公司。报道制药界新闻的记者对这一切了如指掌，但一旦公司开始行动，他们就袖手旁观了。所以这次收购报道比我们想象中更“一边倒”。




向维权投资者靠拢的趋势最终会被市场遏止吗？


维权主义和恶意干预受超低利率驱动，在银行（愿意接受极高杠杆比率）助攻下愈演愈烈。投资者关注点最近回归到传统的管理层经营课题。但我认为，投资风向变化很快。我上商学院的时候从没想到现在是这种情况。




你同意鲍尔和潘恩所讲，董事会和CEO须少关注股东价值，多关注公司的健康发展吗？


从社会角度看的话，在过去一年中我们看到的很多动乱都源于这样一个观点：富有、有权势的人正从社会变动中攫取不合比例的超高利益。很多公司认为，自身形象应有所改善，不仅要对股东更友好，对员工和社会也如此。放大目标，不只关注赚钱，是你营造友好形象、创造强大企业文化的必要手段。

我不认为，优秀业绩与公司目标相抵触——两者并不矛盾。我的经验告诉我，公司要想取得突出业绩，就必须有目标。对员工来说，金钱固然重要，但重要程度有限——他们希望自己在做一些改善人们生活的事情。我还发现，如果管理层坚持履行社会责任，员工也会欣然支持。我过去常常拿节水节能和垃圾回收的事和员工开玩笑，跟他们说：“我是苏格兰人，好吗？我不喜欢垃圾，而且回收垃圾能给公司省钱。”这对员工是种正面影响。




这种目标感在你处理收购事件时有什么帮助吗？


当然。那一年，我把日常经营工作都交给了总裁道格·英格拉姆（Doug Ingram），后来公司总收入增长17%，超过了10亿美元，是我们62年历史上经营业绩最好的一年。我记得一位研发团队领导者在停车场找到我聊天，说：“你还好吗？我能帮你做些什么吗？”我回答他说：“只要把你的工作做到最好就行了，别因为媒体上的垃圾文章而分心。”艾尔建在全球各地的员工都超越了自己，因为他们信任公司。




在哪些方面改进政府管制，可以让所有利益相关方都获得更好的结果？


我最赞同的改进措施是改变税率。和世界其他地方相比，35%的税率太高了。如果我们将税率降到20%，就会看到美国投资和就业惊人的增长。高税率意味着我们抵抗收购的能力偏低——收购有税收倒置（tax inversion，企业通过改变注册地来避税的手段——译者注）的优势，所以发生频率较高。我们缴税26%，而总部在加拿大的瓦伦特缴税3%。我认为，政府可以在不考虑收入因素的情况下，调整资本利得税，鼓励股东继续持有股票。




换个话题：如果公司想重新定位，追求长期增长，需要做点什么呢？


我认为CEO很难改变自己的定位。有些能，但多数做不到。所以在多数情况下，你需要一位新领导者——你必须赢得董事会的支持，因为你不仅在改变战略，还在改变数据。你必须有据可依，比如“在接下来的3年中，我们不能让每股利润增长10%，只能保证5%的增长，同时我们要投资于未来。前3年内我们看不到回报，所以你们要有耐心。”你一定要把观点阐述清楚。

之后包括董事会、投资者、实验室技术员和销售人员在内的人都会监督你，确定你是不是认真的。你要有极大的毅力和决心来应对这一切。成功并非不可能，不过极其艰难。





聚光灯 Spotlight




董事会观点：


董事必须平衡各方利益

Directors Must Balance All Interests

萨拉·克利夫（Sarah Cliffe）与公司治理专家 CEO 芭芭拉·哈克曼·富兰克林（Barbara Hackman Franklin）的对话





芭芭拉·哈克曼·富兰克林是第29任美国商务部长，也是全美公司董事协会荣休主席。她曾是14家上市公司和4家私营公司的董事会成员，被美国管理协会评定为美国最有影响的公司董事50人之一。她是芭芭拉-富兰克林公司（Barbara

Franklin Enterprises）总裁兼CEO。该公司提供咨询服务，建议美国公司如何在国际市场做生意。





HBR：
 对股东的过度关注已经成了一个问题，你同意吗？



富兰克林：
 简短的回答就是同意。但我先跟你说一下，我对公司治理的看法吧。我一直视之为一个三方制衡机制。股东拥有股票，选举董事会成员。董事会制定政策，雇用和罢免CEO。CEO和管理层经营公司。三方的权力随着时间的推移此消彼长，但总在一定程度上处于平衡状态。30年前，我第一次进入大型上市公司的董事会，当时CEO占主导地位。后来董事会开始采取强硬态度，权力的天平也就倒向了他们，特别在2002年《萨班斯-奥克斯利法案》（Sarbanes-Oxley，为解决公司和证券监管问题所立的监管法规——译者注） 颁布后。过去五六年中，天平再次转向了股东。

但现在复杂性多了一层——在我看来，维权股东和他们越来越多的干预不同于三方权力关系之间普通的此消彼长。不仅差异明显，而且令人担忧。这是近几年新出现的情况。所以我同意，将更多股东权力转移给董事会和管理层的看法。




你看到了什么影响？


对冲基金维权投资者已经影响到其他投资者的行为。我看到，投资者群体对季度利润和抬高股价的要求普遍更高了。这可能对战略制定和资源配置方式产生一定影响。我们要“像维权投资者一样思考”的提议时不时就会出现在董事会的谈话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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芭芭拉·哈克曼·富兰克林 照片由诺亚·威尔曼（NOAH WILLMAN）拍摄






约瑟夫·鲍尔和林恩·潘恩曾把他们的文章发给很多人看并征求意见，有一个人说，只有董事会彻底改变自己的某些工作方式，以公司为中心的管理才可能成为现实。你觉得这个说法正确吗？如果正确，改变什么呢？


我喜欢这篇文章的一点是，该文指出了一些董事会本该坚持，却没有做的工作。有的董事会正在做这些工作，但可能力度还不够。（如果你一直迫于压力，必须交出短期业绩，就很难开展这些工作。）举例来说，董事会须全年都和管理层及CEO讨论战略。这项工作不能“只做一次，就不用再管了”——几乎每次会议中都必须讨论战略。

如果战略每次都在会议议程表上，那么你可以讨论到战略的各个方面，比如短期还是长期决定，以及是否有决定需要修改。资源配置也是战略讨论的一部分，风险管理亦如此。解决以上问题的能力取决于董事会的文化。所有声音都能得到尊重吗？CEO愿意倾听、交流、回应吗？公司只有一个课题——公司和利益相关方的未来发展，并时刻考虑未来如何给股东创造价值？

有些董事会因关注短期结果，忘了自己的核心责任，比如继任计划。这项工作也必须持续进行。董事会成员须确定，公司有多个能胜任CEO的候选人；也就是说，他们必须非常了解这些候选人。这样的话，当你需要决定下一任领导者人选时，就能够找到符合战略要求的候选人。

董事会还忘记了与各方进行良好沟通，而好的沟通对战略讨论意义重大。董事会和公司须给股东和其他利益相关方准确、及时的信息。有些股东如果对公司实际运营或集体决策前的思考过程了解不够充分，就会惴惴不安。很多时候事情走入死胡同，都是因为沟通出现了问题。




薪酬机制是董事会职责的另一重要组成部分。如果说这方面的理念应有所改变，那么怎样改变呢？


人们总在说“按绩效支付薪酬”的机制。但这是什么意思呢？我认为，董事会须设计一个评估绩效的平衡计分卡方案。这个方案有助于决定薪酬的发放。利用绩效评分卡评估董事会在一系列职责（包括长期和短期）上的表现，是另一种防止短期主义的手段。

不管股东是不是正失去主导地位，我认为，董事会要争取更控制权，因为现在商业环境正在发生变化，就像我们更换新政府和国会时经历的动荡一样。




鲍尔和潘恩认为，股东的中央集权让董事会和高管变成了跟单员，而非受托人。他们认为，董事会和CEO的首要职责是保证公司健康发展，而非将财富最大化。


是的，我同意他们的观点。我一直都认为，我的受托人责任是相对于公司而言的，其中也包括公司的利益相关方——该文称他们为利益群体，但我们说的是一件事。你的决策必须同时考虑到股东和利益相关方。

州级法规之间的差异很有意思。首先，多数州级公司法不要求董事将股东利益放在第一位。相反，判例法经过数十年的发展，已经将关注点转向了将股东价值最大化。值得一提的是，现在28个州的法规都允许董事考虑“其他利益群体”的利益。我认为这是件好事。




你听到CEO讲述，他们怎么平衡来自不同利益群体的压力了吗？


我觉得，现在大家都关注长期和短期之间的平衡。我们中有些人签署声明，称现在短期主义得到过多关注，包括对股价和TSR的关注。过于强调任何一种指标都对公司长期目标有极大危害。我们所有人，包括CEO和董事会成员都在苦苦寻找正确的平衡点。但让我们夜不能寐的是全球商业环境。




你在董事会工作了很长时间——你认为还有什么大问题，应该让鲍尔和潘恩在文章里谈谈？


对我来说，文章漏掉的一点是，对管理层和董事会之间适当权力制衡的讨论。这种平衡在书本中容易界定，实践中就很难。这是以后可以讨论的话题。也许我们解决了维权投资者的问题后，作者就可以讨论这个话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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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拉·克利夫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执行主编。





聚光灯 Spotlight




数据：


长期主义的回报

Where Long-Termism Pays Off

作者是鲍达民（Dominic Barton）、詹姆斯·玛尼卡（James Manyika）和萨拉·基奥恩·威廉姆逊（Sarah Keohane Williamson）






短期主义会摧毁价值吗？这一问题在商界、政府和学术界领袖中间引起了越来越多的讨论。但辩论双方基本都没有确凿证据，部分原因是该现象涉及很多复杂因素，而且很难评估。




为量化短期主义对公司的影响，并评估其对国家经济的累积效应，自2001年到2014年，我们追踪了615家美国非金融公司（占美国总市值的60%到65%）的数据。我们用多个标准指标代表长期行为，包括资本性支出与折旧比（投资的指标）、计入收入份额的应计费用（利润质量的指标）和利润增长。为确保得到有效结果并避免样本中的偏差，我们只将公司与同行业拥有类似投资机会集和市场条件的公司做比较。我们根据公司规模和所处行业进行校正，确定了167家（约占总数的27%）有长期主义倾向的公司。

接下来我们查看了615家公司的业绩。结果很明显：这些图表说明，关注长期发展的公司在几项财务指标上超过了关注短期业绩的同级公司，创造的工作岗位也远超过后者。这些公司兑现的股东回报超过均值，而且在我们的评估期结束时，进入前四分之一或十分之一的几率比一般公司高50%。（附加说明：我们发现长期主义管理和更优财务绩效之间的相关性，但没有说明，长期主义管理是更优绩效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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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所有美国公司都采取类似的长期主义管理方式，会怎样？我们根据上述差异推断，可能公共股票市场计入美国总市值后，可添加超过1万亿美元的资产价值，带来约4%的增长。公司可在美国多创造500万个工作岗位，也就是增加高达1万亿美元的GDP。



[image: ]




[image: ]




[image: ]




点击HBR.org
 ，查看更多有关以上研究发现的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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鲍达民
 是麦肯锡咨询公司全球执行总裁兼布鲁金斯学会理事。詹姆斯·玛尼卡
 是麦肯锡全球研究院董事。萨拉·基奥恩·威廉姆逊
 是FCLT Global公司CEO。





特写 Feature



成功CEO的

过人之处

WHAT SETS SUCCESSFUL CEOS APART

埃琳娜·伯特洛（ELENA LYTKINA BOTELHO）

金·鲍威尔（KIM ROSENKOETTER POWELL）

史蒂芬·金凯德（STEPHEN KINCAID） 迪娜·王（DINA WANG） | 文

刘铮筝 | 译 刘筱薇 | 校 钮键军 | 编辑




成功CEO具有4种行为特质：果断、激励参与、主动适应、稳扎稳打。这4点看似平常，但知易行难，如能做到，将让CEO从选拔中脱颖而出，并坐稳位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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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EO难选！根据世界大型企业联合会（Conference Board）统计，2000至2013年，《财富》500强企业中约四分之一的CEO离职均非出于自愿。解雇这些CEO带来的副作用惊人：2014年，普华永道一项对世界2500家最大企业的研究表明，每年高管层人事变动会让股东损失约1120亿美元市值。选择CEO的任务十分艰巨，对于把CEO捧上神坛的董事们而言，这个数字颇令人沮丧，也让任何有志于成为C级高管的领导者望而生畏。显然，很多原本能力颇强的领导者和董事会陷入了误区。问题是，误区到底是什么？




​​20多年来，我们为董事会、投资者和高管本人提供CEO过渡建议。在该过程中，我们发现，董事会理想中的CEO特质，与真正带来业绩的CEO特质存在差异。这种差异源自一种不切实际却十分常见的思维定式，这种定式很大程度上是由《财富》500强企业领导者的官方个人介绍而形成的。它让人们觉得，成功的CEO必然是气宇不凡、身高六英尺的白人男性。他还要拥有名牌大学学历，极富战略眼光，职业生涯一路高歌猛进，具有在高压下做出完美决策的能力。

​​然而让我们惊诧的是，真正成功的领导者中符合该定式者少之又少。因此，我们开启了为期10年的研究——CEO基因组工程（CEO Genome Project），其目标是发现能区分出表现杰出CEO的具体特质。（根据对董事和大多数特别了解CEO表现投资人的访谈，我们将他们定义为达到或超过该岗位要求的人）。我们与芝加哥大学和哥本哈根商学院的经济学家，以及SAS的分析师合作，充分利用自己领导力咨询公司ghSmart的数据库。该数据库包括1.7万多份对C级高管的评估，其中有2000名CEO。数据库中包含每位领导者的详尽信息，包括职业生涯、商业成果和行为模式。我们筛查这些信息，寻找被任命CEO和被淘汰候选者的差异，以及超过岗位要求和不胜任岗位CEO的差异。（
欲知更多详情，请见边栏《关于本研究》。

 ）

​​我们的发现挑战了很多普遍存在的认知。例如分析显示，尽管董事会通常倾向于选择富有魅力的外向者，但实际上，内向者会更容易超出董事会和投资者的预期。我们也惊讶地发现，实际上所有的CEO候选人在过去都犯过大错，其中45%的人至少在职业生涯中跌过一次大跟头，让公司付出了极高昂的代价。但这45%的人中，又有78%以上的人最终获得了CEO职位。此外，我们还发现有无教育背景优势与CEO业绩没有关联。研究中，只有7%业绩优秀的CEO本科就读于常青藤大学，且其中8%的人没有大学文凭。

​​当我们对比董事会在选择CEO时看重的特质，与让领导者业绩表现更好的特质时，发现两者间几乎没有交集。例如，高度自信能让候选人当上CEO的可能性提高一倍还多，却对CEO职位本身的表现没有任何贡献。换言之，让候选人受到董事会青睐的因素与他们能否胜任CEO一职无甚关联。

​​但我们最重要的发现是，成功CEO往往会展现4种特定行为，这些行为被证明对业绩至关重要。我们还发现，当董事会如能在选拔和培育领导者过程中聚焦于这4种行为，能够极大提高他们聘用到合适CEO的概率。我们的研究和经验表明，（根据光辉国际2014年的调查）87%的高管有意强化这些行为，极大地提升了他们成为绩效优秀CEO的概率。



4种行为

​​鲜有成功领导者能在这4种行为上都表现突出。然而当我们深挖数据，关注我们的咨询师评估候选人与CEO职位匹配度，以及他们在30种管理能力（如追究员工责任和激励团队能力）上的表现时，我们发现了一个有趣的关联。约有半数的优秀候选者（A、B、C得分表中得A者）在4种行为中至少有1种表现突出，而表现欠佳候选者（得分B或C）中只有5%的人有突出行为表现。

​​下文中我们将要描述的行为看似异常简单，但关键是知易行难。我们的研究发现，对很多领导者而言，日复一日地让这些行为成为牢固习惯极富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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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太多的CEO无法胜任他们的工作。从2000年到2013年，25%的《财富》500强高管都是被迫下台的




原因


一大主要原因是，董事会理想中的CEO，与真正带来业绩的CEO存在差异。




解决方案


从数据库中1.7万名C级高管的评估中，我们发现成功的CEO具有4种行为，对他们的业绩至关重要：果断、激励参与、主动适应、稳扎稳打。







​​1.快速坚定地决策


​​关于CEO如何胸有成竹扭转乾坤，让公司大获全胜的逸闻很多。但我们发现，表现优秀的CEO不一定任何时候都因明智决策而脱颖而出。更果断往往是他们鹤立鸡群的原因。他们比别人做决策更早、更快，而且十分坚定。这种决策风格是他们惯常的风格习惯。我们的数据显示，那些被认为“果断”的人成为优秀CEO的几率是平均值的12倍。

​​有趣的是，参加我们培训的最高智商高管，也就是那些享受复杂思考过程的人，有时最容易犹豫。尽管他们决策质量往往很高，但因为他们过于追求完美答案，因此拖延了决策速度，无法清晰分辨轻重缓急——他们的团队因此付出高昂代价。这些智慧但决策缓慢的领导者形成了瓶颈，他们的团队要么产生挫败感（导致宝贵人才流失），要么裹足不前，从而让整个企业陷入停滞。因此，不难想到，当我们仔细观察那些决断力得分低的高管时，只有6%的人得分偏低的原因是决策过快。大多数人（94%）的低分原因都是决策不足和决策过慢。

​​表现优秀的CEO明白，错误决策通常好过无法决策。正如公交运营商灰狗（Greyhound）前CEO史蒂芬·戈尔曼（Stephen Gorman）所说，“错误决定好过缺乏指导方向，大多数决定都可以撤销，但你要学会以合适速度向前推进。”戈尔曼成功引领灰狗完成了转型。

​​果断的CEO意识到，他们没有时间等待信息趋于完美。“一旦答案成形了约65%，我就该打电话下命令了。”自有品牌制造商Vi-Jon CEO杰瑞·鲍（Jerry Bowe）如是说。但这并不妨碍果断的CEO们积极收集各路观点，并在精选的小规模智囊团中进行民意调查。他们会确保智囊团人选的可信度——须提供诚实的意见和可靠的判断。

​​鲍有一套激励自己按决策行动的方法：“我会问自己2个问题：1.如果我做错了，后果是什么？2.如果我不这么做，会有多少其他事务被影响和拖延？”他认为这种方法也让团队成员受益，让他们在运营决策上相信自己的判断。这点至关重要，能让CEO把更多时间用来攻克更少而精的决策问题。

​​因此，成功CEO也很清楚什么时候不要决策。史蒂芬·考夫曼（Stephen Kaufman）是艾睿电子（Arrow Electronics）前CEO，他的建议是：当面对潮水般涌来的决策需求时，很容易迷失，这时不妨暂停片刻，先考虑一下某些决策是否可以放权给组织中更低层级；或者先暂缓一周到一个月，等重要信息齐全后再做决定，以免造成无法挽回的后果。

​​但一旦决心已下，优秀CEO们便不会有任何动摇，坚决贯彻下去。前美敦力（Medtronic）董事长兼CEO阿尔特·柯林斯（Art Collins）告诉我们：“如果领导者犹豫不决或反悔退缩，员工和其他关键伙伴会很快失去信心。”那么如果决策结果不佳呢？根据我们的分析，尽管所有CEO都会犯错，但大多数错误并不致命。我们发现，在因决策问题被罢免的CEO中，只有三分之一的人是因为错误决策本身失去工作的；其他人遭免职的原因是犹豫不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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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关于本研究

本文源于ghSmart的CEO基因组工程在10多年间进行的研究。ghSmart组建了评估1.7万名C级高管的数据库，其中有2000多名CEO，涵盖了所有主要行业领域和公司规模。每项高管评估包括详细的职业和教育经历；业绩评估；以及行为模式、决策和商业成果信息。数据收集自每名高管条理清晰的访谈，有时还补充了该高管商业伙伴的访谈。

C级高管的特性，我们仔细检查了930名CEO候选人。他们来自各种规模的企业，涉及北美产业分类体系(NAICS)中20大行业领域中的19个。样本中86%的企业是美国企业。我们还根据公司的财务结果以及董事和投资方意见，收集了212位高管的信息。

我们的团队有14名研究者，包括心理学家；芝加哥大学教授史蒂芬·卡普兰（Steven N. Kaplan）和哥本哈根商学院莫顿·索伦森（Morten Sørensen）教授带领的经济学家、统计学家、金融市场专家以及SAS和纽约大学的数据科学家。他们分析访谈笔记的一系列特性，包括教育背景、任期和行业经验。这些信息被用来区分（a）获得CEO任命的候选者与被淘汰的候选者，以及（b）达到或超过原有期待CEO与不达标的候选者。（我们还研究了他们成为CEO之前的职业生涯，聘用和罢免习惯，犯过的错误和其他问题。）

同时，我们进行了超过70次CEO和董事访谈，来验证我们的假说并进一步理解成为成功CEO的要素和董事会真正如何选拔CEO。



（返回原文阅读）









2.激励参与。
 一旦CEO为公司指明了方向，他们必须从员工和其他利益相关方中寻求认可。我们发现，优秀CEO能够很好地在这两者间取得平衡：照顾利益相关方的优先事项，以及毫不松懈地保持公司业绩。他们首先对利益相关方的需求和动机保持极高敏感，然后鞭策员工做出成绩，让员工以创造价值为目标，从而产生凝聚力。在我们的数据中，擅长以结果为导向动员利益相关方的CEO，比其他CEO的优秀程度高出75%。

​擅长团结员工的CEO，往往会制定计划，并按规定进行沟通和执行富有影响力的决策。"需要做重大决定时，我会绘制一张利益相关方地图，确定需要哪些关键人员参与，"费城儿童医院 （Children's Hospital of Philadelphia）CEO玛德琳·贝尔（Madeline Bell）如是说，“我会找出反对者以及弄清他们担忧什么，然后思考如何将他们反对的力量转化为正面能量。我会和参与者说清楚，他们对整个过程的重要性，他们是取得成功的关键因素。但最终你一定要让所有人明白，你是最后决定者，也希望他们能参与决策过程。”

​当与利益相关方沟通时，贝尔这样的CEO很清楚，自己的情绪和肢体语言将影响沟通效果。尽管关于“情绪感染 （emotional contagion）”的著述甚丰，新任CEO们往往很难意识到一系列言辞或举动造成的不利影响。考夫曼说：“你所做的每一个评价和面部表情，都会被组织解读并放大10倍。如果你恰巧在别人做报告时，因为背痛做了个鬼脸，那么做报告的人会以为他们被解雇了。”喜怒不形于色是CEO的工作要求，我们样本中超过四分之三的优秀CEO在压力之下都能保持沉着冷静。

​激励利益相关方参与的CEO不会把精力浪费在讨好别人上，也不会放任团队面对痛苦决定。实际上，这些是表现欠佳CEO才会犯的错误。老练的CEO会让团队相信，他们能够带领大家走向成功，因此赢得团队支持，哪怕有时候CEO的行动令人不快或不受欢迎。在追求公司目标过程中，优秀的CEO不会回避冲突。实际上，在我们分析中，三分之二在激励参与上表现优秀的CEO，同样在管理冲突上得分很高。这种处理相左意见的能力也能帮助候选者获得CEO的宝座。我们分析了那些与普通CEO相比，快速晋升到CEO的领导者，发现他们最突出的潜质之一是：愿意解决纠纷。

​当应对争议问题时，善于解决纠纷的领导者保证每一方都有发言权，但自己不会站队。他们聆听并收集观点，但不会屈从舆论做决定。“达成共识固然好，但耗时太久，而且有时得出的共识价值最小。”武田制药（Takeda Pharmaceutical）CEO克里斯朵夫·韦伯（Christophe Weber）说道。在做出关键决策前，按照习惯，韦伯会召集公司中20-30名高潜力人才进行非正式会谈。会议的目标是，让高潜力人才挑战韦伯观点，以及给他带来新的观点；但同时他也会注意避免制造出民主的假象。

​上述一切并不是说，CEO应该成为独裁者或一匹孤狼。我们往往发现， 只有在公司除了休克疗法外别无选择时，“分毫不让”的CEO才能生存。一旦公司从危机中摆脱出来，这类CEO往往立刻被免职——因为他们失去了团队或董事的民心，大家都厌倦了这种附带损害模式。所以那些临危受命的CEO尽管报酬丰厚，但任期只有短暂的2、3年，并非是巧合——他们好比救火队，灭火后便奔赴下一个“火场”。




3.积极适应。
 公司和领导者适应快速变化环境的能力有多重要？为寻找这方面的证据，我们只要看看英国脱欧的后续，以及不久前美国总统大选就很清楚了。我们的分析显示，适应性强的CEO成功概率高出一般CEO 6.7倍。很多CEO也亲口反复告诉我们，适应性至关重要。当被问及高效CEO有何不同之处时，麦肯锡全球管理合伙人多米尼克·巴顿（Dominic Barton）立刻答道：“善于应对教科书里没有的情况。CEO随时都面临教科书里不存在的情景，要适时准备好应对自如。”

多数CEO知道，他们必须按照短期、中期和长期前景来分配自己的精力，但适应力强的CEO却会多付出很多时间（最多占全部时间的50%）考虑长期前景。对比之下，其他高管考虑长期前景的时间只有30%。我们认为，放眼长远大有裨益，可以让CEO容易发现早期迹象。适应力极强的CEO经常能充分利用广泛的信息流：他们搜索各种网络和数据来源，从乍看起来与自己公司无关的信息中发现关联。因此，他们能更早察觉变化，然后采取有利的战略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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适应力强的CEO也懂得，挫折是变化过程中必然的一部分，因此把错误当作学习和成长的机会。在我们的样本中，那些将挫折当作失败的CEO，成功几率是平均值的一半。反之，成功的CEO会开诚布公、实事求是地承认他们在哪里跌倒，以及受挫原因，并给出具体事例说明他们如何调整方法，争取下次做得更好。相似地，具有类似态度（斯坦福大学的卡罗尔·德威克Carol Dweck称之为“成长型思维模式”），有志于成为CEO的领导者，更容易走上职业巅峰：我们评估中，约90%富有竞争力的CEO候选人在应对挫折方面得分很高。




4.稳扎稳打。
 尽管听起来很平常，但取得可靠成果的能力可能是4种CEO基本行为中最强大的。在我们的样本里，在可靠度上得高分的CEO候选人被选中的概率是平均值的两倍，成为优秀CEO的概率是平均值的15倍。董事会和投资者喜爱稳健的舵手，员工也信任可靠的领导者。

领导者如果对可靠性重视不够，十分危险。西蒙是我们受委托培训的高潜力高管人才。他是公司里众所周知的神奇员工。在超过计划2%就被视为成功的企业文化中，他完成了150%的目标营收。尽管过去他有些失误，但现在成功运营着公司最大的事业部，即公司的“皇冠之珠”（crown jewel，公司最有价值、最具吸引力的资产——译者注）。当西蒙向CEO一职发起挑战时，董事们都对他最近可圈可点的表现印象深刻，但却不太明白背后的原因，所以对这些成就是否可以复制心存疑问。因此董事会选择了另一名更加“安全”的候选人——年复一年取得稳定、可预期的成果。

我们的数据也证明，可靠性至关重要。优秀CEO候选人中，在稳定兑现承诺上取得高分的人所占比例高达94%。

表现稳定的关键做法之一是，从一开始就设立切合实际的目标。在刚就任的前几周里，稳健型CEO能够抗拒直接切入执行模式的诱惑。他们会仔细研究预算和计划，与董事、员工和客户沟通，了解各方预期。与此同时，他们会快速评估业务，形成自己的观点——既切合实际，又符合各方预期。

2012年，当斯科特·克劳森（Scott Clawson）成为水处理公司康丽根（Culligan）掌门人时，接下的是块烫手山芋——所有人都认为公司的税息折旧及摊销前利润（EBITDA）达6000万美元。完成尽职调查后，克劳森不得不告诉投资者真实的收入接近4500万美元。尽管有人认为他最初制定的目标过于保守，但克劳森持续改造公司业务体系和人才结构，最终表现超出预期，让董事会和投资者都很满意。

可靠性得分高的CEO还擅长使用其他技巧。四分之三的人在组织规划技巧上得分很高。他们搭建商业管理体系：巧妙组合搭配会议和各种指标，明确责任，建立多条监管绩效和修正错误的渠道。最重要的是，他们能将优秀团队聚拢在自己周围。

遗憾的是，不是所有CEO都会这么做。首次担任CEO的新高管（比例高达惊人的60%）最常犯的一个错误就是：没有足够快地让正确的团队各就各位。CEO选才赌注高、风险大。成功CEO果断采取行动，更新人才。他们制定高标准，专注和岗位相关的绩效，而非照顾个人情绪或忠诚度——后两者往往会导致错误决策。




需要说明的是，
 对于每位CEO，没有完美的万能行为组合。行业和公司背景决定了特定情况下，哪些行为和技巧最为重要。例如，科技这类变化迅猛行业中的CEO，在主动适应方面须表现特别突出。但对于更加稳定的领域而言，适应性就没那么重要。

你可能会想，诸如品德正直等基本素养重要吗？在筛选掉不适合候选人时，这些是关键要素，但这些基本要素无法帮你去芜存菁。在我们的样本中，100%的业绩不佳CEO在品德正直上得分很高，他们中97%的人在职业操守方面也得了高分。

最终，我们的研究显示，取得领导力上的成功靠的不是无法改变的特质，或是凡人难以企及的禀赋，也没有什么秘方：决断力、团结股东的能力、适应性和可靠性。尽管没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方法，但聚焦于这些基础行为将能够提高董事会选对CEO的可能性，以及增加领导者在该职位上取得成功的几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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埃琳娜·伯特洛
 是领导力咨询公司ghSmart的合伙人，以及CEO基因组工程（CEO Genome Project）创始人。金·鲍威尔
 是ghSmart的总监，以及CEO基因组工程的联合领导者。史蒂芬·金凯德
 是ghSmart的总监，以及心理咨询学会（Society of Consulting Psychology）前会长。迪娜·王
 是ghSmart的总监，她曾经是哈佛商学院增长与创新论坛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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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高管应完全融入公司文化。






这
 位叫卢卡斯·雅各布森（Lucas Jacobsen）的高管已蓄势待发，准备迎接新的挑战。他曾在一家拥有多元化业务的财富100强制造企业供职了10多年。其间，他获得擢拔，掌管动力系统部门的产品开发。但是他仍然决定离开这家企业，来到了Energix公司，担任研发业务负责人。这是一家处于上升期的动力系统工具制造商。然而，这家规模小得多的公司拥有基于共识的企业文化，雅各布森此前的经验在这里难有用武之地。此外，Energix基本上没有提供就职指导和组织融入支持。HR和IT部门为他在公司内部系统做好设置后，上司将他引荐给研发团队，简要地介绍了其职责范围。然后，雅各布森只能靠自己来了解公司如何运转，而这对于他来说并不是件容易事。他过于苛责的行事风格，再加上某些人对于他接任这一职务的一些曲解，让他难以与新同事相处，并最终导致了他的离职。



在将诸如雅各布森这样的新聘高管引入组织时，很多公司认为自己做得不错，但事实往往并非如此。几乎所有的大公司，在引入新高管时的基本行政能力都是合格的——但是它们所做的事情过于简单，对预防新高管在与新同事一起工作、在努力了解企业的文化和期许时所遇到的问题几乎没有帮助。公司在高管融入组织上所投入的精力有很大差别，主要涉及的方面包括高管进入新角色的时间，离职（合同到期或辞职）和人才保留。

为了帮助企业了解高管应采取哪些行动才能有效地胜任新职务，以及如何帮助高管更快地实现这一目标，我们开发了一个评估模型。在这一模型中，“内容”是新任领导应完成的一组核心交接任务，而“方式”被分解成了公司可提供的不同级别的支持。但是在详细介绍这些内容之前，让我们先更进一步地了解一下，大多数组织在其上岗指导举措中存在哪些不足，以及它们改变这些做法后会获得哪些收益。



从上岗指导到融入

对于众多公司为新任高管提供交接支持的方式，“上岗指导”是一个十分贴切的词，它的意思就是让新高管顺利任职。不过在此之后，新任高管应了解知道该做什么事情，或在很少有指导或没有指导的情况下找出解决问题的办法。出于这一原因，我们不再使用“上岗指导”一词来描述我们为客户公司（即那些希望为新任高管提供支持的公司）提供的服务，而是用“融入”一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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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内容


在最初几个月，新任高管必须应对5大核心交接任务：掌控运营领导权，管理团队，与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融入组织文化，确定战略意图。




方式


公司可使用本文中的框架来衡量和调整它们对每个任务的支持力度。方法有很多种，从“零级支持”，到通过深层次讨论、团队会议和其他定制式体验，来加速新任高管的融入。





“融入”意味着实现更高目标，即尽一切能力帮助新任高管尽快、顺利地成为能够充分发挥作用的团队成员。不幸的是，很多公司都没有采取这一举措。这一点在Egon Zehnder公司对588名副总裁及以上职位的高管（在过去几年中曾加入了新公司）的在线调查中得到了佐证。受调对象涵盖欧洲、北美、拉美和亚洲的上市和私营企业；其中的三分之一都是C级别高管。他们在完全展现个人角色所花的时间上，近60%的人花了6个月，而近20%的人花了9个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受调对象表示，他们在交接期间接受过有意义的支持——这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因为在这些十分幸运的少数人群中，超过80%的人都认为此类支持对于树立个人早期威望能提供极大帮助。（了解该调查和其他文献的详情，请参见图示
《新任领导者的最大障碍》

 和
《公司应该在哪些领域和不应该在哪些领域提供支持》

 ）

完全融入企业的高管能够在早期打造良好的发展态势，而不是疲于学习适应新的环境。我们的调查显示，完全胜任职位（利用手头上正确的信息制定重大决策，拥有合适人选帮助执行决策）的平均时间可缩短三分之一，即从6个月减至4个月。

不向新任高管提供什么支持、“优胜劣汰”的方式带有明显的机会主义倾向。对于公司中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高管职务来说，进展缓慢的接任会带来高昂的成本。除了财务成本外，新高管的“品牌效应”和“跟随效应”将遭受重击。（关于CEO接任挑战中的更多洞见，参见《哈佛商业评论》2016年12月刊中由丹·齐安帕（Dan Ciampa）撰写的文章《握手之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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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任领导者的最大障碍

一个涵盖全球588名近期担任新职务的资深高管的调查显示，组织文化和政治是导致他们在新任职务上失败的主要原因，而不是其能力与管理技能的缺乏。近70%的受调对象认为，这主要是因为他们不了解公司的相关规范和做法，其次是因为他们难以融入企业文化。当被问及哪些举措能够降低任职失败率这一问题时，他们提到了建设性的反馈、对内部人员网络的熟悉以及对组织和团队动态的深入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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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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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应该在哪些领域和不应该在哪些领域提供支持

在一项全球调查中，198名人力资源高管评估了其组织的上岗指导举措。他们中的大多数认为公司在新任高管入职时的基本情况介绍、法律和程序性手续方面都做得不错；但是，仅有约半数的人表示，公司在促进新任高管和团队建立关系方面获得了成效。只有不到三分之一的人说，其公司积极地帮助新任高管适应企业文化和政治氛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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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来源：EGON ZEHNDER/GENESIS ADVISERS





大多数组织，即便是那些标准很低的组织，都认为自己已经实现了高管的有效融入。我们向跨国企业人力资源部门的领导者，提出公司是否拥有“上岗指导系统”这个问题时，对方都给予肯定的回答。然而，当我们问公司如何加速高管融入的进程这个问题时，我们发现，现实中的支持可谓千差万别，最好的是全面支持，最差的基本上什么都没有。当“上岗指导”一词缺乏明确的定义或理解时，对于新高管的融入就起不到帮助作用。很多企业认为这一举措主要涉及完成相关文件，配给办公空间和资源，并提供强制培训——通常是带有技术性质的培训，例如合规。上述事情很少得到或并未得到高管层的参与，而且对于帮助新高管扫清其上任之后所面临的最大障碍——文化和政治挑战——毫无帮助。

相反，有些公司下大力气帮助新任高管完全融入组织，让我们来看看。例如有一家大型全球通信和数字服务公司，通过在不同国家的频繁轮岗来培养分公司总经理。该公司鼓励所有的分公司新任领导者参加结构化融入项目。几乎所有人都接受这一支持，并且效果很好：由于公司注重在各个层面开展学习，新任领导者接受帮助时更加坦然。有时候，这一项目是对关键“软”技能进行评估，而大多数高管都表示，上任初期最难掌握的便是这些技能。其中的一种工具便是文化问卷，它将高管此前供职公司（或事业部或国家）的工作实践与新环境中的实践进行对比，以发现潜在的问题。




新任领导通过迅速解决紧急问题，把握和实现快速成功来树立声望。





这家公司经常碰到的问题是：它的很多子公司崇尚创业文化，但招聘的新任高管通常来自有着复杂结构和庞大规模的竞争对手。这些高管与利益相关方进行认真磋商时，在以前的同事眼里是一件很正常的事情；但在新同事眼中，此举会被看作是决策拖沓，缺乏决断力和主见的表现。当然，调往其他国家分公司的高管也会遇到巨大的文化差异。系统地审视这些差异和其潜在的影响，将大幅降低高管的离职风险，并缩短他们适应新环境所需的时间。

该公司会列出利益相关方，并加以讨论——新高管应尽早与哪些人见面，以及哪些人应该以什么方式来接触等。公司还鼓励高管们在就职前准备一篇简短的演说，简要说明为什么要加入公司，以及希望为公司做出什么贡献。这些高管称，这样做能够让他们明确有力地传达关键信息，而且他们可以在走进办公室后立刻分享这一信息。公司则发现，此举能够让新高管在上任的最初几周更加明确地向其团队和同事传递个人意图。

该公司专注的融入举措帮助高管们规避了常见的陷阱，并在上任伊始即获得高成效——而个人的收获会带来巨大的集体利益。同时，接任失败次数的减少，也提升了员工对公司安排高管职位继任人选能力的信心，并减少了内部继任人选对新任领导的抵触情绪。最后，该公司雄心勃勃的轮岗计划（对公司的成长计划十分重要）大获成功，而且新高管们也更快地适应了新职务。

这家公司还发现，其高管人选的融入工作提升了员工对新职位上任风险的认识。如今，这一方法更多地用于解决新经理（最高两个管理层级之下）的需求，并使用了成本更低、更加标准化的工具，来培养这些经理。融入支持也因此成为了公司文化的一部分。



5大任务

基于我们的研究和数十年的高管合作经验，我们发现了新任高管在最初关键几个月中必须开展的5项重要任务。新任高管们在这些领域应获得最大程度的融入支持。


1.掌控运营领导权
 。即便新任高管们（尤其是外部人士）能够在招聘流程中尽可能多地获得相关信息，但也无法了解公司业务的全貌，包括优势、弱点、机遇和威胁等。新任高管可以通过展示对重要运营问题的认识，迅速解决紧急问题，把握和实现快速成功来树立其声望。尽早因地制宜地制定优秀决策，对于树立有效领导者的形象有着重要影响。


2.团队安排。
 上任伊始，新任领导者必然十分重视向其直接汇报的下属，因为他们深知自己必须迅速地确定或调整团队的构成和目标。此时，领导者更容易决定是否保留团队成员，因为最初的团队成员并非由他们挑选。然而，这一时期转瞬即过，领导者需要以专注和纪律来高效地获取信息，做出明智的决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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评估公司的上岗指导举措的有效性

该工具可以帮助公司评估自己在“入门级支持”（新高管入职，介绍其职责和组织构架）、积极同化（采取一定措施，帮助新任高管了解组织文化和政治）以及加速融入（投入资源，让新任高管能在组织中迅速发挥作用）上的投入。




如何评估


1.在每个方格中，勾选构成公司上岗指导流程的元素。

2.在每个竖排中，将勾选了的元素的个数相加，得出公司在入门级支持、积极同化和加速融入方面的分数。将此分数与我们所调查的公司的平均得分进行对比。

3.现在再将每一横排中勾选了的元素个数相加，得出公司在支持五大主要任务方面的总分，并将分数与研究中的平均得分对比。

4.将横排的总分相加，得出总分数。（由于是在矩阵中进行相加，因此竖排分数的总和等横排分数的总和）

5.如果整个表格中勾选的元素较少或没有，说明公司在上岗指导方面采取的是“零级支持”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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双击可看大图





（返回原文阅读）








公司应允许新任领导以新视角来看待人员，而不是事先左右其观点，这一点很重要；同样重要的一点是，还应分享有关每个团队成员的业绩和职业发展信息。在这两点之间取得平衡，要求新任高管与人事部门进行仔细的规划和协调，并且通常需要在最初数周内召开一次或多次新任高管和团队之间的交流会。此举的目标在于为双方打造一个安全的环境，以便在双方建立关系之初提供及时、有建设性的意见和反馈，并询问一些看起来可能较为尴尬的问题。这种方式可以发现和澄清任何对领导者的措辞、行动或最初决定的误解，从而把对领导者价值与能力的不信任或质疑消灭在萌芽状态。与团队尽早地建立信任，能够让新任领导者信心十足地做出团队成员能够自始至终贯彻的重大决策。


3.与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
 新任领导者还须获得直接下属以外人员的支持，包括上司、同行和其他同事。由于在新企业没有或很少有关系资源，他们必须努力建立人际关系，并明确地让人们知道这是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在确定团队之外最为重要的利益相关方之后，他们必须花时间去了解同事的期许，并制定有关如何以及何时与他人交往的计划。这意味着掌握如何在组织中制定决策，了解能够影响决策的人，以及权力的重心在何处。


4.融入企业文化。
 新任领导还应迅速了解，新组织中可接受行为背后的价值观、规范和指导性假设。如果他们在上任之初缺乏这方面的认识，人们可能会对他们的意图和能力产生误解。新任领导者们必须在适应企业文化和试图改变文化之间把握好尺度。


5.制定战略意图。
 最后，新任领导者必须着手制定战略。有时候，企业聘请高管的目的在于利用其专长和特殊的领导方式，有时候看重的是其制定和实施全新战略的能力。如果企业需要实施新战略，组织的相应元素——其结构以及人才管理和绩效评估流程——也必须做出相应调整，才能实施战略。不管怎样，新领导者必须清楚地意识到自己今后应发挥的作用。




新任领导者必须努力建立人际关系，并明确地让人们知道这是自己的一项重要工作。





交接时期的这5项任务是一个巨大的挑战。任何一项出现偏差都可能导致严重的问题，甚至是直接脱轨。如果领导在担任新职务之前，就能了解最初几个月自身在每一项任务中所应取得的成果，那么他们有效融入企业的可能性就更大。这样，他们便可以高效地安排自己的时间。



支持的程度

鉴于上述5项任务对新任领导取得成功的重要性，人们可通过审视企业在每个领域对高管都提供了哪些有效支持，来评估公司的融入计划。支持可分为4个级别：


“零级支持”。
 提供这种级别支持的公司，让新任高管面临自生自灭的境地；它们的支持基本上仅为给高管配备办公空间和基本资源——如技术支持和个人助理。我们的研究显示，全球约5%的公司提供的是这种最低级别的支持。


“入门级支持”。
 这是我们模型中的第一级别。它涉及向新任高管分享与公司政策、团队成员评估、组织构架、战略和业务成果有关的信息。公司将主要提供原始数据，而新任高管会按照自己的方式进行研究和解读。有时公司还提供了一些定性的信息，但不会提供相应的支持，以确保其重要性能够得到高管的完全理解。我们的研究显示，全球三分之二的公司目前采取的是这种做法。


积极同化。
 在第二级别的支持中，公司会组织与重要利益相关方的会议，以便让新任高管更快更多地了解业务、团队、文化和战略要务。我们的调查发现，全球有不超过25%的公司提供了这一级别的支持。虽然这种支持力度远超零级别的支持，然而，如果双方不了解此前环境和新环境之间的主要不同之处，公司将难以确定会议所需时间。而且，如果会议前没有向高管介绍有关情况，高管可能会忽视其理应应对的组织敏感问题。




在理想情况下，公司应提供定制式的体验，例如团队建设的密集讨论和深层次讨论，从而让新任领导者尽快融入组织。






加速融入。
 在第三级别，也就是最为理想的级别，公司提供定制式的体验，能够让新任高管更充分更迅速地融入组织。这些举措可能包括团队建设研讨会，有关战略的深层次讨论。组织将帮助新高管确定要面对哪些文化挑战——上文中的全球通信公司就是这样做的，它让高管填写此前工作方式的问卷调查。尽管还没有较为具体的数值，但我们的研究显示，全球范围内能够系统化解决新高管融入问题的公司还不到2%。

我们发现在实践中，不同的交接任务得到了不同程度的支持。例如，公司可能会召开会议（第二级别），以帮助新高管接任运营领导权，并与利益相关方建立关系；但在接管团队方面，公司仅提供有关的基本信息（第一级别）；而在帮助高管了解组织文化或制定战略意图方面则几乎没有任何行动（零级别）。一项全面的评估揭示了交接中5大任务的优势和劣势。（
参见边栏《评估公司上岗指导的有效性》

 ）



成功案例

当公司开始更有效地让高管融入组织时，通常是因为受到了内外因素的压力，不得而已为之。让我们来看看下面这个案例：

在过去7年中，一家业务遍布欧洲、亚洲和非洲的消费品公司有意加强了其融入举措，将所提供大部分支持都从之前的第一级别提升至第二或第三级别。在2008年金融危机到来之前的很多年中，其高管层制定并培育了一种优先培养内部人才的文化。公司借助跨职能工作来提升员工的能力，以从内部选拔领导者。结果，大多数成为总经理的高管都没有在其他公司工作的经历。鉴于公司所在市场（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多元化特性以及基于共识的组织决策方式，人力资源和产品经理认为需要向新任高管分享公司的基本情况。最基本的就是介绍当地业务信息，确定重要利益相关方（包括团队成员），让新任高管适应新环境，这样他们便可以在上任之初就召开相关会议（第一级别）。

但是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高管层采用了一个新的运营模式，组织的矩阵结构变得更为复杂。公司意识到，需要聘请具备新能力的高管来有效运营组织，并重新设计了人才计划。同时，CEO和高管团队决定，公司必须迅速地从外部招聘一批战略人才，引入拥有必要技能的总经理。

公司很快便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外聘高管要立刻胜任是非常困难的，因为他们既要制定适应于本地市场的决策，又要与总部达成共识。因此公司开始针对决策和利益相关方管理提供培训，并要求产品经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积极作用。当CEO从外部聘请了一位直接向他汇报的高管时（公司当时很少这么做），他在该高管的融入举措中投入大量精力，并要求高管团队的其他成员加大支持力度。他与这位高管以及融入支持中的第三方保持紧密关系，以发现潜在问题，并公开解决这些问题。

这对公司来说当然意义重大：对部分交接任务的支持，因公司最高层的推动而达到了第二个级别。公司鼓励更多的新任高管尽早召开团队会议，并向他们介绍利益相关方的关注重点和公司作为矩阵组织的局限性。但是，公司整体的支持举措仍存在较大差异，其结果也参差不齐。有些外来的新任高管获得了极大成功，但其他人却相反——尽管这些人在以前的工作中颇有成效。

为了应对这一局面，人力资源和高管层审视了新任领导者所面临的困难，尤其是新市场挑战，并决定在更大范围内采取由CEO推动的最佳举措。他们为分公司新任总经理提供了更加全面的融入支持，包括那些从一个市场调往另一个市场的总经理。他们还查看了那些成功高管的案例（这些高管的360度评估显示，他们充分发挥个人效能所需时间降低了一半），以了解如何在融入中规避风险和挑战。公司为这些系统性支持付出了投资，但效果立竿见影。因此公司又进一步加强了其内部融入计划，并从外部聘请了专家指导。

最后，该公司提供的融入计划应对了所有5大交接任务。每一个领域的支持强度都调整至第二到第三级，具体支持级别取决于新任高管的个人需求。公司会在最初的4-8周里协助每一位高管开发个性化的学习计划，举办团队讨论会，并将有关特定利益方的敏感信息以及公司文化中可能存在的挑战性告知高管。

如今，融入支持已经成为该公司的一项标准举措。在人力资源部门的帮助下，公司高管委员会会根据新任高管的不同情况提供相应级别的支持。每隔一个月，委员会平均会评估30个案例，查看新任高管的进展报告（基于教练和其他人的观察反馈），并制定下一步应采取的行动。

这些举措在公司内部广受欢迎。雄心勃勃的新任高管能够清楚地认识自身的价值，那些与他们共事的人以及下属亦是如此。利益相关方也理解了他们在新任领导交接过程中所必须扮演的角色。尽管公司一直在控制预算，但高管层把融入支持看作人才培养的必要投资，因为它能够为组织和高管个人带来实实在在的成效。

虽然融入支持为我们调查的这家公司和其他组织带来了明显收益，但这类成功故事仍是少之又少。这可能是因为公司都太过专注于获取关键职务的正确人选，从而忽视了为这些人的上任提供帮助——也可能是它们并不打算配置必要资源。然而，通过把融入支持列为人才战略的基本原则，公司便可以更加迅速地利用新任高管的潜能，并在更短时间内获得收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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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经多样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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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何要接受神经多样性人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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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在患有自闭症谱系障碍、动作协调障碍和阅读障碍等疾病的神经多样人群中，许多人的模式识别能力、记忆力和数学能力十分出色。但他们的才能基本上还未被企业界发掘。




原因


公司目前的招聘流程和职业发展方法（如面试），以及通用工作流程须绝对遵循标准化方法的观念，将神经多样人群拒之门外，而这些人原本可以成为有价值的员工。




解决方案


SAP、HPE、微软、韦莱韬悦和安永等等越来越多的公司调整了人才招聘和培养方式，以便利用神经多样人群的才能。在此过程中，这些公司让全体员工充分发挥才干的能力也有所提升。






约
 翰是个出色的数据分析人才。他具备很强的数学能力，也会软件开发，这样的技能组合非常少见。他拥有两个硕士学位，而且成绩都很优秀。这样的人才当然会得到技术公司的青睐，对不对？

事实并非如此。约翰已经待业两年多，直到前不久偶然碰到一家尝试不同人才评估方式的公司，他才找到工作。虽然此前跟他沟通过的一些公司都非常需要他具备的技能，但他始终无法成功应聘。

看看约翰本人，你就会知道其中的原因。他似乎有些古怪。他总是戴着耳机，与人交谈时不直视对方。每隔10分钟左右，他就弯下身子去系鞋带。鞋带松了，他就无法集中精神；但鞋带系好的时候，他是整个部门工作效率最高的。他非常勤奋，不愿休息，即使和他一起工作的“伙伴”说服他休息，他也不觉得休息是一种享受。

为保护隐私，我们用了“约翰”这个化名，他是自闭症谱系障碍（autism spectrum disorder）患者的缩影。现在，一些公司率先开始寻求“神经多样性”（neurodiversity）人才，参与此类项目的就是这样的人。

像约翰一样的人有很多。根据美国疾病控制及预防中心的资料，目前美国自闭症男性患者比例为1/42，女性则为1/189。而且，虽然公司目前的人才项目只关注自闭症患者，但这个范围应该可以扩展到动作协调障碍（dyspraxia，一译“运用障碍”，是一种神经性身体疾病）、阅读障碍（dyslexia）、注意缺陷多动障碍（ADHD）、社交焦虑障碍（social anxiety disorders）等其他疾病。这些疾病患者中，许多人的能力高于平均水平。研究表明，自闭和动作协调障碍等一些疾病可能会带来超常的模式识别能力、记忆力和数学能力。然而患者却往往因为不符合潜在雇主的要求而苦苦挣扎。

神经多样性人才在充分运用自己的能力时，常常需要采取一些措施以适应工作场所，例如戴上耳机避免听觉上的过度刺激。有时他们的怪癖会导致一些问题，但这些问题和适应措施在很多时候是可以管理的，而且会有很大的潜在回报。不过，要获得这份回报，多数公司必须以更广泛的方式定义人才，并据此调整招聘、选拔和职业发展政策。

为了吸纳神经多样性人才，SAP、惠普（HPE）、微软、韦莱韬悦、福特和安永等越来越多的知名公司对招聘流程做了彻底的修改。其他许多公司，如卡特彼勒、戴尔、德勤、IBM、摩根大通和瑞士银行（UBS），也正在进行这方面的探索。我们充分了解了SAP、HPE以及率先发起神经多样性项目的丹麦咨询公司Specialisterne的这类项目，也与微软、韦莱韬悦和安永公司的员工进行了交流。

尽管此类项目尚处于早期（SAP开展该项目仅4年，是以上大公司中时间最长的），各公司管理者却表示已经获得了远超声誉的回报，包括效率、质量和创新能力的提升，以及员工敬业度的普遍提升。HPE的神经多样性项目，规模在上述公司中堪称一流，该公司南太平洋区董事总经理尼克·威尔逊（Nick Wilson）说，这个项目带来的益处涉及许多层面，其他项目无可比拟。

最惊人的一个益处或许是，管理者开始更深入地思考，更细致地考虑员工个人需求，让每位员工都发挥才能。SAP数字商务服务高级副总裁西尔维奥·贝萨（Silvio Bessa）表示，该项目“迫使你更好地了解员工，然后你才会知道该如何管理他们”。他说：“毫无疑问，这个项目让我成为了更好的管理者。”



神经多样性人才何以带来机会

“神经多样性的理念是，自闭症和多动症等神经系统差异只是人类基因正常且自然的变异造成的。”约翰·罗比森（John Elder Robison）在《今日心理学》（Psychology Today）杂志网站的博客中写道。罗比森是威廉玛丽学院（College of William & Mary）神经系统多样性工作组（Neurodiversity Working Group）住校学者、联合主席，自己就患有阿斯伯格综合症（Asperger’s syndrome，自闭症的一种）。他在博客里说：“接受了这个概念的很多人相信，那些有差异的人需要的不是治疗，而是帮助和环境上的调整。”我们完全同意这一观点。

从某种程度上讲，每个人都是“不同能力者”（differently abled，神经多样性人群中许多人倾向于这个称呼），因为每个人生而不同，成长过程也不同。我们的思维方式，是由与生俱来的“硬件”和个人经历造就的“程序”共同形成的。

员工的背景、性别、专业学科、文化熏陶及其他个人特征的多样性能够让组织受益，多数管理者都了解这一点。神经多样性的优势与之类似，但更加直接。因为神经多样性人群与“一般神经状态”人群的思路截然不同，在公司创造或认识价值的过程中可以带来新的视角。如HPE公司的一些软件测试员是神经多样者，他们观察到，某客户的项目似乎总是在启动前进入危机模式；由于无法忍受无序状态，他们竭力质疑该客户公司对混乱的接受程度。于是该公司意识到，容忍这种程度的危机的确不妥当，并在这些测试员的帮助下重新设计了启动流程。在SAP，一位担任客户支持分析员的神经多样者发现了一个机会，能够让顾客自行解决某个常见问题，后来上千位顾客都在使用他创建的资源。

不过，神经多样人群依然是一个大部分未经发掘的人才宝库。这个人群的失业率高达80%（包括其他病情更严重的患者，这部分人不参与神经多样性项目）。即便是非常有能力的神经多样者，也往往未能充分就业。许许多多参与项目的神经多样者告诉我们，以前即使拥有可靠的资格证，他们还是不得不做那些中学生就能做的工作。SAP的自闭症人才项目（Autism at Work）参与者有电气工程、生物统计学、经济统计学和人类学硕士，还有计算机、应用与计算数学、电气工程和工程物理学学士，一些人拥有双学位；他们中的很多人在校成绩优异，为优秀毕业生，或是获得过其他荣誉。其中一位神经多样者持有一项专利。

当然，这些自闭症患者若能成功应聘，多数都能胜任工作，其中一部分还十分优秀。两年来，HPE的项目已经在澳大利亚民政服务部（Department of Human Services，简称DHS）为30多名神经多样者安排了软件测试职位。初步结果表明，神经多样者组成的测试团队效率比其他测试团队高出30%。

看到DHS的成功，现在澳大利亚国防部也与HPE合作，在网络安全领域开展神经多样性项目。参与此项目的神经多样者将运用高超的模式检测能力执行任务，如查看网络记录和其他混乱数据的来源，寻找网络遭受入侵和攻击的迹象。澳大利亚国防部借鉴以色列国防部（Israeli Defense Forces，简称IDF）的评估方法，找到了相关能力“十分出色”的神经多样者。（IDF负责分析航空和卫星影像的特别情报单元9900（Special Intelligence Unit 9900）中有一个主要由自闭症患者组成的团队，事实证明，这些人能够发现其他人发现不了的图形规律。）

在科技及其他行业，技术人才短缺的问题日益严重，招聘神经多样人才的需求尤为凸显。欧盟委员会的一项研究称，至2020年，欧盟将面临80万IT员工的缺口。据预测，数据分析和IT服务等迅速扩张且具有战略重要性的领域缺口最大，而这些领域的工作与一些神经多样人才的能力常常是匹配的。



公司为何不聘用神经多样人才

很多公司严重缺乏技术人才，它们为何不聘用具备相应技术的人？这要归结于公司寻找和招聘人员，以及聘用（及晋升）人员的方式。

HR流程制定的着眼点是如何适用于整个组织各个职位的招聘，大公司尤其如此。但这样的招聘流程与招纳神经多样人才的目标存在冲突。SAP公司人才多样性负责人安卡·威腾伯格（Anka Wittenberg）表示：“SAP注重适用性广泛的HR流程，但如果对每个人都采用同一套流程，我们就会错过患有自闭症的人才。”

另外，一般人认为的好员工素质标准包括沟通能力、合作能力、高情商、说服他人的能力、外向热情的性格、交际能力，以及无须做出特别调整即能适应标准化工作方式等，而许多神经多样人才的举止与此相悖。这些素质标准完全过滤掉了神经多样人群。

可是，能够创造价值的素质标准不止这些。事实上，近几十年来，在创新基础上竞争的能力对很多公司来说变得更加重要。公司要创新，就要增加组织的多样性，接纳“边缘”的人及其想法——这是SAP在新闻稿中介绍人才多样项目的措辞。贝萨说，这些员工想法与众不同，或许无法很好地适应工作环境，“但有助于扭转大公司中所有人都朝着一个方向看的趋势。”

你或许认为组织只须寻找更多类型的潜在员工，不必改变传统的招聘和人才发展方式。很多公司是这样做的：管理者自上而下地制定战略和所需能力，据此调整组织角色、职位描述及职位要求。可是，有两大问题使他们错过了神经多样人才。

第一个问题是面试。传统招聘方式几乎都要面试，神经多样人群虽然在某些重要领域才能突出，但其中许多人并不擅长应对面试。例如自闭症患者往往无法与他人目光接触，容易答非所问，而且无法坦承自己的缺陷。他们中的某些人曾经因为面试时遇到问题，表现出缺乏自信。神经多样人群的面试得分，很难高于才能不如他们突出的正常应聘者。SAP和HPE发现，参与项目者的才能（或缺陷，这一点同样重要）可能要花上几周乃至几个月才会凸显。所幸面试并非评估求职者的唯一途径。

第二个问题是，HR流程要求所有员工在统一的环境中以标准化的方式工作，这个问题在大公司中尤为普遍。如前文所述，参与神经多样项目的员工通常无法遵循惯常的工作方式。管理者要改变标准化、一致性的观念，针对个人需求调整工作环境。多数调整所需成本不高，如提供亮度不同的照明设施和隔绝噪音的耳机，但的确需要管理者付出更多精力。



先驱组织如何改变人才管理现状

科技行业一直乐于接纳怪人。才能出众却不善交际的技术宅已经成为一种文化符号，跟车库起家的创业公司一样，成为行业轶闻的一部分。史蒂夫·西尔贝曼（Steve Silberman）在其著作《神经部落》（NeuroTribes）中指出，在硅谷这样的地方，自闭症人群比例格外高，原因尚不明确。他和其他人猜测，这个行业的许多“怪人”和“技术宅”可能患有自闭症，不过尚未确诊。那么，聘用神经多样者这一行为，可以视为这种肯定技术宅价值的文化倾向的延伸。

近年来，一些先驱者公司已将这种倾向正规化、专业化。各公司的项目虽然不尽相同，却都有着共同的因素，主要原因是这些公司都借鉴了Specialisterne的方法。Specialisterne于2004年由托基尔·松内（Thorkil Sonne）创立，起因是他的第三个孩子被确诊为自闭症。创立后几年里，公司开发并完善了无须面试的评估、培训和管理神经多样人才的方法，并且成功运营一家专注软件测试的营利公司，证明了其模型的可行性。

松内并不满足于只在自己的公司为神经多样人才提供职位，他又在2008年创立了专业人才基金会（Specialist People Foundation，最近更名为Specialisterne Foundation），传播本公司的经验，并说服跨国公司开展神经多样项目。多数开展项目的公司都与该基金合作，借鉴其方法。这套方法有七个要点：


与“社会搭档”（social partner）合作，补足自己缺乏的技能。
 技术公司的管理者知道很多事情，但通常不了解自闭症等神经多样问题；而且出于某些充分的理由，公司不便干涉员工私人生活，但神经多样人群也许在生活方面需要额外帮助。

为了填补这些空白，我们研究的公司与“社会搭档”（即帮助残障人士就业的政府组织或非营利组织）建立关系。SAP同加利福尼亚州康复部门（Department of Rehabilitation）、宾夕法尼亚州职业康复办公室（Office of Vocational Rehabilitation）、美国非营利机构EXPAND ability和Arc以及EnAble India等海外机构合作，HPE则与Autism SA（南澳大利亚）合作。这类组织帮助公司制定适用于残障人士的聘用条款，为寻找工作的神经多样者提供就职建议，协助招聘预审，协调公共资金用于培训或自行组织培训，提供神经多样员工成功就业所需的指导和后续支持（特别是在工作时间以外）。在德国，政府认识到了让接受社会援助的人参加工作、产生税收的益处，于是设置专门职位，以支持神经多样员工继续工作。把接受援助的人转为纳税的技术员工，能够带给政府多少益处，各地情况并不一致，不过通常是每人每年五万美元左右。


运用非传统、非面试的评估和培训。
 Specialisterne开创了“外出”评估法，让应聘的神经多样者与公司管理者轻松聚会，通常是半天时间，在随意的交流中展示自己的能力。聚会结束时，管理者选定一些应聘者参加2-6周的后续评估和培训（各公司时间长短不一）。在此期间，入选的应聘者须用乐高机器人（Lego Mindstorms）和编程工具完成指定项目——先是个人项目，然后团队作业，以逐渐接近真实工作中的项目。一些公司设有其他环节，如SAP有“软技能”环节，帮助从未在职业环境中工作过的应聘者熟悉环境。这类项目通常由政府或非营利组织出资，学员一般有报酬。




公司要创新，就要增加组织的多样性，接纳“边缘”的人及其想法。





应聘的许多神经多样者虽然曾在社会上碰壁，但在项目评估期间往往能做出复杂的合作和支持行为。例如在HPE，受训团队按照要求设计了一套可靠的机器人配药系统。当团队展示成果时，一位参与者突然呆住。“对不起，我不行了，”他说，“我脑袋里乱成一团。”队友们立刻施以援手，一起围着他、安慰他，他最终得以完成了演示。

这类项目延长了评估时间，使参与者的能力得以显现。当然，除此之外还有其他方式。HPE已经启动了性质类似的实习项目。


对其他员工和管理者进行培训。
 一些低调的短期培训（有些培训只有半天）帮助老员工了解，应当对新同事怀有怎样的期待，比如新同事可能有些特殊、需要调整工作环境。管理者要接受更广泛的培训，熟悉用于支持这些新员工的资源。


建立完整的支持系统。
 开设神经多样项目的公司，会设计简单的新员工支持系统并加以维护。SAP建立了两个“支持链”，一个负责工作场所，另一个支持员工个人生活。工作支持链包括一位团队管理者、一位团队伙伴、一位工作及生活技能指导和一位工作导师，还有一名“HR事务搭档”负责一组项目参与者。团队伙伴是与新员工同属一个团队的员工，就日常工作任务、工作量管理和优先级提供帮助。工作及生活技能指导通常来自社会搭档组织。社会搭档组织有时还会派出职业康复指导员和个人指导员。新员工的家人通常也会提供支持。

HPE采用了另一种方式，它将新招聘的神经多样员工安排进15人左右的小组，普通员工和神经多样员工比例约4∶1，再安排两名管理者和一名顾问负责处理神经多样性相关问题。


制定职业管理方式。
 通过神经多样项目受聘的员工，与其他员工一样需要长期职业发展路径。为此，公司须将神经多样员工的特殊情况纳入考虑，仔细制定长期的评估及发展方法。所幸随着时间推移，管理者通常都能很好地了解这部分员工的才能和局限。神经多样员工与其他员工接受同样的绩效评估，但管理者要设置特定目标。部分目标可能与神经多样员工自身的情况有关，但业绩评估标准并未降低。神经多样员工须满足的条件比其他员工更多，因为他们在满足职位要求的同时还须达到项目指标。

一些项目参与者很快展现出潜力，能够融入主流组织，不断获得职业发展。HPE的小组旨在提供安全的环境，让他们学习技能，发挥才干，从小组逐渐步入更主流的工作。

扩大项目规模。SAP已经宣布，计划在2020年让神经多样员工占到全体员工的1%——这是总人口中自闭症患者的大致比例。微软、HPE及其他公司也在扩大项目，但没有设定具体的数字指标。软件测试、商业分析、网络安全等领域的工作任务契合神经多样人才的才能，增加神经多样人群就业率相对比较容易。然而SAP将100多位项目参与者分配到18种不同的职位。一位经理告诉我们：“就我所知，原本的设想只是让他们主要从事软件测试等重复性工作，但在实际工作中，他们有能力在更多任务上增加价值。”包括产品管理（涉及协调新的SAP订单开发）、HR助理（涉及组织和计划HR活动）、助理顾问（需要帮助客户向SAP寻求商业问题解决方案）及客户支持（通过电话帮助客户使用SAP软件）。最后两项颠覆了人们关于自闭症患者无法胜任需要社交技能的工作的假设。

HPE正在以小组形式，一次向客户组织输送9名神经多样人才——实际上，这是在出售他们独具的高级技能。这个模式颇有规模化的潜力，这既是因为它可以一次性安置多名员工，也是因为客户扩大了可安置的职位范围。


项目主流化。
 神经多样项目的成功促使一些公司思考，传统招聘流程为何将高质量人才拒之门外。SAP对招聘及人才培养进行反思，扩大了人才视野。公司宣布的目标是让主流人才甄选方式变得“适宜神经多样人才求职”，以期最终能够停止神经多样项目。微软也有类似的远大目标。

开展项目的公司已体会到了一系列惊人好处。其中一些很直接：公司寻找和聘用稀缺技能人才的能力提升，低次品率和高生产率使得产品、服务和收入都得以提升。SAP和HPE都有神经多样员工参与团队实现重大创新的例子，如SAP的一位神经多样员工协助进行的一项技术改进，估计可为公司节省约4000万美元。

其他好处比较微妙。一位高管告诉我们，由于自闭症患者在理解人们说话时的细微差异、嘲讽等敏感之处有困难，公司要求员工采取更直接的交流方式，改善了公司整体的交流状况。一些HPE软件测试小组的完美主义倾向，促使客户公司提升工作质量，不再把某些常见问题当作不可避免的差错。另外，神经多样项目涉及的领域中，员工敬业度有所提升——那些非神经多样员工表示，参与这种项目让他们的工作变得更有意义，提升了士气。而且初期迹象表明，通过神经多样项目得到工作的员工心怀感激，对组织非常忠诚，离职率低。

最后同样重要的是，这类项目还提高了公司声誉。项目先驱者公司得到了联合国认可，成为社会责任管理的典范，赢得了全球企业公民责任奖项。



神经多样人才带来的挑战

当然，这些公司在实施项目的过程中也遇到了一些挑战。有潜力的项目参与者虽然很多，但却难以识别，因为在大学里歧视是敏感问题——学生不会被学校归类为神经多样者，而他们也不一定能意识到自己属于神经多样人群。为此，HPE帮助大学和高中为神经多样人群开设非传统的“工作体验”项目，其中包括视频游戏、机器人编程及其他活动。微软也与大学合作，改进识别和接近神经多样人才的方式。

另一个常见的难题是，落选的参与者希望破灭。这个问题无可避免，必须小心应对。有一家公司，落选者的父母写信给公司CEO，说这个项目给了他们希望，让他们以为儿子终于能找到有意义的工作，而最后他们非常失望。有可能引发的公关问题令公司高管感到苦恼。最后，父母与项目管理者（其中某些管理者的家庭经历过类似问题）经过恳谈后，达成了相互理解。

有关公平性和互动规范的问题也会出现。我们碰到过一次，一位容易受到过度刺激的项目参与者自己占着一间办公室，而旁边另一个部门同样大小的办公室挤了四个人，所以其他同事感到不满。得到解释后，不满就平息了。我们也听到过这样的例子：自闭症患者过度坦诚的态度激怒了其他人，比如一名神经多样员工对同事说：“你工作做得太烂了。”对此，管理者和导师要提供指导，以帮助解决问题。

一些管理者反映，这类项目给他们增加了额外的工作。比如一些神经多样者的完美主义倾向使他们难以判断产品中的哪些瑕疵值得修补，哪些可以无视，哪些需要寻找其他方式解决。

还有一个难题是神经多样员工的压力管理。我们听说过，如停电影响工作流程等无法预料、无法控制的状况，会让神经多样者异常焦虑。我们采访过的很多人都强调，必须对神经多样员工的压力十分敏感。为了控制压力程度，一些神经多样者只能兼职工作，而这可能会造成问题，特别是在工期较紧的时候。

为了处理这些状况，组织须安排专人，在形势恶化前发现并解决问题。许多管理者表示，有了以上提到的措施和其他支持，他们能够正常进行工作。而且，与最初预想的状况不同，SAP管理者发现，有了项目伙伴和导师在现场提供支持，自己可以远程监督神经多样者的情况。



人才管理方式的重大转变

神经多样项目促使公司及其领导者采用这样一种管理方式：把每位员工安排在最合适的地方，让员工最大程度地发挥潜力。

SAP打了个比方：员工就像形状不规则的拼图。以往的公司让员工切掉不规则的边缘，变成规则的四边形，这样比较容易互相拼合。但这样一来，员工在工作时就没有了各自的特殊性，而这种特殊性正是实现创新所需要的。安卡·威腾伯格说：“企业界基本上错失了这一潜在的益处。”

因此，公司必须接受新观念，要求管理者努力将不规则的拼图拼合在一起，不要把员工当作整齐划一、可以相互替换的人力资源，而是要当作各不相同的资产。管理者的负担会更重，但公司可以得到的回报将十分可观：以多元视角发现员工的更多才能，并提升竞争力。威腾伯格指出：“创新更多地来自我们每个人的独特之处。”



[image: ]



罗伯特·奥斯汀
 是毅伟商学院（Ivey Business School）信息系统教授，曾与他人合著《一位IT领导者的冒险》（The Adventures of an IT Leader ，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6年）。加里·皮萨诺
 是哈佛商学院工商管理Harry E. Figgie教席教授、U.S. Competitiveness Project项目成员。





特写 Feature




基于时间的竞争：


节奏、趋势与时机



COMPETING ON TIME:


TEMPO, TREND AND TIMIN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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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要我们能够理解时间的奥秘，比竞争对手更好地驾驭时间，时间就能作为一种竞争资源走进商业领袖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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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
 间就是金钱，这句谚语获得了广泛认同。但有趣的是，为什么时间没有像金钱那样成为企业间竞争的稀缺资源呢？一种可能的解释是，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平等地拥有每天24小时，时间虽然是资源但无法差异化，所以也就难以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果真如此吗？我们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往往能够参透时间的奥秘，巧妙借助时间的力量赢得先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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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心观点


问题


每个人、每个企业都平等地拥有每天24小时，时间虽然是资源但无法差异化，所以也就难以带来独特的竞争优势。但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发现，成功的企业家往往能够参透时间的奥秘，巧妙借助时间的力量赢得先机。




分析


时间就如同商业世界的乐谱：按照时间周期的不同，可以分为时间节奏的控制与时间趋势的判断；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对时机的把握。当商业世界不同利益相关方都基于时间的乐谱行事时，时间韵律的变化就能创造性地焕发出巨大能量。




结论


时间的驾驭是一种创造权力的艺术。顶级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从资源、技术和资本等可以观察的有形竞争，上升到可以感知、意会却无法量化衡量的无形竞争，时间就是其中一个隐秘而重要的竞争要素。





时间的特性

时间有其绝对性的一面。作为任何活动所不可缺少的基本资源，时间具有不可逆性，它既无法取代也不能蓄积。更重要的是，时间的供给毫无弹性。从顾客的角度来说，一旦消费所需的总时间达到上限，时间就变成了刚性硬约束：例如在特定休闲时段，顾客选择了看电影就要放弃去餐厅吃饭，因此电影院和餐饮业两个看似不相关的行业要为顾客的“时间份额”展开竞争。而且时间成本会随着消费能力的提升而变贵，特定时段就像商圈中的繁华地段一样变成商家必争之地。所以，商家须具备构建消费场景的能力，规划自家产品或服务在顾客时间消费中的角色。但若仅限于此，时间只是企业深化理解商业本质的一个新维度，还不足以成为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当然，时间也有其相对性的一面。一是从不同的观察角度出发，不同空间内可观察的时间周期会有差异，如从微观世界的原子运动到宏观宇宙中的斗转星移，时间周期随着观察主体的变化由短变长。二是不同企业主体之间的相对时间周期也有快慢之分，例如企业的市场反应速度可以比竞争对手更快，这样就获得相对的竞争优势。

虽然企业可以投入资源去获得技术、人才等独特的竞争优势，但时间的绝对性决定了我们很难通过努力获得更多的时间。但换个视角，我们依然可以强化对时间的驾驭，通过创造时间的相对差异性来获得新的竞争优势。正如乱弹琴时发出的是噪音，但若按照琴谱则能弹奏出美妙的乐曲；如果有乐队指挥，不同的乐器相互配合则能演奏出气势恢宏的交响乐。

时间就如同商业世界的乐谱：按照时间周期的不同，可以分为时间节奏的控制与时间趋势的判断；还有最关键的一点是对时机的把握，时机就如同在歌唱过程中既不要抢拍也不要慢拍，因为一旦不合拍就会造成对韵律美感的冲击。当商业世界不同利益相关方都基于时间的乐谱行事时，时间韵律的变化就能创造性地焕发出巨大能量。只要我们能够理解时间的奥秘，比竞争对手更好地驾驭时间，时间就能作为一种竞争资源走进商业领袖的视野。



时间节奏的控制力

正如跑马拉松成功的关键在于配速一样，组织也要力求找到属于自己的时间节奏。当企业找到属于自己的节奏以后，组织内的各利益方就会自觉跟上时间节奏，组织的各部分也能通过更好的配合进而发挥更大潜力。

随着规模的成长，企业在商业生态系统中的影响力会日益变大，如同湖水的涟漪扩散开来，企业也会逐渐与外部的合作伙伴形成共振，时间节奏仿佛无声号角一样将不同的角色组织起来，按照一致的步调向前推进。时间节奏体现的是企业的控制力，卓越企业在找到自己节奏的基础上，会逐步建立调整节奏的能力，并力图扩展对时间节奏的控制范围。

英特尔就是时间节奏控制的大师。1975年，英特尔创始人之一戈登·摩尔（Gordon Moore）提出了摩尔定律，即半导体芯片上集成的晶体管和电阻数量每隔18-24个月便会增加一倍；换言之，每一美元所能买到的电脑性能，将每隔18-24个月增一倍以上。英特尔的伟大之处在于将论文中摩尔定律变成了现实：一方面，公司工程师们在时间周期的召唤下，目标一致地展开技术和产品创新；另一方面，英特尔以每9个月一座的频率建造新的芯片生产厂。英特尔的首席执行官安迪·格鲁夫（Andy Grove）曾经谈道：“我们常常会提前两年准备好所需的生产厂，也就是说在产品真正开始生产之前，在我们还不能够肯定行业的发展状况之前做好必要的准备”。快速、稳定和可持续的时间节奏，为英特尔公司带来了巨大的竞争优势，几个时间周期下来，英特尔就将以AMD为代表的竞争对手甩在身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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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产品性能的快速提升也会带来新的问题：如果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速度跟不上英特尔的步伐，就会出现冗余的运算能力，英特尔的芯片也就难有足够的市场需求。

于是，一个由微软、英特尔软硬件巨头组成，但双方都不承认的“Wintel”联盟浮出水面：即每当微软发布新的操作系统，英特尔的芯片也会有大的更新，二者的协同效应会让用户明显感觉个人电脑性能和体验大幅提升。“Wintel”联盟不仅是指它们占据了个人电脑市场90%以上的份额，更是指英特尔的芯片（硬件）与微软的Windows系统及应用（软件）两者进行最佳结合、协同更新，进而拉动了整个产业。最终，摩尔定律成为整个生态系统的时间节奏，代表了信息技术进步的速度。

移动互联时代之下的时间节奏加快已经成为共识，这使得时间维度在竞争中的地位越发重要。否则，企业即使拥有核心资源能力等一手好牌，也会被那些反应迅速、快速迭代的企业所替代。例如与跨国企业相比，国内本土企业的决策链条短、市场反应速度快，在快节奏的时代背景下更容易获得优势。当企业可以利用自己的时间节奏打乱竞争对手的节奏时，就获得了竞争的先机。一旦掌握了时间节奏的主动权，胜利的天平将会发生倾斜。

《孙子兵法》曾在“势”篇谈道：“故善动敌者，形之，敌必从之；予之，敌必取之。”所谓“动敌”，即采取主动作为而使敌方陷于被动，以至一切行动均在我方控制之下。去哪儿网创始CEO庄辰超就以价格战作为竞争手段，通过时间节奏的控制，将此前由携程和艺龙两家公司把控的在线旅游代理商（OTA）市场变成三足鼎立的格局。庄辰超在价格战时关注三点：第一，明确每次战略目标，如阶段性目标的市场份额是多少，可以锁住多少飞机座位和酒店床位的独占资源，以及成功之后如何持续锁定资源；第二，以最短的时间获得目标市场份额后及时终止价格战，这样才能控制住价格战投入的资源与效果；三是每次价格战都要有退出计划：假设开始计划准备投入一个亿，实际投入后如果竞争对手跟进也打价格战，可能就达不到预期的市场份额，所以每次价格战都要有一个退出计划。比如计划是打一个季度，目标是使市场份额达到10%，然后把资源占住，如果两周后进展远远不如计划预期，那就要及时取消计划。

在对价格战周密部署的基础之上，去哪儿网掌握了时间节奏控制的主动性，调动竞争对手被迫参与进来。因为何时发动价格战的时间节奏控制权在我，自身投入的资源、预期目标和竞争对手的反应都在预案之中；而被动的价格战非常容易落入对方的战略意图中去：如果别人一打你就反击这是不行的，因为你并不知道别人的战略目标是什么，这样容易造成资源的浪费。



借助时间趋势的动能

如果我们把时间周期的跨度拉长，就能发现时间发挥作用的方式发生了变化，具体可以分为单向发展的趋势性和螺旋发展的周期性两大特征。伟大的公司引领并推动潮流趋势，聪明的公司识别并顺应趋势的作用力，这样就能获得趋势能量的加速度。


所谓单向发展的趋势性，是指随着时间推移而呈现出指向明确的变化。
 例如，复星公司判断中国快速增长的中产阶层消费需求和生活方式将不断升级，于是复星系资金先后投资了希腊时尚品牌Folli Follie、全球领先的激光美容品牌Alma Laser、意大利高端定制男装Caruso等，对未来可能受益于此进行提前布局，满足中国中产阶级对富足、健康和快乐的需求，以期获得时间的溢价。


周期性的趋势变化，是指事情发展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出现规律性的变化。
 企业面对周期性趋势可以进行针对性的部署，从而获得跨时间周期的溢价。壳牌石油就借助时间周期的力量，凭借其出色的金融战略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石油公司。1972年，壳牌石油时任CEO皮埃尔瓦特成立了一个情景规划小组，该小组认为能源危机并非天方夜谭；在当时欧佩克还没有成立的情况下，几乎所有西方炼油企业都认为中东地区的石油可以无限供给，当时皮埃尔瓦特就提出能源危机很快会到来。所以，壳牌在20世纪70年代初期就开始现金储备，这样在1973年到1974年石油禁运导致油价飙升的时候，壳牌成为唯一一家有足够资源储备过冬的大型石油公司。

在20世纪80年代前期，渡过石油危机的西方发达国家进入相对繁荣阶段，各大石油公司利润状况都很好，因此进行了大规模油田收购。但是，壳牌没有这么做，它着力于储备现金降低负债率。在1986年石油价格崩落的时候，其他石油公司纷纷陷入财务危机，急于出售资产，壳牌又成为这一次石油危机中的最大赢家，它在危机中以低价收购了大量资产，这些资产为其奠定了未来20年的成本优势。

壳牌逆周期现金并购战略就是行业波峰时候少投资，波谷时候多投资，核心就是时间周期和金融资源配称。周期性首先意味着产品价格的高波动，如石油价格从低估到高峰10倍的价格波动；而石油公司的股票价格是与石油产品价格联动的。为了实现在周期波谷时候增加投资的战略，企业必须在波峰的时候储备大量的金融资源，其成本就是财务效率的浪费：因为即便像壳牌这样的石油公司，也没法预测石油行业什么时候进入低谷，所以它会在很长时间内都储备大量的金融资源（现金资源）等待某一天的石油价格回落，从而使得公司长期看是处于一种金融资源的冗余状态。逆周期现金并购战略只适用周期性行业，因为只要这个行业产品价格波幅大于因储备金融资源而导致的财务效率浪费，这种储备金融资源套利机会的战略就能够为股东创造价值，套利低估和利用高估的换股战略联合使用有利于公司加速扩张。



时机的把握、创造与等待

在商业世界中，许多具有领先潜力的公司都输在了“时机”两个字上。无论是Uber还是Airbnb，这些共享经济代表企业的崛起都与并不景气的经济环境紧密相关，因为人们迫切需要拓展新的收入来源。面对捉摸不定的时机，企业可以做些什么呢？我们可以按照成熟条件的不同将时机划分为三类。


第一类可以称之为时机的把握。
 此时市场正处于爆发前夜，可以形象称之为“风口”。主要特征是需求爆发的拐点已经来临，市场发展方向已经确认；或者是在供给端进入到规模经济的通道，此时企业应专注增长，力求获得更大的市场份额，以期在下一阶段的竞争格局中获得领先的位置。小米手机的崛起就与智能手机向中低端用户的普及阶段密切相关。




学会像乔布斯那样驾驭时间


在苹果公司走向成功的奥秘中，对时间的驾驭能力始终是一个最有力的武器。在乔布斯重新掌控苹果之后，公司逐渐实现了对进入时机、节奏控制和发展趋势的三者统一。




1998年，韩国的Saehan公司推出了第一款MP3播放器。不久，市场上就涌现出一系列MP3产品。但这个市场一直没有出现人们预期的火爆状况，在2001年iPod产品进入市场之前，美国大约有50款MP3在售，总销售量只有24.8万台。从1998年到2001年，苹果公司花了3年的时间等待最佳时机：一方面是苹果提供设计时尚、操作简单的硬件设备iPod；另一方面是随着美国网络宽带的普及，公司也找到了如何轻松获得内容资源的“钥匙”。

最初，iPod通过与电脑相连接，进行MP3内容的快速下载和管理。到2003年4月，苹果公司的iTunes音乐商店上线，下载一首歌曲售价99美分。iTunes音乐商店使得唱片商获得了分成收入，它们旗下艺术家们的知识产权得到了保护；用户们也得到了合法、便捷的音乐来源。虽然苹果公司从歌曲的销售中获利有限，但iPod设备却获得强劲的销售增长。2008年，iPod已占据了48%的MP3市场份额。不只是MP3领域，在图形化界面、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等领域，苹果公司也不是率先推出的先行者，但却引领和推动了潮流，成为重塑竞争格局的新王者。

苹果公司在时间驾驭领域的另一个重要成就，是在以苹果公司为核心的生态系统中建立起“以我为主”的商业节奏。每年的10月份，苹果主打产品iPhone新品发布会都如约而至；而此前的6月份，公司则会召开苹果全球开发者大会（WWDC），大会的主要目的是苹果公司向研发合作伙伴们展示最新的软件和技术，每年大会都指明了苹果今后整个生态系统的发展方向。

一旦形成相对稳定的节奏，无论是对苹果公司内部员工还是外部利益相关方、用户，都传递出清晰的信号，各方就像听到战场上的鼓点一样知晓了自身应有的进度，将资源潜力最大化激发出来。对竞争对手而言，为避开iPhone新品的锋芒，只能纷纷选择在10月份之前发布自己的新款手机；而苹果公司是按照自己生态系统的能力设定节奏，当竞争对手的能力不足以支撑相似的节奏时，几轮下来就会疲惫不堪。典型如三星手机的Galaxy Note 7，在产品隐患没有充分排除的情况下抢在8月份发行，结果发生多起爆炸事件，不得不进行全球召回，对品牌形象造成了极大的伤害。可以预见，如果苹果公司把时间节奏作为竞争武器，将iPhone的新品发布时间提前，将会对整个手机行业竞争格局产生多大冲击。

苹果公司抓住了移动数字浪潮之下的新趋势，通过整合硬件、系统和应用软件于一体，提供极致用户体验，进而带动硬件设备的销售，并围绕着不同的应用场景拓展新的产品系列。预测到浪潮来临是一回事，能够踏浪而行则是另一回事。乔布斯在2008年接受《财富》访谈时曾经谈道：“事情的发展速度其实十分缓慢，这你也知道的。确实如此。这些一波接一波的技术热潮，你早在它们发生之前就能够预见到了。你需要做的，只是精明地选择站上哪一波热潮的风口浪尖。如果你站错队，那么你就会浪费许多精力。但是如果你走对方向，它呈现魅力的速度也是相当之缓慢。这也许要耗费数年之久。”

可以说，对时间主动驾驭能力是乔布斯留给苹果公司的一份隐秘而宝贵的遗产。以苹果、微软和英特尔为代表的世界顶级企业，都围绕时间建立起隐秘的竞争优势。主动管理时间能够带来一种新的世界观，企业的同仁可以站在上帝视角，设定理想的时间轨迹，形成组织内部的紧迫感，以自己的时间之钟影响他人，进而扰乱竞争对手的节奏，从而获得人才、资本和技术等软硬实力之外的巧实力。






第二类则可以称之为时机的创造（加速转换）。
 此时市场热度距离爆发仍有一段距离，或者是商业生态系统中一两个环节尚未打通，导致产品的价值潜力不能充分地发挥，具有野心的企业可以扮演更为主动的角色，解决潜在问题从而引领潮流的走向。对于前者，企业应以开放的心态视竞争对手为合作伙伴，共同做大市场，就像王老吉与其他凉茶品牌共同撑大凉茶的市场规模，使之成为中国软饮料市场中的一个重要品类。对于后者，企业可以通过为利益相关方赋能、设计新的商业模式等举措解决制约市场的瓶颈。

例如，数字影院和3D技术到来不仅带来了电影影像呈现质量的革命，而且节省了大量成本，一个胶片的电影拷贝介于2000-3000美元之间，这还不包括在全国范围胶片拷贝的运输成本。但是院线老板们却因为数字投影机的高昂成本而对3D影像技术踟蹰不前。问题的解决是在生态系统中引入一个新角色——数字影院集成商，该集成商来支付设备的初始费用，并协助技术的集成与维护，电影院每播放一场数字电影，就由（新技术的最大获益方）电影制片公司支付一笔约1000美元的虚拟拷贝费。这一举措极大地推动了数字影院的大规模采用，2009年卡梅隆导演的3D大片《阿凡达》首映两个月后，其6.01亿美元的美国票房收入的81%来自3D电影票的销售。


第三类我们称之为时机的等待。
 此时市场需求仍在培育之中，而制约发展的短板也不是企业一方努力所能够解决的，企业只能关注市场的发展，静待时机的到来。一个失败的案例是线上娱乐公司Z.COM，在2000年前后美国宽带的普及率还非常低，人们如果要在网上观看视频需要下载解码器，非常不便，这家公司坚持到2003年走向倒闭。但两年后，Adobe Flash解决了解码器的问题，同时宽带在美国的普及率也提升到了50%，YouTube顺势而生。无论是解码器还是网络宽带的普及率，都是Z.COM难以独立解决的挑战，此时等待也就成为了最为明智的选择。



资本是时间穿梭机

现实世界中并没有能够穿越到未来的时间机器。但在商业世界中，企业却可以借助资本获得未来的能量：当企业的商业计划获得资本市场青睐时，就能按照估值从资本市场融到相应数量的发展资金。换句话说，企业可以借助自身未来可能成就的规模体量参与到现在的竞争中来，但资本在获得风险回报的同时也帮助企业跨越了时间的硬约束。以小米公司、滴滴出行和饿了么为代表的企业能够在短短两三年内确立竞争格局，与资本的助力密不可分。

对于企业而言，能够获得资本的支持固然可喜，但也要遵循资本的逻辑。被打上时间印记的资本要求投资企业按照设定的时间轨迹达到预定目标，否则就会出现估值的坍塌。

这里有两个条件：一是达到预定目标，这一点是对估值的商业逻辑在现实世界进行验证，资本能加速商业远景向现实的转换，但不能改变商业的本质。如果企业的业务本身不能真正的创造价值，资本只不过是延续了企业的生存期，最终会化为泡沫消失。那些靠资本输血、补贴用户获得短暂繁荣的商业项目，因为并未带来实际的用户价值或效率的改进，所以也会随资本的退潮而走向终结；二是按照预定的时间轨迹推进，企业商业计划落地的过程中会受到很多因素干扰，如自身的执行力、市场的竞争激烈程度、政策的走向等。

这两个条件其实颇具挑战性：对于前者，有些企业在实践的过程中会发现自己的商业计划并不理想，为维持运营就会接连推出新的商业计划，通过推高估值来实现资本的持续投入，极端情况下前后都是不相关的商业计划；对于后者，企业可能会因为资本的注入，主动或被动加快自身的时机节奏或催化时机的出现，最终导致自身的时间系统失灵、功亏一篑。

换个角度思考，一旦企业获得资本的助力，将会冲击到现有竞争格局，竞争对手的应对之策也可以因此作出调整：例如通过改变行业的时间节奏轨迹，使得竞争激烈程度上升，从而扰乱对方商业计划落地，使其估值缩水。目前来看，亚马逊在资本和时间的平衡颇为成功：虽然亚马逊每年都处于盈利与亏损的边缘，而且亏损的年份显著大于盈利的年份，但是资本市场却不断给予亚马逊很高的估值，到2016年其估值已经超过3500亿美元左右；每当亚马逊增长趋缓时，其CEO杰夫·贝索斯就会推出新的业务增长点，从最初卖书到全品类扩张，再到走向国际、建立Prime（亚马逊会员体系），从对物流领域的大举投入到Kindle系列电子书的推出，再到AWS（亚马逊云服务）的快速发展，都是如此。不过，关键在于亚马逊的确做到了贝索斯所描绘的前景。

时间的驾驭是一种创造权力的艺术。顶级企业之间的竞争已经逐渐从资源、技术和资本等可以观察的有形竞争，上升到可以感知、意会却无法量化衡量的无形竞争，时间就是其中一个隐秘而重要的竞争要素。领导者可以感觉到来自竞争对手的压迫感和整个生态系统的律动感，但如果缺乏对时间的敏感性，就会随波逐流，失去引导竞争的机会和手段。中国企业在不断做大做强自身的软硬能力之外，应打开时间视角提升竞争能力，凭借商业智慧培育出自身的巧实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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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案例 CHINA CASE



中信“大协同”战略

李全伟 马雪梅 廖琦菁 | 文 李全伟 | 编辑






对于一个多元化企业而言， 协同既是发展战略， 也是经营哲学，更是独特的竞争优势。






中
 信集团（以下简称中信）是一家开先河的企业。成立之初，中信作为中国对外开放的窗口，发挥了企业市场化的领头羊作用。经过30多年的艰辛发展，中信成为一家跨国企业集团，也是国内最大的综合性企业集团。从全球范围看，跟中信类似的公司非常少，其独特的竞争优势是综合经营，特有的管理方式是协同管理。

协同效应是指通过战略指导，使集团的整体经营表现优于原先各个企业独立经营表现之和。中信的协同管理是围绕集团总体发展目标，打造符合中信特点的多元化协同战略、管控体系和协同机制，有效配置、整合与共享集团各类资源，从而提升核心竞争力，满足客户需求。协同既是中信的发展战略，也是经营哲学。



应运而生的协同战略

多元化业务是发挥协同作用的基础，而中信的多元化与发展历程相关。中信成立于1979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窗口企业。中信集团业务协同部总经理苏国新介绍说，中信一开始基本没有国家划拨的资源，也没有固定业务范围，在发展过程中自然涉足了很多行业。

在30多年的时间里，中信走的是一条创新之路。先是形成生产、技术、金融、贸易和服务“五位一体”的业务格局，后又布局重要行业，完成金融+实业架构的搭建。时至今日，中信业务涵盖多个方面，包括金融、资源能源、制造业、工程承包和房地产以及信息产业等。2016年中信位居美国《财富》杂志“世界500强”企业排行榜第156位，比上一年提升30位。（
见图1：《中信集团业务布局》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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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中信集团业务布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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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企业经营发展过程中，中信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因为协同能够把集团内各个不相关业务联系起来，发挥出整体优势，提升中信各家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市场拓展风险和成本。

集团董事长常振明更是把协同提高到经营哲学的高度。他说：“发挥协同效应是集团商业模式的重要组成部分。协同应该是我们整个集团公司的经营哲学。”集团副董事长兼总经理王炯也认为：“中信集团是一个多元化的企业，集团内金融、实业各板块的协同已经形成了文化，建立了相应的体制机制，协同已经上升到中信集团的战略高度。”

中信践行的协同管理，正好适应当今的第四次工业革命浪潮。世界经济论坛创始人兼执行主席克劳斯·施瓦布（Klaus Schwab）在《第四次工业革命》里说，“尽管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但有一点是确定无疑的：我们必须采取协同一致的系统性方法，动员国际社会的所有利益相关者，共同应对全球挑战。”

苏国新赞同这一观点，他说，随着新技术的推动，当今世界已经进入一个共享时代，其中一个重要特点就是跨界协同。这次工业革命无论是规模、广度还是复杂程度，都前所未有，各行各业都在发生重大转变。技术和数字正在改变一切，包括客户的需求期望，他们需要获得更全面的服务和更高的价值。为此，企业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

可以说，第四次工业革命是一个共享跨界的时代，协同管理已然成为趋势和潮流。不仅是中信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国内一些大型综合性集团包括中国平安、华润和中粮等也在探索适合自身发展的协同之路。



以客户为中心是协同出发点

不论时代如何演进，企业存在的价值在于客户的价值。只有持续不断、全方位地满足客户需求，企业才能打造更大的竞争力。

“以客户为中心”是中信协同的出发点。中信属于一家混合多元化企业，各个业务板块相关性不强，但以客户为中心，可以将各家公司关联起来。

比如在面对大众客户领域，与专业化企业不同，中信具有覆盖客户全生命周期需求的业务范围。

从生命的孕育开始，客户就可能与中信的服务结缘，中信湘雅生殖与遗传专科医院是国际上接受试管婴儿治疗人数最多、妊娠率最高的生殖中心。在成长阶段，客户可以享用中信的综合金融服务，阅读中信出版的书籍，享用大昌行进口的食品与消费品以及中信医疗提供的医疗养老和健康管理服务等。常振明董事长经常提到“中信梦”，就是希望消费者的一生能够和中信结缘。 他说：“中信是一家大型综合性企业集团，业务涵盖各个方面，这种公司在经营管理上面临很大的挑战，因为国外像这类公司也很少，在这中间是什么能够把我们每个公司联在一起，主要是客户。”



锻造协同机制

协同是多元化企业存在的理由，但如何有效推进协同，尤其是对中信这样多元的大型企业集团，国内外的管理论述比较少。中信是在探索中不断推动体系建设，遵循以集团利益最大化、市场化为前提、注重创新与价值贡献，以及合法合规与防范风险等基本原则，不断推进协同机制的建设。


组织建设。
 2010年9月，中信设立业务协同部，这可能是中国企业最早成立的业务协同部。业务协同部主要是对外开展战略合作，对内进行资源整合。苏国新说，协同部已经与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省市地方政府及部委机构建立战略合作关系，在集团层面统筹合作，借助强大的整体优势，为集团各家子公司获取合作商机。

在业务协同部的推动下，中信建立了网络状的协同组织体系。纵向上，建立了集团协同部——子公司协同主管领导、协同对口部门——重点分支机构 （分行）协同主管领导和部门等三级组织管理体系。集团有班子成员直接分管协同；子公司有领导分工负责，并设有业务协同联系人。

横向上，中信建立了区域协同平台——地区业务协同联席会议机制。苏国新说，集团已经在杭州、上海、天津、武汉、大连、青岛、重庆和成都等36个城市和地区推动建立起地区联席会议。联席会议每年都要召开，各联席单位共享信息、客户与渠道资源，根据当地政府、当地市场、当地客户的需求，开展联合营销提供综合服务。


制度建设。
 业务协同部在成立之初，即注重制度建设，从联合营销、区域联席会议组织、业务流程、协同激励等多方面建章立制。

2011年集团出台《企业战略客户联合营销与服务管理暂行办法》，对战略客户的选择与认定、组织体系、内部程序、沟通交流、协调管理、评价与奖励等联合营销与服务工作中的重要内容和程序进行了明确。由此，协同部牵头集团内重点子公司，与 《财富》世界500强、大型央企、行业龙头以及省市地方政府等不断深化和扩大战略合作。

2013年集团下发《地区业务协同联席会议管理暂行办法》，明确了联席会议设立、日常运作、组织管理、信息报送和区域合作推动等内容。中信银行作为地区联席会议主要牵头单位也出台配套制度推进和落实区域协同。

任何制度的实施都离不开考核。苏国新说，集团对子公司年度经营计划预算考核中有协同加分项，协同部根据子公司贡献可酌情加分；集团对子公司经营班子年度绩效考核中，协同部评分也占有相当比重；协同部还出台了子公司协同负责人相关评价管理办法，并将逐步加大协同考核力度。


智能化协同信息平台。
 第四次工业革命是基于互联网尤其是移动互联网的革命，中信的协同管理，离不开移动信息化平台。苏国新用三架“马车”来比喻智能化协同信息平台。

“马车”一：i协同App。2015年年底，中信针对员工上线i协同App，里面有协同工作相关信息和业务协同需求。2016年已经迭代到3.0版。目前，这个App已经发展了38家公司，客户数突破2.5万人。通过App，集团内部各级单位，都能够跨区域、跨界进行协同需求对接。（
见图2：《中信i协同App》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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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 中信i协同Ap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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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车”二：对公客户CCM系统。协同部正在开发“中信集团客户协同管理系统（CCM系统）”，将通过信息系统有效管理集团及各子公司的战略客户。苏国新说，未来中信不仅要成立数据集散中心，还要成为数据处理中心，借助信息系统，用协同的思维深入跟踪挖掘地方政府、子公司、战略客户以及战略投资者等的需求，及时发现隐含在信息下面的协同商机，将数据、信息变成业务机会和利润。

“马车”三：对私客户区块链联盟。协同部已经在组织研究引入区块链技术，搭建中信联盟，实现跨机构的个人客户共享。苏国新预计，这个联盟将在年内上线运行。

经过这些年的探索，中信系协同组织和管理制度已初步建立，信息交流渠道、区域及行业合作平台基本搭建，协同文化、意识逐步培育，子公司间业务协同顺畅高效，协同基础工作得到夯实。



六大协同模式

中信的协同涉及面广，并各具特色。分管协同工作的中信副总经理蒲坚说，中信将始终遵循开放共享的“大协同”战略，即“对内协同与对外协同融合”，“战术协同与战略协同结合” 以及“引进来和走出去相结合”。经过多年摸索，中信逐渐形成了以下六大协同模式。




模式一：“走出去”协同


作为改革开放后最早在海外开展投资的中国企业，中信已在海外有广泛业务布局，并逐步形成了协同“走出去”的模式。协同走出去，能有效降低中信各家公司在海外经营的风险和保证项目执行成果，降低国际业务在沟通、审查和交易等方面的成本，促进海外客户和渠道资源的共享，推进企业的国际化进程；也有利于增强中信集团为海外客户提供综合服务的能力，进一步开拓和维护好全集团的海外客户资源，实现集团海外效益最大化。


以海外工程项目为先导的协同。
 近年来，中信建设在亚非拉地区的国际工程承包业务发展迅速，领域涉及社会住房、能源、农业和地质勘探等。在为客户提供工程承包服务时，中信建设还基于在当地市场积累的资源、渠道和经验，帮助集团的金融、资源能源等兄弟公司在当地开拓业务，满足当地客户多样化需求。


海外投资拉动的协同。
 2006年底，中信资源完成对哈萨克斯坦KBM油田的收购后，带动了其他项目的协同。根据哈方的建议，中信哈萨克斯坦公司与哈萨克斯坦石化股份公司各出资50%成立里海沥青合资公司，之后，中信建设与哈萨克斯坦油气建筑服务公司组成联合体共同作为里海沥青项目建设的总承包商。

中国企业走出国门进行海外资源并购的过程中，需要多方面的资源配置和人才积累，南非第一黄金公司的股权收购中，中信国安集团、中信建设、中信证券和中信锦绣等多个单位和部门共同参与了项目筛选、跟踪分析、商务谈判与估值、现场尽职调查以及交易执行等各项工作，对项目成功实施发挥了积极作用。




模式二：客户与渠道协同


中信涉及多个领域，拥有广泛的客户和渠道资源。比如中信出版跟其他中信子公司合作，打造了“云舒馆”“中信选书”“幸福财富沙龙”“中信之家”“中信微书店”等多种特色产品和服务。借助这些举措，各子公司之间客户、渠道资源实现了良性循环互动：客户获得了更加丰富超值的产品和服务；渠道承载了更多的输送功能，实现了价值最大化；提供产品服务的子公司增加了经营收入，节约了经营成本。


“云舒馆”提升银行卡客户活跃度。
 “云舒馆”项目是中信出版借助旗下机场书店网络为中信银行持卡客户提供的“A点借阅—B点返还”免费阅读服务。持卡客户可享受“先尝后买”服务，不仅使中信银行客户获得了差异化的尊贵体验，也为中信出版增加了销售收入。（
见图3：《云舒馆示意图》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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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云舒馆示意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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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产业链协同

中信内一些非金融子公司在长期的业务发展中，由于产品供销的需要自然形成了产业链上下游合作关系，相互给予业务支持，推动产业技术升级和业务模式转型，使得原有的合作内涵得以丰富，合作层次不断提升。


围绕产业链开展协同，促进技术升级。
 中信重工借助为中澳铁矿项目生产核心磨机设备的契机，提升高端装备制造能力。中澳铁矿是目前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建设的最大矿业项目，核心设备六组大型磨机的供货方为中信重工。磨机设备的技术要求高，开发难度大，中信重工通过技术攻关，打破了全球高端磨矿装备和市场被少数几家国际公司垄断的局面，并成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磨机供应商和服务商。2013年中澳铁矿一、二条线成功投产，在国际矿业市场产生良好示范效应，有效推动了中信重工的国际化进程。（
见案例2：《产业链协同助力中信重工产业升级》

 ）



模式四：区域业务和专题协同

区域业务协同是中信协同的一大特色，这一模式能够组织各子公司联合开拓市场，获取集团区域竞争优势。

专题协同主要是围绕集团业务战略重点，组织有关联业务需求的公司开展协同。如公司搭建了工程承包与资源业务协同推进会、节能环保业务协同推进会、上海自贸区研讨会、“一带一路” 暨“协同走出去”研讨会，还建立了中信PPP联合体和中信PPP协同圈等不同范围的协同平台，最大化地整合集团内外资源。


联合营销重大客户。
 在区域协同开展较为成熟的地区，各成员单位普遍通过联合营销，在项目资源、业务专长、资金配置等方面相互配合，共同开发重点客户。

“柯桥模式”案例：2015年，中信银行杭州分行联合中信建投证券，协同为浙江省绍兴柯桥地区的部分优质区县级平台公司提供顾问式服务和一揽子融资服务，通过对区县级城建类平台公司进行梳理和整合，解决当前区县级平台公司直接融资的困难，并实现规模大、成本低的融资目标，后来中信环境技术也参与进来，将合作范围扩展至城市环境治理。“柯桥模式”体现了中信内部“商行+投行”“金融+实业”的综合服务模式，创造了新型的银政合作模式。（
见案例1：《协同优势驱动柯桥模式》

 ）


开展上海自贸区等专题协同。
 中信旗下多家子公司开展了境外业务，具有较大的投融资需求，但面临手续繁复，项目重复结售汇交易等问题。为了缩短审批流程，降低交易成本，加速境外项目的推进，中信建立上海自贸区协同子平台，由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协助其他中信子公司建立全球资金管理体系。中信银行上海分行可作为“离岸的中资银行”，协助其他中信子公司全球询价，寻找低成本资金，并利用上海自贸区政策优势，提供利率、汇率创新多样化选择。




模式五：综合金融服务协同


中信旗下有比较齐全的金融门类，“商行+投行+信托”大资管模式合作逐渐成熟，联合开发创新产品，共享渠道资源实现交叉销售。截至2016年上半年，集团内15家金融子公司联合为115位客户融资2000多亿元，提供产品种类共30多类。除理财、结构化融资、债务融资、跨境融资等传统产品外，还开展了融资租赁、资产证券化、资产转让、永续债、员工持股等创新类产品研发及合作。

薪金煲案例：这是一款将银行结算功能与货币基金的收益相结合的创新产品，可实现余额理财、消费自动赎回、每日收益结转等强大功能。中信银行与中信旗下的信诚基金、华夏基金等共同研发，完成需求讨论、项目开发及业务测试，并在薪金煲上线、功能优化升级、签约客户数破百万、薪金煲一周年等重要时点，共同营销，不断做大规模和提升市场影响力。在为双方客户提供优质创新产品和增值服务同时，也让双方共享新客户的开发，并带来稳定可观的收益。




模式六：战略合作协同


在开展内部协同的基础上，中信持续推进与外部战略合作伙伴的外部协同，在集团层面统筹协同和配置资源。一方面通过联合营销模式，提升子公司市场竞争力，建立与战略大客户的业务对接，另一方面协同为战略大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和满足其拓展海外市场等特定需求。

目前，中信已与保险、通信、能源、环保、建筑、船舶和电力等行业的31家大型企业集团和15家省市地方政府及部委机构建立长期战略合作关系。

与地方政府战略合作：通过与地方政府签署总对总协议，中信业务协同部梳理子公司在当地的业务资源和需求，推动项目落地和实施，同时当地政府也积极支持本地企业加强和中信的合作。（
见案例3：《内外协同，打造粤东新中心》

 ）

与大型央企集团合作：合作方式包括采取资源互换方式，帮助子公司拓展新市场获取新项目；发挥中信海外平台优势，帮助对方拓展海外市场；双方开展股权合作和资产交易等。如中信与某央企在各类金融服务、高建钢市场、海外工程、城市运营等多个领域不断深化合作。

与国家部委合作：中信集团与工业和信息化部签署战略合作协议。工信部积极支持中信集团参与制造强国建设；中信集团充分发挥综合金融平台优势，为相关企业提供项目贷款、银团贷款、并购贷款等金融服务，并支持旗下非金融子公司积极参与“制造业创新中心建设”“工业强基”“智能制造”“绿色制造”和“高端装备创新”等5大工程实施指南的实施工作。

中信还与财政部PPP中心合作，探索把PPP中心在政策指导、理论研究、技术支持领域的优势，与中信集团在国内外PPP项目设计、实施、金融支持方面的丰富经验有效结合起来，协同落实国家关于鼓励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建设的政策，积极推动我国基础设施建设及PPP模式“走出去”。（
见图4：《中信集团可参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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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中信集团可参与PPP项目的全生命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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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返回原文阅读）








中信的品牌价值在于协同，协同能力已成为中信的软实力。虽然协同的效果很难量化，但影响是长期的。苏国新说，协同已经深入到集团的方方面面，各家公司协同的动力来自于协同创造的价值。协同能提升各家子公司的市场竞争力，降低各家公司市场拓展的成本和风险，更为广泛地捕捉市场机遇和开拓新市场，并能更容易提供创新产品和增值服务，有效增强客户的忠诚度。这既是客户选择中信的重要原因，也是中信内部积极开展协同的强大动力。

当今是互联互通的大协同时代，任何公司靠单枪匹马很难成为持续领先的企业。通过以客户为中心，全面把握客户需求，依靠协同作战，为客户提供综合解决方案，才能取得持久竞争优势。

中信近年来也持续推进协同模式创新，积极拓展协同工作的广度和深度，通过做全协同的链条，不断延伸价值链及打破边界，并做深客户需求，在多领域挖掘和把握商机，中信协同的目标是要做大协同平台，不断提升集团整体价值，从而做响有中信特色的综合服务品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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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案例 CHINA CASE



案例1

协同优势驱动“柯桥模式”


“柯桥模式”是中信银行杭州分行，借助中信集团综合平台优势，实现从“融资”到“融资+融智”的转变，构建起新型银政合作模式。





2015年，中信银行制定了三年战略规划，确定了“最佳综合融资服务银行”的战略愿景，要求全行上下要转换传统银行信贷合作的固有思维，为客户提供一揽子、跨市场的全面综合融资方案。

在新的战略引领下，中信银行杭州分行（以下简称杭州分行）立足自身实际和客户实际需求，积极发挥中信“商行+投行”以及“金融+实业”的协同优势，帮助客户实现大规模和低成本融资，创造了具有良好经济和社会效益的“柯桥模式”。



把脉客户新需求

2015年，杭州分行获知浙江省内部分优质区县级平台公司存在较大的直接融资需求，但由于债券市场准入门槛相对较高，单一平台公司实力偏弱，发行债券困难重重，即使成功发行成本也相对较高，融资规模也有限。杭州分行和中信建投证券得知后，对浙江省内财政实力较强、资质较好的区县级平台公司进行了密集梳理，提出了全面整合平台公司的新思路，并以更市场化的债券业务为切入口，为其提供最大化融资，撬动平台公司的综合效益。

据介绍，新思路具体包括三个方面：一是整合分散资源，打造大型产业化平台，转变区域平台分散，市场化运营不足的现状；二是快速推进融资，为大型平台提供“全流程、多品种、跨市场”的债券融资服务；三是实施中长期融资战略规划，为政府提供一揽子综合融资方案，以债券融资为切入口，为政府量身定制涵盖信贷、股权、债券等多元化融资。



“柯桥模式”浮出水面

经过前期的梳理和分析，杭州分行选择在绍兴柯桥区率先实施新方法，并通过实践总结经验后向其他区域推广。

绍兴市柯桥区原为全国经济十强县的绍兴县，柯桥区国有资产投资经营集团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柯桥国资”）是柯桥区国资委下辖的全资子公司,对本区所有地方国有企业进行管理和监督。杭州分行与中信建投证券组建工作小组进驻柯桥区，快速推进包括梳理主营业务板块、健全公司治理制度、引入外部评级机构等方面的工作措施。梳理整合后的柯桥国资资产规模达到1180亿元，净资产为470亿元，成为浙江省内综合实力最强的区县级大型城建企业。

2015年，经过整合的柯桥国资作为融资主体进入了资本市场，并实现大规模、低成本的债券融资。截至目前，已累计注册各类债券总额度298亿元，实现各类债券发行198亿元；融资成本大幅降低，发行的中长期债券平均成本不到4.5%，降低融资成本2%。

之后，中信集团内部协同范围进一步扩大。杭州分行协同中信建投证券和中信环境等子公司，与柯桥国资签署战略合作协议，不仅提供综合型全能金融服务，融资通道全面打通，还对环境治理等实业领域的合作模式进行探索，并提供环境治理等其他增值服务。

“一站式”跨市场服务理念有效提升了客户体验。“柯桥模式”已经在绍兴、嘉兴、上虞等浙江多个经济发达区域进行复制和推广，成为中信发挥协同优势支持浙江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标志性项目。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案例2

产业链协同助力中信重工升级

廖琦菁 | 文






中信重工的国际化与众不同： 依托集团平台， 利用产业链协同与人才协同优势，找到了国际化突破口，同时促进了产业升级。





在中信重工机械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信重工）内部，中澳铁矿项目被认为是公司国际化的里程碑之一。2006年3月，中信泰富有限公司（简称中信泰富）认购了西澳大利亚地区20亿吨磁铁矿的开采权。2007年7月底，中信泰富向中信重工提出磨机需求：“中信重工你们自己能不能干？”“怎么不能干？能干!”面对磨机极限制造的挑战，中信重工开创性地设计制造了世界级高端磨机设备。借此项目，中信重工成功转型为具有全球竞争力的大型磨机供应商和服务商。

中澳铁矿项目位于西澳大利亚普雷斯敦海角（Cape Preston），是中国企业在海外投资额最大的矿业项目，能为中澳两国带来长期的经济、社会和社区效益。项目设计年生产2400万吨铁精矿粉,并于2007年开工建设。

然而，中澳铁矿项目体量之大、建设施工之复杂远超中信泰富预期，经历了延期、超支、知识产权等诸多问题，一度饱受质疑，也被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称为一场“苦战”。2013年12月2日，项目首批产品4万吨铁精粉被装船运送回国。当日，资本市场重拾信心，中信泰富股价上涨近7%。

在铁矿项目的推进上，中信重工发挥了重要的产业链协同作用。他们为中澳铁矿项目突破性地设计生产了6组核心磨机设备，并通过自主研发与人才协同，解决了诸多技术问题，自身也实现了技术升级，大大加快了国际化进程。



产业链协同

此前，中信重工的磨机没有“走出去”经验。中信重工副总工程师、矿研院党委书记、中澳铁矿项目磨机总设计师姬建钢回忆道，早在2004年，中信重工时任总经理任沁新就向团队提出了进军国际的要求，“任总把我叫到办公室，问我，咱们的磨机什么时候能走向国际市场？但我们一直未能找到合适的时机。”

2007年7月底，中信泰富向中信重工提出磨机需求，按照要求，中信重工需要提供6台Ф12.2×11.0m自磨机、6台Ф7.9×13.6m溢流型球磨机。“我接到这个任务时，愁得两三个晚上睡不着觉。”姬建钢回忆。Ф12.2×11.0m是当时世界尺寸最大的自磨机，设计难度大。“我们只在照片上看过这种东西，没见过实物。” 姬建钢表示，直径12米多的球磨机挑战了该领域的极限制造，对设备检验和质量控制都有很大的挑战。

更大的挑战在磨机的后期调试。2012年上半年，4台制造完成的磨机运抵西澳大利亚，但在第一、二条生产线带料试车过程中，从破碎、料仓到物料输送的各个环节，无法做到连续作业，影响项目产能。中信重工派专家奔赴西澳负责相关设备的整改。在项目现场驻扎的10个月里，任沁新及其团队将梳理出的几十个问题一一排除，最长连续工作2个多月没离开过现场。

2012年10月，为保证二期三四五六线设备的建设安装。中信集团加大内外部人才协同力度，兴澄特钢和中信重工分别派出专家组成二期项目建设团队，采用了边建设边更改的方式。在关键时期，中信重工派出多达23人的专家团队。除此之外，一些外部专家也提供了不少现场技术支持。最终，后四条生产线提前半年建设完成。



实力与机遇

在参与中澳铁矿项目之前，中信重工每年只有两三台小型磨机能够出口。姬建钢回忆说：“虽然我们的机器也没出过大问题，但大尺寸磨机的强度分析计算都在常规范围之外，当时客户对我们设计能力有担忧。”承接中澳铁矿项目之后，中信重工不仅掌握了大型磨机的技术，在磨机领域的知名度、可信度更有了显著提升，从2007年至今，共向30多个国家和地区出口200多台磨机设备。

借着中澳铁矿的机会，中信重工还收购了西班牙Gandara Censa.S.A公司，组建了澳大利亚研发中心并建立了海外团队，后来又拓展到加拿大、南美、非洲等国家和地区，还引入澳大利亚昆士兰大学的实验技术、流程模拟技术等等。

姬建钢总结了中信重工的国际化之路，“依托中信集团平台，充分利用产业链协同与人才协同优势，等到好时机，找到了突破口。”中信重工给中国企业的产业升级起到了示范作用，对于准备走入国际市场的中国企业来说，自身努力与找准机会二者缺一不可。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案例3

内外协同打造粤东新中心


越是复杂项目越能体现协同战略的优势， 作为城市综合开发运 营项目的滨海新城， 中信的协同找到了用武之地。





中信滨海新城属于城市综合开发运营项目，位于汕头市濠江区，与老城区隔海相望。7年前，汕头市政府还在为“一市两城”的格局而烦恼。当时，连接濠江区与老城区的两座跨海大桥已经不能满足市民来往两岸的需求，汕头市扩容提质势在必行。建设滨海新城，促进主城区与濠江区的一体化发展，成为重要的解决方案。

滨海新城项目涉及面广、资金压力大，一般公司很难承担，但这对中信来说却是一个机遇，越是复杂的项目越能显现中信协同优势。最终，汕头市政府与中信合作进行濠江区168平方公里的综合开发项目。2014年，广东省政府正式批准将汕头濠江区建设为滨海新城。

“这个项目投资规模大、周期长，再加上汕头本身的经济发达程度不高，可以说对团队、对资源整合的要求都非常高。”中信城市开发运营有限责任公司PPP首席顾问、原中信汕头滨海新城投资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林竹说。如今3年过去，滨海新城的开发建设与投资运营都已经逐步走上正轨，而且受到了来自政府、市场越来越多的认可。对此林竹表示：“这一成绩的取得离不开协同战略，协同战略就是中信的文化”。

新城建设首先必须建设贯通两岸的跨海隧道。目前海湾隧道进展顺利，这得益于中铁隧道集团、德国海瑞克集团和中信重工三者的深度合作、强强联手。作为滨海新城项目的重大基础设施工程，海湾隧道是国内第一条八度抗震区大直径过海隧道。“海湾隧道工程的成败在于盾构机，由于工程难度很大，所以只能选择定制型。没有中信的内外部协同作支撑，工程很难成功。”林竹说。所谓盾构机，指的是广泛用于铁路和公路隧道、城市轨道地下综合管廊等建设的特大型工程装备。

在盾构机领域处于全球顶尖水平的是德国海瑞克集团，这家公司的董事长经由德国前总理引荐，向中信集团董事长常振明表达了合作意向。另外，作为国内最大的重型机械制造企业之一，中信重工也积极参与进来。

所谓协同效应，是指通过战略协同，使集团的整体经营表现优于各个企业独立经营表现之和。在海湾隧道这一项目中，协同效应得到了充分体现。中铁隧道集团、德国海瑞克集团和中信重工不仅获得了各自的项目利益，而且实现了“1+1+1>3”的项目效应。值得一提的是，在海湾隧道项目中，中信重工通过与德国海瑞克的合作与借鉴学习，使得自身在盾构机方面的技术水平得到提升。目前，中信重工正在制造国内最大、技术最先进的超大直径（Φ15.03m）气垫式泥水盾构机。

整个海湾隧道项目的投资规模预计达60亿元。对此，林竹表示：“资金问题是这个项目中最让我头疼的问题。不过，机会总是留给有准备的人，早在国家提倡PPP模式之前，我们就已经通过协同模式做了充分准备。”

PPP模式2014年开始在全国规范化实行。在此前两三年中，中信已经依托自身的综合金融优势，整合社会金融资源先行一步。起初，中信考虑通过内外伙伴的协同，设立创新型基金解决隧道的融资、建设和运营，但在PPP政策的利好因素推动下，隧道项目的融资最终通过六家银行的外部协同，完成了60亿元的银团贷款，为这一重大的城市民生工程建设提供了融资保障。

在林竹看来，城市运营的关键是“以产业运作为先导，以资本运作为核心，以土地运作为基础”。通过实行协同战略，中信集团可以将PPP模式从资本面的单一合作深化为资源、技术和理念的全方位、多层次合作。

中信旗下多家金融与非金融子公司也参与了滨海新城项目。中南市政总院从2010年开始就全程参与了市政规划内容并起主导作用；中信国际招标参与了项目中的招标工作；中信证券、中信银行与滨海新城项目也实现了客户群的彼此带动，既包括将客户群从金融端转移到实体端，也包括从项目端导向银行、证券端。

作为中信滨海新城项目的见证者，林竹深刻体会到了中信协同战略的强大力量。他说：“通过协同，中信集团可以将内部资源整合起来，做大量外部协同，这一定是多方共赢的机遇。”





中国案例 CHINA CASE



点评

破解多元化经营协同难题

滕斌圣 | 文






如何实现企业集团内部业务的协同，一直是个不受重视、少有涉及的管理难题。“协同机制”是中信集团对于企业集团经营创新的重要贡献。





跨界协同是企业集团经营的重要特征。企业集团通过内部市场提升经营效率，但如何平衡集团与成员企业之间的控制和自主关系，是企业集团经营的难题。当企业集团面向外部市场，客户期望获得更全面的服务，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更高的价值。所以，企业集团通过何种形式实现业务协同，是集团化经营重点思考的问题。

中信是典型的企业集团。至今，中信已经成为大型综合性跨国企业集团，完成了“金融+实业”架构的搭建。企业集团经营有两个重要特征，一是多元化的业务组合，二是多法人组织形式。从多元经营角度看，成员企业能够借助集团的整体优势，能更好捕捉市场中隐藏的战略机会。从企业集团的治理结构看，每个成员企业都是独立的法人，各有自己的“股东、董事和监事”，有利于激励体系的设置和资源分配。

企业集团的目标应该是构建一个“强企业”，具有明显的行业特征、市场占有率高并具有国际竞争力，而不是业务分散、规模庞大、多元化程度高、无法建立核心专长和发挥规模经济与范围经济优势的“大杂烩”。过度多元化经营会给公司带来负面效应，例如不同层级管理者之间的信息不对称更严重，从而造成更高的代理成本。

集团模式的多元化经营必须以“集团多元、成员专业”为内涵，兼顾业务协同与独立经营的经营方式，以提高成员企业的价值。集团模式的多元化经营是一个趋势，即集团成员企业从事单一业务而在集团层面实现多元化经营，既发挥多元化经营的优势，又能够规避其弊端。除了提供更完善的内部市场，企业集团降低子公司各自进行多元化经营所负担的成本，规避了成员企业层面的多元化经营带来的过度投资、管理能力分散等问题，从而提高了集团成员公司的价值。

如案例中所言，发挥协同效应是集团商业模式的经营基础，多元化企业存在的唯一理由是获取协同效应。中信集团认识到协同的重要性，把协同提高到经营哲学的高度。而欧美企业一般认为，多元化的成本往往大于收益，多元化可能损害股东价值。以通用电气公司（GE）为例，因为投资者不喜欢多元企业，GE将自己相对聚焦于核心的工业领域，并要求每个细分领域都保持前三，或者有极大的市场空间。相比之下，国内企业更青睐多元化，这与各国经济所处发展阶段以及外部市场完善程度相关。但如何实现企业集团内部业务的协同，一直是个不受重视、少有涉及的管理难题。

“协同机制”是中信集团对于企业集团经营创新的重要贡献。在组织结构创新方面，中信建立协同平台战略，由总部平台、子公司平台、区域性协同子平台组成，三个层面的平台相辅相成。在制度建设创新方面，中信的业务协同部从联合营销、区域联席会议组织、业务流程、协同激励等多方面建章立制。中信协同机制以智能化协同信息平台为基础，推动协同工作，依托互联网优势打造移动信息化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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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中信通过协同制度建立起集团与成员企业之间，成员企业与成员企业之间的业务联系。在企业层面，协同效应是新业务领域的重要选择标准；在集团层面，集团要建立或者吸纳新的企业，必须追求与现有业务的协同。通过协同平台，成员企业可以从集团获得资金和资源支持，并充分使用这些资源，来提升市场竞争力。基于协同机制和平台，大型、多元发展的企业集团能够获取资源的溢出效应，从而使成员企业受益，也可通过成本的内部化使得组织结构更加有效率，从而为成员企业创造价值。通过成员企业之间的协作，获得互补性资源、分销渠道、规模经济以及共享风险等好处，赢得集团层面的竞争优势。

协同应该成为大多数企业集团的发展战略和经营哲学。正如案例中所言：“企业只有强化内部的协同，并展开跨界行动，进行外部协作，才能为客户提供全方位的服务。”中信从组织形态、体制机制、信息平台等方面为国内企业集团的协同发展提供了可资借鉴的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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滕斌圣
 是长江商学院战略学教授、副院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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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引领全球金融科技？

王晓红 | 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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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行转型取得明显成效，其根本原因是建行所坚持的5大哲学理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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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
 过去几年，对全球最新科技成果的高效利用、快速的自主研发，让中国企业在许多领域“弯道超车”发达国家，其中也包括金融科技。《经济学人》杂志于今年2月25日发表了《中国金融科技的崛起》一文，其主题内容是“先进的技术、迅速积累的财富，让中国成为全球金融科技的领导者”。早在去年12月底，星展银行和安永会计师事务所就联合发布了报告《中国 FinTech 崛起——重塑金融服务业》，指出中国已从全球“FinTech中心”争夺战中脱颖而出。今年3月23日，在海南召开的博鳌亚洲论坛上，FinTech再次成为热门议题，与会权威人士指出在内容领域、社交领域、移动支付领域，中国的很多金融科技企业已经走在欧美企业前列。

以数据和技术为两大引擎的金融科技可分为8大领域：支付、保险、规划、网贷、区块链、交易&投资、数据&分析以及安全。随着最近一两年大数据、人工智能等新兴技术的迅速发展，互联网已升级到国家战略高度，中国的金融业正在发生深刻变革。4月5日，哈佛管理公司和《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在哈佛中心（上海）举办了金融科技创新及投资论坛，汇集业内著名专业人士讨论中国在金融科技方面崛起的原因、现状及未来方向。

讨论以哈佛商学院教学法衍生的交互式讨论形式进行，即由主持人发问，现场特邀嘉宾与场内场外观众分享观点。参加此次论坛的特邀嘉宾都来自著名的互联网金融及创投公司，其中包括宜信公司创始人及CEO唐宁、陆金所CFO郑锡贵、挖财网总裁顾晨伟、点融网COO罗龙翔等，京东金融、启明创投、波士顿咨询、纳斯达克集团、钜真金融等公司也分别派出高层人员参加。主持人由哈佛中心（上海）董事总经理黄晶生担纲，论坛焦点聚集于大数据、区块链、网贷以及智能投顾。本文挑选了3大主题内容与读者分享。



“双轮模式”下的超常发展

对于《经济学人》等国际财经媒体的观点，唐宁、郑锡贵、顾晨伟等与会嘉宾都表示赞同，认为这些国际财经媒体的评价中立客观，中国的金融科技在平台效应、技术创新、监管配合的推动下，已成为全球金融科技创新应用的中心。而这其中既得益于传统金融机构与科技企业间的相互协作，也得益于中国巨大的应用潜力。唐宁认为，FinTech对于美国的金融机构来说是“锦上添花”，而对于中国来说则是“雪中送炭”；郑锡贵则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一语点破中国超速发展的根本原因：中国依靠的是技术与应用的“双轮”模式，而美国更多是依靠技术驱动的“单轮”模式。

据埃森哲等机构的研究，在中国企业一系列重量级交易的带动下，2016年全球金融科技企业投资额攀升至232亿美元，较上年度增长10%。2016年亚太地区金融科技融资规模实现翻番，首次超越北美，而中国投资占亚太地区投资总额的九成。在技术应用上，中国的消费者也从FinTech 的高效率中颇为受益。如在现金支付和汇款方面，中国运用金融技术的比例为40%，大大高于印度的20%和新加坡的4%；贷款方面，中国达到14%，而印度和新加坡分别为5%和2%。



中国在获取与利用消费者数据上的优势

个人大数据的采集是金融科技的一个重要基础，如消费者在上网浏览和购买产品后会产生各种维度的数据。此次论坛上，主持人向与会者展示了《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在2016年完成的一项调查结果。该调查显示，中国消费者对个人数据的敏感性远不如西方发达国家——这其中既有历史原因，也有群体性原因——而这意味着中国消费者的各项数据更容易被采集。同时，中国网上购物比例在全世界领先，这让BAT、京东以及诸多金融科技公司等互联网企业不仅积累了海量历史性大数据，由于与用户每时每刻进行的互动与新的订单，又在不断积累即时性大数据。

在拥有大量有效数据与不断改进算法的基础上，企业可以利用大数据提供精准化、个性化、定制化的服务。此外，在互联网金融平台生存和发展的核心所在——风险控制方面，大数据还可以高效地帮助金融企业。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这几年进行的创新做法，可以说在全球几乎没有任何参照物。如京东金融，利用历史交易和用户画像等维度的大数据算法，推出京东白条，让用户先消费后付费，并且让坏账率保持在极低的水平。又如蚂蚁金服的个人征信体系，利用阿里集团交易平台中的个人大数据，建立了芝麻信用评分体系，让人与人、人与机构之间的关系变得更简单、更高效。



区块链与智能投顾

论坛的另一个焦点是近半年来投资剧增的区块链。区块链在商业中的应用充满了想象空间，不过目前基本上还处于概念验证阶段。大家熟知的比特币，就是基于区块链存在的一种数字货币，在比特币被中国金融监管机构管控之前，中国的“矿工”一度提供了全球70%的比特币，交易量最高达到全球的90%——实行监管后，目前的交易量为全球35%左右。专注于区块链应用的钜真金融公司创始人孙立林，向与会人员科普了比特币的起源：根据中本聪（Satoshi Nakamoto）2008年撰写的《比特币：一种点对点的电子现金系统》（Bitcoin: A Peer-to-Peer Electronic Cash System）一文，比特币最初是为了解决在线交易中的回退交易和欺诈抵赖问题而设计的一项激励机制。他还指出，对于目前大数据呈现海量化、分享严重不足而造成的“三权分立”——即数据的所有权、使用权、执行权分立，区块链接也能提供高效的解决方法。同时，区块链技术还可以用于互联网金融平台的风险控制，通过保障数据与合同的真实和防篡改，不断提升平台的安全系数。

对于全球金融界近期关注的机器人投资顾问（即智能投顾），与会人士观点各异。以擅长数据分析著称的管理大师达文·波特于今年年初在《哈佛商业评论》网站上发表了《自动化大潮来袭，华尔街人也要失业了》一文，引发全球金融界的热议。实际上，在大数据、人工智能来袭之前，美国金融行业的一些主要领域因为采用传统的自动化技术，工作岗位减少的趋势已持续数年；而如今的人工智能浪潮很可能将加速人员减少，特别是入门级的数据分析与统计、监管合规等工作。在投资决策上，机器人投顾具有比投资顾问成本低、效率高的特点，华尔街正将其越来越多地用于在低端投资领域；为高端客户提供自动化咨询服务的技术也已经存在，不过在目前阶段，完全用机器人替代人非常困难。

30多年前中国的银行系统还在用算盘，如今取得的惊人进步，令全球同行刮目相看。2016年是中国金融科技取得突破的一年，这一年亚太地区的前十大金融科技投资，均发生在中国大陆和香港地区，合计占去年亚太地区金融科技投资总额的82%。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几项融资包括1月份陆金所完成的12亿美元、京东为其消费金融子公司融资的10亿美元，以及蚂蚁金服在4月份完成的45亿美元。

与此同时，中国金融科技企业还迈出了海外投资的步伐。2017年3月17日，由宜信公司主导投资，创立于2015年的保险科技企业WorldCover完成了第二次种子轮融资。该公司主要向全球农民与投资者提供P2P保险服务，其P2P保险平台专门为贫穷小农户定制可负担的保险，帮助他们抵御自然灾害导致的歉收风险和财产损失。3月28日，宜信又宣布其离岸私有信贷基金（OPCF）投资了美国网贷平台OnDeck和LendingHome，投资总额为3000万美元。去年，OPCF已投资美国消费贷款平台Avant和Prosper。不过，中国金融科技的全球化进程将面临种种挑战，包括相对孤立的本土市场与竞争激烈的海外市场的生态差异，以及在与国外企业合作、为海外用户提供服务过程中的文化差异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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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晓红
 是《哈佛商业评论》中文版驻上海高级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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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验 Experience / 自管理 Managing Yourself




唤醒

通勤时间

RECLAIM YOUR COM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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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卡·吉诺（Francesca Gino） 布莱德雷·斯塔茨（Bradley Staats），乔恩·雅基摩维兹

（Jon Jachimowicz）茱莉亚·李（Julia Lee） 约亨·梅杰斯（Jochen Menges）| 文

冯丰 | 译 刘筱薇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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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下班原本不必如此折腾。很多研究都显示，稍微调整一些细节就能改进通勤体验，人们会更开心，工作效率也可以提高






每
 天全世界数百万人奔波在通勤的道路上。美国统计局数据显示，仅在美国就有约2500万人每天通勤时间超过90分钟，其中约60万“超级通勤者”每天单程通勤至少90分钟。英国人平均每天通勤时间为54分钟（2003年通勤时间为45分钟）。从意大利米兰到菲律宾马尼拉，世界上大多数主要城市里通勤时间都超过一小时。

但极少有人享受通勤。福特汽车公司在6个欧洲城市访问了5500人，很多人都认为通勤比工作、搬家或看牙医压力更大。2006年诺贝尔奖得主丹尼尔·卡尼曼（Daniel Kahneman）和同事在一项调查中访问了909位住在美国得州的女性，受访者表示早晨通勤是一天当中令人最不愉快的部分；晚上回家通勤的不愉快程度排第三。（工作排第二。）

讨厌通勤的情绪对人们身心健康影响很大。2014年英国政府一项调查显示，与通勤时间短的员工相比，通勤时间长通常会导致焦虑，对生活的满意度也更低。路上花很多时间的人更容易感觉日常生活没意义。还有一些研究显示，通勤时间过长的话，人们会容易感觉身心俱疲，无心工作，对工作的满意度也更低。2011年瑞典一项研究显示，如果伴侣中有一位每天通勤时间至少45分钟，离婚的几率较一般家庭高出40%。

但通勤原本不必让人如此身心俱疲。包括我们成果在内的很多研究都显示，稍微调整一些细节就能改进通勤体验，人们会更开心，工作效率也可以提高。以下是可以尝试的5个技巧。



利用通勤时间调整思维模式

通勤时间是从个人转向工作的机会。早晨在家你的角色是家长、伴侣或是负责照顾别人。到了办公室就要展现出职业一面。晚上又要转回个人生活，哪怕临睡前还得工作一段时间。每次转换都要调整思维模式。如果不花时间理顺，一种角色中的思维模式和关注点就会带入下一段，让人感觉很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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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整思维模式有一种较为简便的方法，就是做个简单的仪式。在一份研究通勤者的未发布研究中，我们团队成员之一（弗朗西斯卡）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哈尔·赫施菲尔德（Hal Hershfield）联合发现，如果在上班途中有一些小习惯，例如在列车上看新闻，或是查看当日日程，会对即将开始的一天更兴奋，对工作满意度更高，比起没有类似习惯的人们压力也会轻一点。这很正常，因为仪式向来有很多效用，即使你不相信仪式的价值或效果，也能受益。仪式可以在从事高风险任务之前减轻焦虑，提升对手头工作的兴趣，感觉受挫或失落时也可以更快恢复。所以不妨培养个自己的通勤小仪式。例如，可以每天上班路上从同一家咖啡店买杯低咖啡因的拿铁。如果想效果更佳，可以从以下推荐改善通勤体验的建议中选取几项加入自己的仪式。



准备好提升工作效率

如果在上班路上花点时间计划当天或本周工作，到办公室就会准备更充分，心情更舒畅，更有精神，效率也更高。这是我们对英国和美国员工做了一系列调查后得出的结论。第一项是研究全球市场和科技机构DigitasLBi英国办公室的225位员工。正如此前预计，研究显示，平均下来人们每天通勤时间越长，工作满意度越低，辞职可能性也越高。但也有例外，我们不禁好奇某些人是不是具有特殊的心理特质，帮助他们避免遇到跟其他人同样的困扰。我们发现了一条：自我控制，或者说抵制会影响长期目标的诱惑（例如工作时上Facebook，或放弃吃苹果的计划转而吃同事带来的蛋糕等等）。

为了研究通勤与自律的影响，我们向来自多家公司的229位员工发放问卷，问他们上班途中一般做什么，发现在自我控制方面得分高的人通常会将时间用在有效规划上——我们称之为与工作相关的展望。“我会想到了办公室要做什么。”一位参与者告诉我们，“我还会计划好当天要完成的事。”

最后一步是研究是不是每个人这么做都能受益，不管自律与否。我们找了443位美国公司的全职员工，通勤时间15分钟或以上，研究持续了4个星期。开始两个星期里，参与者每天都会收到提示，我们可以测算他们上班途中花多少时间计划工作。跟以前一样，我们发现规划越详细的人越能应付长时间通勤。后面两个星期里，我们会向参与者随机指定4种情况之一。每天参与者出门上班15分钟前，我们会发一条短信，请一部分人在上班途中为工作做计划，一部分人主要做些放松思想的活动，还有一部分人两项都做。四分之一参与者收到的短信中没有具体指示。我们发现只有第一组参与者，即按指示计划工作，没有其他活动的人比起参与调查之前对工作的满意度提升最大。这项发现并没有考虑各人自控能力因素，但研究开始时测试过。

所以，积极计划工作是对所有人都有效，既简单又直接的策略。只要问问自己：今天和本周我要如何完成工作，实现职业目标？如何提高工作效率？



寻找“自由小口袋”

上班路上等着晚点的公交，或是站在拥挤的地铁车厢里，你可能感觉对通勤一点掌控都没有。但其实你可以多注意能掌控的事，缓解挫折感：至少你可以控制渡过路上的时间。我们谈过仪式和计划工作，也可以做些喜欢的事，例如听音乐，听几集播客，或读读书。借用一位同事（乔恩）姨妈阿黛拉的话，要找个“自由小口袋”，阿黛拉年轻时正逢二战时期，在纳粹占领下的多个波兰犹太人贫民窟住过。不管多么饥饿、疲劳还是恐惧，她每天晚上都跟小侄女玩一个小时的智力游戏，她后来表示正因如此才能坚持下来。虽然上班路途没有在战时贫民窟那么惨，但仍然可以抽出时间做些喜欢的事让时间好过些。除了借助媒体，也可以趁机用录音带学学新语言，如果手上有空的话，没准还可以练习新爱好，例如画画或针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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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建议已有研究支持，研究显示自控感越强，身心健康、满意度、工作效率越高，压力水平越低。举个例子，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的约翰·特劳加克斯（John Trougakos）和同事发现，如果员工可以选择在哪儿，何时以及怎样午休，比起没有选择的同事精力恢复得更好。

所以尽量无视通勤负面的地方，抓住机会释放自我充电。



注重分享

迄今为止，我们已经研究如何通过个人努力提升通勤体验。但上下班时间过长还有个坏处，即很可能都得独自一人。哈佛大学政治科学家罗伯特·普特曼（Robert Putnam）研究这个话题时发现，通勤时间每增加10分钟，社交联系就会减少10%，导致更严重的孤立和不快。我们建议利用通勤时间多跟别人接触。




通勤路上跟别人交谈的人们体验更佳，也不会影响工作效率。





大部分对社交的研究主要关注跟家人或亲密朋友的关系。但根据芝加哥大学行为科学家尼古拉斯·艾普利（Nicholas Epley）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朱莉安娜·施罗德（Juliana Schroeder）研究，通勤者跟陌生人交谈也能改善健康。艾普利和施罗德去火车站找了200多人参与调研，随机分成3组。他们让一部分人跟同行者交流，另一些人一言不发，最后一组平时怎样便怎样。虽然参与者都以为独来独往最愉快，但研究人员发现完全不是：根据实验要求跟别人交谈的人们体验更佳，也不会影响工作效率。

此外，新城市基金会的研究显示，即便使用Waze之类的社交分享软件，也可以减少通勤的不愉快，降低长途跋涉的压力。

所以，可以想想通勤途中如何加强社交。如果乘坐公共交通，不妨摘下耳机找人攀谈几句。如果开车，可以打开免提给朋友打电话，问问在附近工作的邻居要不要同行，或者试试Sluglines之类可以帮人协调随机拼车的手机应用。如果你住的城市里有优步（Uber），可以用用优步拼车功能（跟陌生人一起拼车），别用UberX（你自己乘车）。如果坐公司班车，例如硅谷公司经常提供的福利，就跟邻座聊聊。



减少通勤时间

如果用尽一切办法改进通勤体验，还是感觉压力巨大，心情低落，甚至影响工作效率，还有个选择就是减少通勤时间。

首先要考虑清楚要在哪里生活和工作。大部分人之所以愿意忍受长时间通勤，都是过分看重某些因素，例如薪水很高，或是能住在生活环境很好的大房子里，但都小看了长时间通勤的危害。我们称之为通勤者的偏见。为了实地测试，我们做了个未公布的研究，要求各行业500多位全职员工二选一：第一份工作年薪6.7万美元，通勤时间50分钟，第二份工作年薪6.4万美元，通勤时间20分钟。其他条件都一样：居住环境一样，工作晋升机会差不多，生活状态也基本相同。结果84%的参与者都选择了第一份工作，显示人们愿意为了每年多赚3000美元忍受每天通勤时间多一小时，亦即每年多花250小时。算下来通勤每小时12美元，其实不到每小时工作收入的一半！我们想看看参与者会不会做这道算术题，而他们其实是会做。从结果来看，人们对上下班长时间通勤带来的心理、心情以及体力成本都不甚了解。

如果你考虑换工作，或换个住处，建议你避免这一偏见。如果有可能要长时间通勤，一定认真想清楚。

如果既想减少通勤时间又不想换工作，可以试试偶尔在家工作，或是找个离家不远的地方工作，例如WeWork之类就提供共享办公室服务。如今远程办公越发流行：据美国统计局数据，2015年有24%的美国员工有部分工作甚至全部工作远程完成。咨询公司Global Workplace Analytics的研究显示，过去10年里远程办公的比例增长了一倍多。研究显示，如果人们可以选择某些天在家办公，比起没有选择的人们工作效率会更高，心情也会更好。斯坦福大学经济学家尼克·布鲁姆（Nick Bloom）和同事们在中国在线旅行社携程进行的一项现场试验显示，随机安排在家工作的员工效率平均比在办公室工作高出13%，对工作满意程度更高，而且辞职的几率要低50%。所以，如果雇主允许弹性工作，你又相信老板和团队成员能接受你远程办公，可以尝试每周选一天或者每月选几天。




大部分长时间
 通勤的人感觉都像在忍耐无法避免的痛苦。结果是，不管是上班还是回家都筋疲力尽，工作表现和身心健康每况愈下。但确实可以想办法改进通勤体验，变得更加愉快。如果可以，还是尽量减少通勤时间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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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朗西斯卡·吉诺
 在哈佛商学院担任教授，也是《偏离：决策为何脱轨，以及如何执行计划》 （Sidetracked: Why Our Decisions Get Derailed, and How We Can Stick tothe Plan，哈佛商业评论出版社，2013年）一书作者。布莱德雷·斯塔茨
 在北卡罗莱纳凯南-弗拉格勒商学院副教授。乔恩·雅基摩维兹
 是哥伦比亚商学院博士生。茱莉亚·李
 是密歇根大学罗斯商学院博士后。约亨·梅杰斯
 是奥托拜斯海姆管理学院领导力教授。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简约优雅如何胜过高调奢华

Competing Against Bling

斯蒂芬·内森（Stephen Nason） 约瑟夫·萨尔瓦克鲁兹（Joseph Salvacruz）

J. P. 史蒂文森（J. P. Stevenson）| 文

蒋荟蓉 | 译 廖琦菁 | 校 时青靖 | 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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低调的手表品牌如何在中国市场脱颖而出？



走进善光珠宝设在南京路的旗舰店，宋伟先是看到了几个时装模特，穿着蕾丝雪纺长裙，站在店门两侧。





店铺附近停着一辆复古Eagle敞篷车，旁边围着十几个有钱人。从外面可以看见店里还有许多人啜饮着香槟，不少人在试戴手表。

“真热闹啊。”宋伟对身边的同事珀尔·张说。他们两人站在马路对面观望着。

“是啊，”珀尔回答，“假如是我们的活动就好了。”





案例研究教学笔记


内森和萨尔瓦克鲁兹在领导力、谈判与营销课程中讲解了本文原型案例，强调欧洲和中国的文化差异，以及奢侈品牌在中国市场的激烈竞争。根据贝恩公司2016年的研究，中国消费者的奢侈品支出占全世界总量的30%。





两人供职于拥有百年历史的瑞士奢侈钟表制造商Rochat & Schmid。宋伟是大中华区业务负责人，在上海上班。市场营销副总监珀尔得知竞争对手Berlinger推出了一个镶嵌宝石的手表系列，由中国最大的珠宝零售商善光珠宝售卖。于是她说服宋伟一起来收集一下情报。

“我就说他们搞得挺炫的。”珀尔说，“高级时装、复古跑车，还有顾客自选钻石、翡翠或者红宝石装饰的手表。看看吧，顾客太喜欢这儿了。你要问我们要怎么做才能提高销量，答案就是做这样的活动。”

“啊，我们跟Berlinger不一样，不属于什么联合大企业，旗下还有时尚、红酒和汽车品牌之类的，”宋伟答道，“而且我们也不做镶嵌钻石的东西。Berlinger这个牌子本身就很炫，所以做这种招摇的推广活动。我们R&S讲究低调优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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路威酩轩、开云和历峰等集团旗下有30到50个奢侈品牌，已经成为奢侈品行业的主导。





“那我们市场营销也非得坚持低调不可？在这个城市、这个国家？”珀尔指指亮着霓虹灯的街道，又指向一个印着好莱坞女星的广告牌，“要学会迎合本地偏好啊。总部那边必须明白这一点，他们还指望我们让年度业绩好看点呢。”

“你那些关于增加新设计、重新思考营销方案的想法，我已经转达了，你知道的。每次我看到同店销售额下跌都会提出来，但你也知道，西蒙不喜欢那些闪闪发光的东西。”

他说的是R&S那位固执的首席创意官，西蒙·卡尔博尼耶。“所以我们要想想，有没有什么更创新的方式可以引起关注。”他接着说。

“我准备好了，明天向你和西蒙展示我的想法。”珀尔说。按计划，明天他们要通过电话会议给西蒙展示春节广告闪电战的模型。“可是，”她瞪着街对面的模特、跑车和热闹的店铺，“我自己都不知道能不能比得上他们家。”




瑞士梅花等一些高端手表制造商推出了中国市场专供的设计，这样的定制化合适吗？



根据贝恩公司的报告，2012年至2015年高端手表在中国的销售量只提升了3%，部分原因是反腐败行动影响了手表作为礼品送给官员的这部分市场。



银联提供的数据显示，2017年春节期间，中国消费者在国内外消费了670亿美元。



中国二线、三线和四线城市的奢侈品销量正在提升，一些地方的某些品类销售量已经超过一线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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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的利基市场？

第二天下午，宋伟回到善光门店与CEO李贵英见面。

“昨晚我路过看见你们搞活动，看上去相当成功啊。”宋伟说。

“你应该进来的！”李贵英说，“昨晚是第一场，我们还要在全国做活动——下一步当然是香港和北京，然后去深圳、广州、天津、杭州和成都。因为政府采取了新的措施，我们不能再依赖礼品市场。提高销量的唯一方法是说服消费者，尤其是让中产阶级相信，即使现在经济增长慢下来了，他们也值得享受奢侈品。”

“你是希望我们也来搞活动吗？”

“昨晚我们销量可观，宣传效果也特别好。但你们Rochat & Schmid还是别搞了吧，你们跟Berlinger完全不一样。你们有很好的利基市场。如果有顾客要买不那么花哨的东西，我们就会推荐R&S的手表。”

“可是，我们在善光这边的销量一直没有提升，即使你们开新店也无济于事。而且我们在几个大城市的同店销售额都下降了一点点，”宋伟说，“我看了你们最近的收益报告，虽然奢侈品消费下降，但你们的大多数销售点业绩都还不错。不知道你们有没有把我们的产品推荐给足够多的顾客。我觉得你们是不是可以考虑给我们多安排些柜台，多展示一下我们的手表款式，特别是在快速发展的几个城市。”

李贵英板着脸沉默了一会儿。宋伟礼貌地等着。

“我觉得我们目前对Rochat & Schmid的展示程度很合适。”李贵英开口说，“销量的确下降了，但现在反腐行动和疲软的经济在改变顾客的口味。人们尝试不那么高调炫富，所以我能预见到，你们的手表将来会吸引更多客人，也许在一两年内？当然，如果你要提供些新的东西，比如新的广告语、新设计乃至名人代言，我都愿意听听。”




外国手表在中国的主要销售渠道是专卖店，以及与在高端购物中心销售产品的中国公司合作。手表制造商在一个区域内可以有多家零售商，但零售商也可能同时在出售50多家手表制造商的产品。这个事实对于宋伟与李贵英谈判的方式有什么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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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离总部太远，这个因素对于他说服Rochat & SchmidC级高管的能力有什么影响





名人光辉

宋伟只好匆忙回到R&S中国总部，下午4点钟珀尔要展示她的宣传计划。他走进电话会议的会议室，西蒙已经出现在屏幕上。

“很高兴见到你，宋。”

“我也是，西蒙。你好吗？”

“很好，谢谢。不巧我今天赶时间。这边10点的时候设计团队有个研讨会，我要见见罗尔夫。”宋伟和珀尔对视了一眼。他们经常打赌，西蒙几句话内会提到自己与Rochat & Schmid CEO罗尔夫·欧德玛特的交往。“不过现在这30分钟内我会专心听你们说话。开始吧，珀尔。”

“谢谢，西蒙。我跟我们的团队和广告代理商一起做了两个方案，方向不一样。”她在笔记本电脑上打开幻灯片，投在另一块屏幕上。

“第一种会让你们觉得很熟悉。”她点开一组广告，“遵循我们传统的广告语‘标记每个场合’，做了一个女性版，宣传新的女式手表系列。原版是儿子大学毕业时父亲给他一块手表，这一版是女儿毕业时母亲送她手表。原版是妻子送给丈夫一块表作为生日礼物，新版是姐妹两人戴着成对的手表给对方惊喜。我们换用了比较新的字体，但仍然是黑白画面。”

珀尔等着西蒙回应，西蒙没有回应，她就继续说。“第二个方案背离了传统，但是经过精心策划，专为迎合女性顾客而设计。宋伟你很熟悉高常常吧，我要向西蒙介绍一下。高常常是一位中国的歌手，也是演员，最近从电视剧转向电影。她有3000万微博粉丝，其中很多是千禧一代。她发布新歌，他们就会下载；她穿什么样的衣服，他们就会跟着买。我跟她的经纪人关系不错，所以知道了她可以接一两个代言业务。如果我们跟她签一个3年的合同，我觉得她应该能接受以合理的价格给我们做独家代言。我想让她的形象配合新的广告语：‘你值得拥有。’”珀尔点开一张高常常的照片。她在繁华的街上行走，身穿红色短裙，一脸张扬的笑容，右手腕上戴着三块R&S手表，照片上其他人都望着她。




根据贝恩公司提供的资料，至2014年，中国奢侈品支出中女性占到一半以上，1995年则是10%。但香港贸发局经贸研究称，中国奢侈手表市场仍由男性主导，男女比例3:1。



德勤对19至29岁人群展开调查，询问哪一种营销渠道最能影响他们购买手表的决定，中国消费者中比例最高的答案是品牌形象大使。多数奢侈品公司请名人戴上本公司的产品出现在广告上。这种方式的成本和收益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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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伟笑了，他喜欢这个方案。西蒙皱着眉头，显然不喜欢。

“西蒙，请你给一点反馈。”珀尔小心地说。

一阵长长的沉默。“我敬重你的创意，但我一直觉得请明星代言有点偷懒。别说我们不搞明星代言那一套了，即使要搞，”西蒙这样说道，“她也不合适。她太年轻，太浮夸了。”

“可是西蒙，中国消费者就是年轻的一代人，他们喜欢浮夸，”珀尔回答，“我们想用产品吸引他们，但是没有新款手表，就只能靠营销。”

“跟浮夸相比，优雅总是更能赢得奢侈品消费者的心。我们之前就谈过这个。现在流行的是非炫耀性消费，中国也是这样。所以我们现在不会更改产品设计，也不应该改变营销方式。”

宋伟决定要说两句了。“我理解你的意思，西蒙。反腐败行动似乎影响了那些比较浮夸的品牌。审美取向可能也会转向对我们有利的方向。但这个改变的速度能不能让我们的股东在今年内获益呢？你知道，如果我们在中国市场失利，整个公司都会受影响。所以我们可能需要先破后立。”




“价值主张”是战略性营销中的关键概念。宋伟的提案能否充分传达R&S手表的独特优势？



中国高管的沉默往往表示拒绝，但瑞士高管会把沉默理解为接受。





“我反对，”西蒙说，“不能忘记Rochat & Schmid提供给市场的价值本身。”

珀尔插话了。“西蒙，我理解要尊重我们长期以来的特色，保持一个统一的品牌形象，但你自己也说了，中国是个独特的市场。我们现在的营销方式很优雅，贴合品牌形象，但在这样一个拥挤而迟滞的市场，我们这种方式起到的效果不如预期。”

“那你怎么知道代言一定有效果？”西蒙问。

珀尔没有回答，宋伟又开口了：“西蒙，也许我们可以花点时间考察这两个方案。”

“我不用在两边都花时间，”西蒙回答，“这几天我会就第一个方案给出反馈。”



准备作战？

后一天，宋伟与罗尔夫通电话。这是他们每周例行的沟通。这一次寒暄过后，他们就开始讨论区域销售情况。

“我听说你和珀尔想改变营销方式？”罗尔夫问。

宋伟大吃一惊，他没想到西蒙已经跟罗尔夫说过了。“是的，我们在考虑有点不一样的方向。”他说。

“西蒙觉得你们的想法不符合品牌风格，会损害我们的形象，”罗尔夫说，“当然，经营公司的不是他，是我。”

“你看过珀尔的方案吗？的确跟我们传统的品牌形象不太一样，但也没有特别浮夸。”

“西蒙给我看了。说实话，穿红裙子的美女戴三块表，这对我来说是挺浮夸的。不过你比我更了解中国市场。你那边有预算吗？”

“我们分配到的已经够了，不会要求更多。珀尔说，签的合同时间长一些，这笔交易比较合算。”

“如果没有效果那就没有什么交易了。”罗尔夫说。

“是这样的。”宋伟承认。

“那你想跟西蒙对着干吗？”

这个问题，从昨天开始宋伟就一直在问自己。他没想到这么快就必须给出答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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斯蒂芬·内森
 和约瑟夫·萨尔瓦克鲁兹
 是香港科技大学商学院商业实务教授，J.P.史蒂文森
 是冯氏集团（Fung Group）竞争情报经理。本文改编自香港科技大学康信商业案例研究中心《与巨头竞争，抢夺中国奢侈品消费者》（Battling Giants for China’s Luxury Consumer）。





经验 Experience / 案例研究 Case Study



宋伟

是否应该推进新的

广告活动？

专家意见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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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绍基（Kent Wong）


是周大福珠宝金行董事总经理。









宋伟和珀尔
 比西蒙更了解中国消费者。他们应该信任自己的直觉，请高常常做代言，寻求新的营销战略。

我的理由有以下几条。首先，虽然中国高端手表销量目前有所下降，但中国依然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奢侈品市场，很有发展潜力。如果想继续成功，公司必须继续在这个地方投资品牌建设。其次，我们看到浪琴、欧米茄和名士等很多公司都请中国名人代言进行营销，并且取得了成功。高常常是著名歌手、演员，而且在社交媒体上粉丝众多，可以借此推广Rochat & Schmid。

高常常的数字影响力是巨大的财富，可以吸引各个年龄层的消费者注意R&S的手表，因为现在用手机研究并购买产品的人更多了。不过，最能吸引的还是千禧一代，这个消费者群体变得越来越重要。（中国奢侈品购买者平均年龄是40岁，其他国家则是50到60岁。）我们看到，近年来一些价格在1500美元以下的时尚手表品牌借着新数字平台飞快发展，一部分售价超过10万美元的奢侈品牌也在运用网络和社会营销。当然，新的营销活动必须符合品牌本质，但珀尔提出的方案并没有背离。

西蒙提到中国消费者逐渐倾向于非炫耀性消费。我不会用这种说法。我认为，现在吸引奢侈品购买者的是能够表达独立思考的东西，而不是要跟别人一样。若要回应这个需求，我觉得制造商和零售商应该像珀尔建议的那样，提供更多不同的设计，也许可以根据地域特色定制，提升定制能力。

现在的技术让我们可以根据顾客喜好定制产品和购物体验。2016年，我们公司在大中华区、新加坡、马来西亚、韩国和美国的500多个城市设有2300多个周大福与Hearts on Fire销售点，但我们还通过电子商城和天猫等重要网购平台上的网络零售店卖出了近百万件首饰。现在我们正在尝试将这两种体验结合，让顾客从网上（通常是通过我们的手机app）下单，这样顾客可以自行设计产品，然后线下送货。顾客可以去最近的门店自提，也可以让店员送货上门。

在产品开发、销售和营销等各方面，R&S均须更为积极地响应中国顾客群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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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意见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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靳马田（Martin Ganz）


是斯沃琪集团旗下宝玑港澳地区副总裁。









很多品牌都请名人代言，
 但我们宝玑不会这样做。我们倾向于关注我们的传统和产品质量。自1775年创立以来，我们的客户中一直有皇室成员和国家元首，所以我们会说，戴我们手表的人就是我们的形象大使。

宋伟觉得要采取措施来提升Rochat & Schmid在中国的销量，虽然我能理解，但我觉得请明星来做营销无法解决他所有的问题。

推行营销战略改变之前，他要先问问自己，一个歌手转型的女演员是否符合品牌使命以及在中国营销的重点。看看现实中手表品牌请的代言人，都是体育明星、科学家、乐队指挥和艺术家。

即使找到了合适的形象大使，宋伟也还要考虑其他风险：现有顾客和目标顾客都了解和喜欢这个人吗？再过几年这个人是不是就过气了？这个人的行为会不会对品牌产生不好的影响？

正式代言十分昂贵，涉及长期合同。宋伟也许应该考虑成本更低、时间更短的试验。比如说，如果他认为与高常常合作能够吸引年轻顾客和喜欢浮夸风格的顾客，R&S可以赞助派对、晚宴或演唱会等一系列活动，请高常常演出或者出席，并邀请媒体参加。

这些活动不用像文章开头Berlinger的活动那么“炫”。R&S不需要模特和跑车，可以请工匠演示手表是如何制作的。我在香港工作30余年，最近6年都在发展宝玑的中国大陆业务，我可以告诉你，亚洲的奢侈品牌如果能为顾客提供独特的体验，特别是如果能够与顶尖零售商合作服务顾客，那么就能有收益，比如宝玑在台湾地区和菲律宾办活动，请了著名的电视节目主持人，就办得很成功。




请名人代言是有风险的。品牌代言人可能过几年就过气了，也可能会有损害品牌形象的行为。





如果R&S在中国与高常常合作营销的试验反响良好，而且提高了销量（这点更重要），宋伟和珀尔就有更好的例子，能够用来说服高层投资让她成为R&S在中国的代言人。（虽然我还是建议把合同限制在一年或18个月，以后还可以换人。）

明确地说，我不建议宋伟听从西蒙的话。品牌区域总部必须成为公司的推动力，品牌战略应当尽可能地执行，但考虑本地信息是至关重要的。应该遵守这样的准则：思维全球化，行动本地化。

现在的营销方式显然不起作用，宋伟考虑新方案是正确的。不过请名人代言有风险，我建议谨慎推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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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hbr.org 社区的评论



坚持自己的主张

要争取实行新的广告计划。即使是奢侈品牌，也必须适应所在市场当下的潮流。


让·尼森


历峰集团零售业务区域经理



面向新的顾客类型

如果想保持传统，那就在礼品市场寻找新的利基：婚庆市场。在这个市场，手表是父母送给新人的一件经久耐用的礼物。


卢卡斯·利特维纽克


加拿大皇家银行高级经理



试验一下

我建议对现有顾客、目标顾客以及竞争对手多做一些市场调查，然后在销售方CEO的帮助下设计一个小的试点，检验新的营销战略。


玛丽亚·潘茨多


GVB产品经理





杂谈 Synthesis



另一个数字鸿沟

在最需要参与的时候，科技界却在自我隔离。

THE OTHER DIGITAL DIVIDE

THE TECH WORLD IS ISOLATING ITSELF JUST WHEN IT MOST NEEDS TO ENGAGE.

华特·弗里克（Walter Frick） | 文

廖琦菁 | 译 齐菁 |编校






新
 片《圆圈》（The Circle）改编自2013年戴夫·艾格斯（Dave Eggers）的同名小说。电影中，一位年轻女士进入了类似谷歌的高科技公司，设施便利的园区、有才华的员工，以及其整合简化人们网上生活的使命，都令她惊叹不已。但我们很快意识到，圆圈公司对外界的影响不太好：公司领导强烈要求员工直播自己的生活，没这么做的人，突然就发现自己被围观、被议论，甚至有时候被暴民跟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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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书前，艾格斯做了些研究，还惹恼了一些科技公司。但在该书上市仅仅4年后，我们就感受到了书中所描述的技术创造者与其他人分歧的先见之明。即那些想要“彻底改造世界”的人们，与那些正在经历变化而感受到威胁的人们之间的分歧。的确如此，今年的几部非虚构类作品都揭示了日益严重的分歧问题。

在《目中无人的新贵》（The Upstarts）一书中，记者布拉德·斯通（Brad Stone）讲述了科技界宠儿爱彼迎和优步的历史，让外人有机会一瞥这个神秘的领域。我们看到爱彼迎的员工在办公室打乒乓球，在工作间隙做瑜伽，举办足球比赛，拥护CEO布莱恩·切斯基（Brian Chesky）“让人们聚在一起”的愿景。办公室布满了“家在四方”以及“爱在爱彼迎”的标志牌。有一次，切斯基告诉员工们，一位同事曾暗示爱彼迎社区也许会得诺贝尔和平奖，他刚听到时觉得搞笑，现在认为这个想法也没那么疯狂。（郑重声明，这就是个疯狂的想法。）

优步也有特殊待遇。公司一直有提供带薪“工作假期”的传统。2015年，公司为5000人在洛杉矶安排了4天的修养。休假员工出席研讨会，听CEO特拉维斯·卡兰尼克（Travis Kalanick）的讲话，他提出了通过提高交通效率来优化城市的新价值主张。休假员工还在当地的一家食品银行做志愿者，并参加了特别准备的晚间娱乐活动，包括优步投资人碧昂斯的一场非公开演唱会。

然而，斯通表示，在硅谷之外，爱彼迎和优步并不被看好。例如，2012年，一名使用爱彼迎平台出租房间的纽约人被指控违规经营散客酒店；尽管公司代他发表了一个简短声明，但拒绝提供法律服务，其他房主也有相似的遭遇。研究人员还在爱彼迎网站上发现了惊人的歧视行为：在房东申请者中，黑人通过率远低于白人。优步被指控违反当地运输法律、损害持牌出租车司机生计、危及乘客安全、以及无法为平台上的司机提供适当的薪资福利。今年早些时候，一段视频显示，卡兰尼克因为赔偿金与一名司机发生争吵。（而且，问题不仅出现在公司外：优步最近还因涉嫌无视性骚扰受到攻击和批评。）

其他科技界宠儿也受到了越来越多的批评：Facebook被指控助推假新闻泛滥；Twitter无法解决平台的欺凌问题；谷歌在欧洲持续与反垄断做抗争。整体看来，这些科技公司侵犯了用户隐私，用自动化替代人类工作从而加剧了收入不平等。

然而，科技公司的形象在其他两本新书中则正相反：记者亚力山德拉·乌尔夫（Alexandra Wolfe）所著的《众神之谷》（Valley of the Gods）以及经济学家泰勒·科文（Tyler Cowen）所著的《自满阶级》（The Complacent Class）。乌尔夫描写了贝宝的创始人彼得·蒂尔，以及其基金会选择的一批辍学创业的学生。同时，她也让我们得以窥视多种科技亚文化——从海上家园居民（Seasteaders）到多配偶论者，再到像蒂尔那种投资相关技术而追求生命不朽的人。该书并非暗示以上这些亚文化追求存在本质缺陷，而是认为他们都是从单一愿望出发，去推动技术与社会的边界。

另一本书的作者科文认为，在硅谷外的其他地方，大多数“美国人比以往更加努力工作，为的却是推迟改变，甚至是避免改变。”例如，虽然在国家科技中心的硅谷有越来越多初创公司，但其他地方，新商业创新放缓的趋势已经持续了几十年。

科技界是否会试图弥合这个差距，从原来“快速行动、打破陈规”的模式，转变为保持敏捷、创新，同时考虑更广泛、长期社会影响的模式呢？我不确定。到目前为止，优步对于批评者的反馈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特拉维斯法”：如果产品足够好，消费者就需要它，而这样的支持能够使你成功。爱彼迎一直维持了一个友好的公众形象，但其粗暴无情的举动也被斯通记录在案，从早期给潜在房东发垃圾邮件，到拒绝纽约市公开入住数据的要求。

今年1月，Facebook的CEO马克·扎克伯格宣布了他要拜访美国全境，会见更多人的目标，这是个外联的迹象。但他同辈中的一些人则相反：蒂尔告诉《纽约时报》，他支持科技界提出的使加州脱离美国的“Calexit”提案。根据《纽约客》的报道，在硅谷，人们最新的爱好是为世界末日做准备：购买土地、物资甚至是武器，以便能最大限度地在灾难中生存。

这些举动中隐藏了巨大的危险。今天，科技界不能再把自己封闭在公司园区和联合办公区域内。如果拒绝克服不平等、多样性以及其他的社会问题，没人知道明天会怎样。同样，其他人也必须克制住自己维护现有工作和社区的倾向，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选择保守而非变革更新。我们需要找到一个中间地带。

在《圆圈》中，一位内部人士试图消除技术带来的危险，他最终失败了。但无论如何，现实世界中没有神秘英雄等着营救我们。硅谷必须更努力确保它在社会中发挥作用，而外部人士则必须接受。尽管变革很艰难，但技术可以带来进步，而不仅仅是混乱。





“硅谷的目标是‘改变世界’这个曾响彻硅谷的真挚口号如今变成了陈词滥调。”


亚历山德拉·乌尔夫《众神之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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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维德·格拉索（DAVIDE GRASSO）

我正在读什么


[image: ]


在读书上，我是个杂食动物。我在祖国意大利进行一年的志愿服务时，选择的行政部门就是公共图书馆。我重读拉丁语、意大利语和英语的经典作品，它们有着永恒的普世主题一一《哈姆雷特》中的怀疑、《麦克白》中的罪行与复仇、《奥德赛》或《神曲》中的历程和探索。我也喜欢现代商业书籍：在认知偏差方面，我最喜欢罗尔夫·多贝里所著的《清醒思考的艺术》，以及郭士纳记录IBM转型历程的作品《谁说大象不能跳舞》。

就新闻而言，我相信来自《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和《共和报》（La Repubblica）的消息。我订阅《Monocle》获取社会趋势、政治和设计的报道，通过《金融时报》周末版了解图书、时尚、房地产和旅游信息。



我正在关注的……

Instagram是我最喜欢的平台，我自己不太活跃，更像是社交媒体的一块海绵。我关注 Hypebeast了解时尚趋势，关注 Nowness了解文化。我也喜欢购物网站ssense和Mr Porter，并不是为了买东西，而是因为它们的内容策划很棒。




“果然要占用工作时间，我向需要与不同领域的人交换想法，学点新东西。”




我要去的地方……

我倾向于把自己的公开演讲限制在教育机构中，并且参加很少量的行业会议。在那些能让我跳出固有思维模式的地方，你更容易找到我：巴塞尔艺术博览会、纽约、巴黎或米兰时装周、或者支持当地社区的活动，例如在匡威总部波士顿，Cue Ball 组织的聚会上。




达维德·格拉索
 匡威CE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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华特·弗里克
 是《哈佛商业评论》英文版高级助理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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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 this issue we examine how a focus on maximizing shareholder value—which leads to short-termism for management and boards—can threaten companies’ health and financial performance. page 048









A New Model of Governance


Agency theory, promulgated by academic economists in the 1970s, is behind the idea that corporate managers should make shareholder value their primary concern, and that boards should ensure they do. The theory regards shareholders as owners of the corporation—but that raises a grave accountability problem: Shareholders have no legal duty to protect or serve the companies whose shares they own; they are shielded by the doctrine of limited liability from legal responsibility for those companies’ debts and misdeeds; they may buy and sell shares without restriction and are required to disclose their identities only in certain circumstances; and they tend to be physically and psychologically distant from the companies’ activities.

Joseph Bower and Lynn Paine examine the agency-based model’s foundations and flaws and its implications for companies before proposing an alternative model that would have at its core the health of the enterprise rather than near-term returns to its shareholders. Their model would refocus companies’ attention to innovation, strategic renewal, and investment in the future.




The CEO View


David Pyott led Allergan during a hostile takeover attempt by Valeant Pharmaceuticals and Pershing Square Capital Management in 2014. He describes how he fended off their

bid and what companies need to do

to reorient themselves toward long-term growth.




The Board View


Barbara Hackman Franklin, an

expert in corporate governance,

sees her field as a tripartite system of checks and balances. Activist shareholders, she says, are a new and worrying complication. Here she proposes some important changes boards need to make.




The Data


Five charts reveal that long-term-focused companies surpass their short-term-focused peers on several important financial measures and create significantly more job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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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AGING YOURSELF




RECLAIM YOUR

COMMUTE



Francesca Gino, Bradley Staats,

Jon Jachimowicz, Julia Lee, and Jochen Menges | page 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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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very day, millions of people around the world face long commutes to work. In the United States alone, approximately 25 million workers spend more than 90 minutes each day getting to and from their jobs. And yet few people enjoy their commutes.

This distaste for commuting has serious implications for well-being. Studies have found that workers with lengthy commutes feel more anxious and less happy and satisfied with life than those with shorter ones and are more likely to get divorced. They also are less likely to find their daily activities worthwhile, are more exhausted and less productive at work, and have lower job satisfaction.

But it doesn’t have to be this way. Research (including studies by the authors) suggests that small tweaks to the way you conduct your commute can improve the experience, leaving you both happier and more productive. They offer five strategies that commuters can try: Use the time to shift your mindset; prepare to be productive; find your “pocket of freedom”; share the spirit; and reduce your commu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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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ATURES



MANAGING PEOPLE



NEURODIVERSITY AS A

COMPETITIVE ADVANTAGE



Robert D. Austi n and

Gary P. Pisano | page 0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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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ny people with neurological conditions such as autism spectrum disorder and dyslexia have extraordinary skills, including in pattern recognition, memory, and mathematics. Yet they often struggle to fit the profiles sought by employers.

A growing number of companies, including SAP, Hewlett Packard Enterprise, and Microsoft, have reformed their HR processes in order to access neurodiverse talent—and are seeing productivity gains, quality improvement, boosts in innovative capabilities, and increased employee engagement as a result. The programs vary but have seven major elements in common. Companies should:

Team with governments or nonprofits experienced in working with people with disabilities

Use noninterview assessment processes

Train other workers and managers in what to expect

Set up a support system

Tailor methods for managing careers

Scale the program

Mainstream the program

The work for managers will be harder, but the payoff to companies will be considerable: access to more of their employees’ talents, along with diverse perspectives that will help them compe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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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OW I DID IT



SUSTAINABILITY



TIFFANYʼS CEO ON

CREATING A SUSTAINABLE

SUPPLY CHAIN



Frederic Cumenal | page 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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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rustrated by some of his experience with public/private partnerships, the author began daydreaming about how State Street, which has a large charitable foundation, could attack the problem of workforce development. The foundation was already spending millions of dollars a year in the areas of education and job training, and State Street is one of Boston’s largest employers: It could provide a job and a career at the end of a young person’s education, which nonprofits could not. Furthermore, the company is full of Millennials who want to volunteer as mentors.

In 2015 Hooley and his team launched Boston WINs (“workforce investment networks”). They committed to investing $20 million and hiring 1,000 graduates of urban schools over the next four year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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跨界人生 Life's Work



LIFE’S WORK


德斯蒙德·图图：


生活可以是有趣的

丹·麦吉恩（Dan McGinn） | 访

齐菁 | 译 蒋荟蓉 | 校 时青靖 | 编辑






在人权活动领域，德斯蒙德·图图常常会被和甘地、马丁·路德·金做比较，但他自己反对这些比较。这位南非主教开玩笑说，他获得1984年的诺贝尔和平奖，主要是因为诺奖委员会正在寻找一个名字容易念的反民族隔离的人。“我是一个好队长。”他说，“我利用了团队成员的才能，他们做了实事，而获得赞誉的却是我。”






HBR：
 你之前想要成为医生，但却做了教师，再后来又成为神职人员。你曾考虑过从商吗？


德斯蒙德·图图：
 没有，我不擅长商业。一旦有点钱，我就会花掉。而且，在我长大的南非，我知道做生意总会碰到天花板。他们不会让一个黑人真的生意兴隆，你会处处受限。黑人能做的生意可能就是开个小商店，然而限制依然很多：你不能将店开在白人城区；你能做什么会受到限制；你能服务什么样的客户也会被限制。你完全无法和白人商店竞争，你们完全是不平等的。我不想让自己在这样的环境中受挫。




克服种族隔离需要相当长的时间，你的耐心从何而来？


一方面，我们没有总是可怜自己。我们生活在一个贫困的环境中，但是并没有因此而烦恼气馁。我们不是向隅哭泣，而是乐在其中，我们过得很开心。生活可以是有趣的。而且我们也不像后几代人那么讲政治。但是，人们只能忍受这么多的压迫，看看利比亚，人们已经这样生活了40年。他们难道没有环顾四周，看到非洲其他地区获得自由吗？他们怎么能允许自己一直处于压迫之中呢？然而这需要一个演变的过程。在《圣经》保罗的书信中有一句可爱的短语：“时间的丰满”。世界一直在发展。埃及一定曾经有人站出来呼吁人权，看现在的情况，他们可能是失败了。但是没关系。表面的失败并不是事实上的失败，这些运动产生的影响并不会化为乌有。




在Twitter和Facebook盛行的时代，种族隔离会崩塌得快些吗？


可能会。但实际上，过去人们不会在监控下交流。现在社交网络上的沟通都会经过一个特殊部门，一个似乎知道一切的恶毒的安全部队。我们的社区到处都是眼线，一旦被怀疑是告密者，就会被戴上“燃烧的项链”——在脖子上戴上一个轮胎，然后被点燃。他们会这样处置你。我们一直试图干涉，但没有办法证明一个人不是个告密者。不过，虽然有人被逮捕，有些领导者被流放，但人们没有停止活动，而是更加坚定了。独裁者总是认为自己的统治会永远持续，看看有多少非洲领导人说过自己会一辈子当总统的。




各个群体的差异如此之大，你是如何建立起联盟的？


我只是在其他人的基础上继续努力。在斗争中，我们是高尚的。人们是利他的，他们反对种族隔离并不是为了获取个人利益。而现在，种族隔离的斗争结束之后，我们震惊地发现，人们是会腐败的，他们会追求自己的利益。但在斗争中并非如此，这的确是一个令人难以置信的联盟，而且它并非只在南非出现。你几乎能在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找到反种族隔离的团体。这是一个非凡的现象。




你是如何学会在领导中运用幽默？


我们一家人都很爱开玩笑，非常有趣。你想在那样的一个环境中存活，就必须变得非常敏锐。在南非，人们都是葬礼的专家，人们很愤怒，因为不公正的对待而受伤。但是我们依然拥有大笑的能力。如果没有，我们会疯掉。你知道那个谚语：“如果不笑，就只能哭了。” 我知道自己一直是别人祈祷的对象。有时我即兴说出的一些东西让自己也感到惊讶。然后我会想，“我真的这么说了吗？太机智了”。但其实它们不会凭空冒出来。回想起来，我毫不怀疑有一些亲爱的老太太在什么地方行圣餐礼，用祈祷帮助南非人民奋斗。那些祷告在我需要的时候发挥了作用，我对此坚信不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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